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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机补贴政策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着重要的

促进与导向作用.在推进中国农机补贴政策进一步完善优化的过程中,其他国家有益

的补贴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对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家和组织的农机补贴政

策,从财政直补、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分析,发现欧盟的补贴主要

依托农业合作组织开展、日本的补贴聚焦丘陵山区的农机发展、印度则依赖财政的大

额支持.同时,本文结合各国国情分析了其补贴政策对中国的适用价值.此外,本文

系统总结了中国的农机补贴政策,并与国外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的农机补贴仍存

在补贴政策体系不完善、补贴种类不均衡、补贴标准较低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

善.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优化补贴模式、细化补贴范围、完善补贴标准三方面提出了

针对中国农机补贴体系现有问题的具体改进建议.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农机补贴政策;国际经验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１

１　引言

２００４年起,中国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被纳入国家 “三补贴”政策.中国农业机械

化水平实现大幅提升[１].为了更加有效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国家财政对农机补贴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

补贴范围也逐渐扩大.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国家财政用于购机补贴的资金从７０００万元增加到１８４亿元① ,补贴

机具种类也由２００４年的６种[２],增加到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的１５大类４４个小类１７２个品目.但在农业机械化整

体水平快速提升的同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滞后[３]、农机化区域发展不均衡、对农民收入拉动作用

—５—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11（总 523）



减弱等矛盾依旧突出[４].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优化补贴兑付方式.”
那么,现有政策体系存在哪些不足? 其他国家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成熟经验? 如何增强农机补贴政策的针对性

拉动作用? 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回答,对于进一步优化农机补贴的政策机制与实施模式、加快国家农业机械化

发展进程、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到世界各国农业生产模式及农业机械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为全面介绍各国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

财政补贴政策与补贴模式,本文所指的农机补贴范畴包括购置补贴、信贷优惠、税费减免以及科研投入等多

种形式.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机补贴政策从多方位展开了研究探讨,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机补贴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农业机械补贴能有效提升农机装备水平[５],吸

引农户开展农机作业服务的经营活动,增加农业机械供给总量.相较于资金雄厚、种植规模大的强势农户,
购置补贴对弱势农户会产生更强烈的诱致性影响[６].并且,农机补贴政策会产生替代与收入效应、引发乘数

效应,促进农机总动力的提升和农业总产值的增长[７].周振等在研究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时,引入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作为关键自变量,认为农机购置补贴对粮食产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

入与农业机械化水平[８].
第二,关于中国农机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的研究.学者们总结中国农机补贴政策的不足主要有三点:一

是补贴名额与力度不足.从补贴主体来看,补贴名额不能全覆盖,部分农户的补贴需求难获满足;从补贴对

象来看,补贴以大中型机具为主,普通农户难以负担[９].二是农机补贴政策导向性不足.当前农机购置补贴

市场产业相对分散,低端产品生产过剩而高端产品不足,补贴政策的精准性有待加强[１０].三是农机补贴政策

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不足.农机购置过程获得补贴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农机购置贷款及地方农机

部门的工作经费等却不能跟上,严重影响了补贴政策的实施效率[１１].
第三,关于国外农机补贴政策经验的总结.在日本,土地改良工程与农业生产方式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

良好基础,日本政府的政策法律支持及高额的农机补贴比例有力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１２].韩国积极完善

农机补贴相关法规,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为各类农业机械提供价格补贴、贷款优惠等政策,同时鼓励各类农

机互助组织的成立[１３].美国农业合作社为农场主提供购机资金[１４].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为农民提供多方位

直接补贴,如绿色补贴、青年农民补贴、小农场补贴等[１５].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在实施农机具支援计划时,应

当对接受援助者进行严格的筛选,充分考虑对接受援助者进行培训、指导和监督的预算可用性,进一步研究

援助行为对扩大种植面积、收获面积、生产力和产量的影响以增加援助效益[１６];也有学者认为,可以根据农

业机械拥有者的特征提升政府补贴的针对性,鼓励其成为机械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带动农村社会服务业的

发展[１７].
综上,学者们在农机补贴相关领域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对农机补贴政策的国

际经验进行研究时,大多是对发达国家的政策机制进行分析,对发展中国家则少有涉猎;二是对国外政策的

讨论相对宽泛,少有文献对各国农机补贴的政策背景以及中外实际国情进行对比研究;三是对中外农机补贴

政策具体内容的多角度对比分析比较缺乏,在提出中国政策优化建议时针对性不足.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进一步丰富研究样本,选取机械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盟发达国家以及与中国地缘相

近、国情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日本和印度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国家的农机补贴政策及出台背景进行总结,并结

合各国国情的异同分析相关政策对中国的适用价值.从补贴模式、补贴范围、补贴标准三方面与中国现有政

策进行对比分析.最后,结合中国国情,提出针对性政策实施建议.

２　国外农机补贴政策的经验启示

２１　欧盟:依托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机补贴模式

欧盟成立初期,成员国工业、农业发展速度远落后于经济建设速度.为加快成员国农业发展,欧洲共同

体于１９６２年开始实行共同农业政策.欧盟并未发布直接与农业机械挂钩的补贴政策,对各国农业机械化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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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支持主要通过共同农业政策实现.共同农业政策的补贴体系分为两部分,包括欧洲农业担保基金

(EAGF)和欧洲农村发展基金 (EAFRD).前者着力提高区域农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其中的青年农民支持

计划,鼓励青年农民留乡从事农业生产,在改善农业人口年龄结构的同时也间接对农场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起

到促进作用[１８];后者致力于提高各国农业综合竞争力,通过贷款、担保及股权投资等多种金融工具为农村企

业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在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下,欧盟各国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农机补贴政策体系.鉴

于法国是欧盟第一大农业生产国,德国的农机制造业极为发达、是世界农机出口第一大国,英国也是世界上

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本文主要对此三国进行分析.
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并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基本完成机械化普

及的目标,农业合作组织是其实施农机补贴政策的重要支撑.法国农户自发成立了名为 “居马” (CUMA)
的新型农业设备使用合作社,专门进行农业机械的集体购买与使用.政府为农机合作社积极提供财政补贴与

信贷优惠支持.对于新成立的农业机械合作社,法国政府提供不超过３万法郎的启动补贴,并为合作社购买

的农机提供１５％~２５％的价格补助.银行会根据机械种类、作物品种等为合作社提供优惠贷款.合作社一方

面有效对接政府资源,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农民联合、完善农业互助体系、共同发展农机事业.在法国,超过

９０％农民都参与了集农、工、商为一体的农业合作组织,发达的农业合作体系有利于土地、资金的集中,为

机械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２０１３年,法国宣布实施 «农业资产竞争力和适应性计划» (Plande
compétitivitéetd＇adaptationdesexploitationsagricoles),致力于提升国内农场尤其是畜牧场的竞争力,推动

农业生产设备现代化发展.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该计划的总预算资金从３１３亿欧元增加到６２１亿欧元①,农民

在购买节能、生态友好的农业机械时最多可获得６０％的补贴支持.
德国:德国的农机制造业极为发达,是世界农机出口第一大国.与法国类似,合作组织是德国推动农业

机械化发展的重要工具.德国拥有专业的农机合作组织——— “农机环”.该组织搭建起农民与政府沟通的桥

梁,帮助农民实现利益最大化. “农机环”通过会员制,对全德国范围内的农业机械进行统计,根据供需情

况进行农机调配、费用结算.该组织制定统一的价格标准,并根据市场情况对农机价格实施调控.依托 “农
机环”的组织带动,德国实施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对农机购置实施税收豁免.德国 «机动车辆

税法»第３款第７条规定,对农业、林业经营使用的拖拉机、拖车等实施税收豁免政策.据德国政府统计,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此项目的税收支出高达４８亿欧元②,为２０项最大税收支出之一.另一方面,在农机用油方面

也同样给予优惠.德国 «能源税法»第５章第５７款规定,对农业、林业机械使用的能源产品实施能源税减

免政策.这一规定有效激励了机械设备的使用.
英国:在２０２０年脱欧之前,英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主要依靠农村生产力小额赠款计划的支持.该计划的资

金来源于欧洲农村发展基金,由农村支付局 (RPA)支付.该计划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先后进行了三轮资助,为每

个农户提供３０００~１２０００英镑的赠款,用于购买设备以提高其农场的生产力.相关赠款可用于支付特定农场设

备成本的４０％.２０２１年,英国政府自行设立了农业设备及科技基金,由财政部门出资,为符合条件的农业、园

艺、林业、畜牧业设备与技术提供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０英镑的资金支持③.合作组织方面,英国也从德国引入了 “农
机环”的合作模式,成立的第一个 “农机环”组织在前三年得到了政府的有力资助. “农机环”的发展有效

降低了英国农民购买及使用农业机械的成本,通过互助共赢的合作模式,农场主的经营收益得到提高.
欧盟各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以中小型家庭农场为主.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农业合作组织是各国农业

机械化政策的重要依托 (图１).政府借助合作组织的联合性,为农民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提供专业化服务,
有效提高了政策的执行力.同时,较大的合作组织也能够适当地开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一定程度上带动

了农业机械的推广普及.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建立初期,其区域经济差距与工业、农业发展呈现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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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制”特征,与中国当下的城乡二元体制极为相似,而欧盟各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在破解这种二元矛盾的

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１９].因此,在中国农机补贴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对欧盟各国借助合作组织的补贴模式

进行研究与借鉴,对于提高农业的综合竞争力、缩小城乡间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图１　欧盟国家农机合作社运行模式

２２　日本:适应丘陵山区特点的农机补贴模式

日本与中国人多地少的农业生产局面较为相似.日本的山地、丘陵占国土面积的７１％,耕地资源紧缺,
政府十分重视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各地普遍面临农场劳动力外流、农业生

产后继不足的困境.为了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

始,日本政府接连颁布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农业机械的推广工作,同时大力开展

农田整合、机耕道修建项目.从１９４９年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日本在短短３０年间完成了机械化的基本普及

工作,形成了以购置补贴为主、贷款与税收优惠政策为辅的农业机械化支持政策体系.
(１)购置补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日本财政下拨大额补助资金专供农业机械及相关设备的普及,补

贴比例在１０％~５０％,其中对于技术先进、价格高昂的设备贴补力度更大[２０].由于地理特征的限制,日本

农业机械推广离不开土地改良,因此对于土地改良试点区域引进的农业机械以及农民自发修建机耕道、整理

土地的费用,政府补贴５０％[１３].在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农民组织购买农机可获得３３％的补贴,购买相关

设施可获得５０％的补贴.对于农民共同购买和联合使用的智能机器,政府会提供５０％的财政补贴.在高标

准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激励下,日本不仅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农业机械化的基本普及工作,也高效推进了土地

改良与高性能农业机械的推广.
(２)信贷优惠:日本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４条规定,农民或者其组织起来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利

用农机具时所需资金,由国家制定长期低息政策予以保障.日本设立 “农业机械化基金”与 “农业改革基

金”,专为农户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１２].此外,政府为农民贷款购买农机提供一定的担保,农民因改进、建

造和收购农产品加工机械以及建立必要的联合利用设施而产生相关费用时,可获得优惠的贷款利率支持

(２０２０年利率为０３％),期限３~２５年.
(３)税收减免:日本对于农户、中小规模企业购买的１６０万日元以上的农业机械设备,可在正常折旧之

外提供购置额３０％的特别折旧或７％的税额减免.农民所购机械金额低于３０万日元时则以全额计算折旧,每

年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日元①.此外,对用于农业生产的 A重油免收石油煤炭税.优惠的税收政策减轻了农民

机械使用过程中的负担,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购机热情,有效推动了日本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一方面,由于耕地资源的紧缺,日本的农机补贴政策对山地、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补贴方式也以高额购置补贴为主.日本政府在农田改造方面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支持,采用精耕细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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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方式,大力推动小型农机的推广使用.中国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加大丘陵山区投入,积极进行宜机

化改造,以田适机,推动机械化进一步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补贴力度较大,日本农业机械的使用率

很低,平均作业量在世界排名倒数[１３],这也值得中国警醒与反思.

２３　印度:高额财政直补为主的农机补贴模式

相较于发达国家,印度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与中国更为类似,购置补贴政策是当下印度政府调控农业机械

化发展的重要工具.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印度开展 “绿色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农业机械的推广活动,并陆续

引入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援助资金以支持本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总额超过１２００亿美元.
(１)购置补贴:与发达国家不同,印度农民的财富水平较低.为带动支付能力较弱的农户使用农业机

械,并帮助其快速取得机械化收益,印度中央及各邦广泛采取针对农业机械的购置补贴政策.通过国家农业

发展计划 (RKVY)、国家粮食安全使命计划 (NFSM)以及农业机械化子任务 (SMAM)等一系列国家计

划,印度政府为发展农业机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在农业机械化子任务中,除了购机补贴,政府还对农业

机械演示与培训、测试与示范、建立农机租赁银行、地区推广等活动提供多方位财政援助,援助比例为

３０％~６０％①,特殊情况下甚至可实现全额覆盖.除中央政府计划外,泰米尔纳德邦、北方邦、阿萨姆邦等

各邦也实施了多样的购置补贴措施:泰米尔纳德邦通过财政资助农民购买各类农业机械,普通农民、在册种

姓及部落农民可分别享受４０％、５０％的补贴;北方邦为农民购买拖拉机提供成本价格的２５％与４５０００卢比

中较低者的补贴额度;阿萨姆邦则提供７０％的购机补贴.
(２)信贷优惠、科研及培训投入:除了财政补贴以外,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农业金融支持力度的提升.印

度国家银行大力开拓农村金融市场,降低涉农贷款利率[２１],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银行也为农户提供优惠贷款计

划.此外,印度政府高度重视科研创新投入,积极推动农机产品结构升级,为农民提供免费的各类农业机械

使用培训课程.印度一系列的农机补贴政策效果十分显著.据统计,近年来印度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机基本

价格总增加值呈稳定增长态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增加了约３３５万亿卢比,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增加了３５７万亿卢

比,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增加超过５万亿卢比②.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仍存在较大进步空间.与此相适应,印度的农机补贴政策体系也

以购置补贴为主,补贴标准普遍较高,在对农业机械化推广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加剧了财政负担.因此,印

度政府高度重视补贴使用效率的提升,按照设备用途、马力大小、不同应用场景等对农机补贴政策进行详细的

分类,更加方便农户获取信息.此外,出于小农经济的特点,印度重点补贴中小型农具,补贴主体以小农与边

际农为主[２２],进一步提高了补贴的精准性与补贴效益.但是,种姓制度的压榨使得印度补贴资金分配不均,土

地所有者对农业补贴依赖性较强.并且由于农业补贴投入过多,政府的其他生产性投资受限,农民收入难以实

际提升,形成恶性循环.高额的补贴政策使印度赤字率居高不下,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阻力.
综合来看,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家和组织均有着较为完整的农机补贴政策体系.在制定农机补贴政

策时,采用了购置补贴、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等多种配套措施,具体内容总结对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国农机补贴政策实施情况对比

国家/组织 内部形势 补贴特点 政策内容

欧盟

　欧盟建立初期,其区域经

济差距与工业、农业发展呈

现出 “二元制”特征

　依托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机

补贴模式

　１法国依托 “居马”为农户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提供补贴与贷款

　２德国依托 “农机环”来推广农业机械,并实施了一系列减税

政策

　３英国设立专项基金补贴农业机械,并引入 “农机环”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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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家/组织 内部形势 补贴特点 政策内容

日本

　长期以来,日本耕地资源

紧缺,山地、丘陵等限制了

农业机械化的普及

　适应丘陵山区特点的农机

补贴模式

　１设置比例在１０％~５０％的多种农机补贴政策,鼓励使用农机

　２立法保障农机推广的资金需求,设立专项基金为农户提供贷款

　３农机设备享受折旧或减免税优惠,针对农机实施能源税减免

印度

　印度农业机械化发展较

慢,农民财富水平较低,更

依赖传统生产工具

　高额财政直补为主的农机

补贴模式

　１制定一系列国家计划,对农业机械的采购、培训等提供大额

补贴

　２各邦在国家补贴计划下,额外出台政策帮助农民购买各类机械

　３国家银行、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银行为农机购置、研发等提供贷

款支持

３　农机补贴政策中外比较

３１　中国农机补贴政策实施现状

中国农机补贴政策起步较晚.２００４年,中国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正式开始实行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随着农业生产状况的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补贴主体范围逐步扩大,地区也从部分

区域推广至全国,补贴机具种类及标准不断调整完善,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中国主要采

取 “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 (户)”的方式.获取 “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

书”的农机制造企业通过投档获取补贴资格.农户申请购置补贴成功后,由中央财政资金进行定额补贴.补

贴比例总体不超过平均售价的３０％,针对生产薄弱环节、丘陵山区急需机具以及高端、复式、智能农机产

品,补贴比例可提高至３５％①.除了购置补贴,农业机械在批发、零售环节免交增值税.同时中国积极探索

农机信贷补贴模式,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抵押、担保、小额贷款等方式,按

照农机购置价格的一定比例向农民发放优惠贷款.
在农机补贴政策的带动下,中国农业综合化机械水平不断提升.２００４年中国的机耕率、机播率、机收率分

别仅有４８９％、２８８％、２０９％,到２０２０年已提升至８５４９％、５８９８％、６４５６％②,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上升至７１２５％.“十三五”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时期,全国农机总动力达１０５６亿千瓦,
比 “十二五”期末增长了１７％.但中国农业机械化在区域、品种、产业等方面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
农机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定位多为中低端;平原地区及主要粮食作物的机械化程度较高,而丘陵山区、经济

作物的机械化程度普遍较低;部分产业的机械化生产与耕作制度不协调等.«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

导意见»指出,要以满足亿万农民农业机械化生产需求为目标,畅通农业机械化发展环节,支持农民购置先进

适合的农机具.因此比较中国与国外农机补贴政策的差异,根据国情异同分析中国农机补贴政策的不足与进步

方向,进而灵活借鉴他国经验,对于进一步完善优化农机补贴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３２　中外农机补贴政策的对比与启示

３２１　从补贴模式对比

中国主要以购置补贴政策为主,农业生产的财政干预作用更为突出,补贴政策体系仍有待完善.而欧洲

发达国家的补贴政策 “脱钩化”趋势明显,更注重提升农业机械竞争力,以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为主要目标[２３Ｇ２４],在称呼方面也主要使用基金计划等更顺应市场经济的名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欧洲

各国较多依托农业合作组织的带动,以引导农民参与基金项目、税费减免以及信贷优惠,合作组织还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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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及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



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而中国农业合作组织的引导带动能力以及中国农机低息贷款等模式的发展水平仍待提

升.究其原因,欧盟等国已进入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自动化阶段,而中国目前仅三大主粮生产基本实现机

械化,在农机装备制造水平、农业合作组织建设以及农机作业效率等方面与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因此在农

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之前,应坚持财政补助的主体地位,并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及时更新财政投入的方向

与重心,加快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农机工业转型升级.

３２２　从补贴范围对比

从农机生产端来说,作为农机使用第一大国,中国农业机械呈现 “供不应需”的特征:能享受到补贴的

农机生产企业数量有限,机械供给能力较弱;高端部件生产技术不健全,农机产品研发亟待强化.中国亟须

进一步发挥补贴的导向作用,推动向高端智能设备、环境友好型设备倾斜;同时注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灵

活调整补贴范围,加快急需、高端、复式、智能农机产品的研发.从农机消费端来说,按照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

全国通用类农业机械中央财政资金最高补贴额一览表»,中国农业补贴机具以中低端机械为主,智能化、科

技含量高的先进机械少,农机产品补贴种类不均衡.而发达国家多重视大功率、高技术含量、绿色环保的机

械设备发展,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十分注重农机装备的升级.从农机推广端来说,中国在农业机械的宣传推

广以及使用培训方面的补贴仍有不足.印度在提供高额购置补贴的同时,还相应配套了演示与培训等补助,
可见农机推广补贴对于农业机械化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３２３　从补贴标准对比

比起其他国家,中国的农机补贴比例相对较低,且各地区补贴标准存在差异.目前,中国重点机具补贴

最高不超过３５％,各省份可结合实际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自行调整补贴额;而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

区的多项农机补贴标准超过５０％.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必要的财政

补助.中国可借鉴日本、印度的相关经验,在明确补贴目标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补贴标准,注重绿色环保机

械、智能化机械、生产急需机械的优先发展.重视补贴的精准性发放,提升补贴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针对

中国财政资源较为紧张的现实条件,应重视参考日本、印度存在的问题,不能一味追求补贴额度的提升.在

配套措施不完善的情况下,过高的补贴比例可能会造成补贴效率的下降,影响财政资金效益.农机补贴比例

应秉持适度原则,根据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将资金投放到关键领域.

４　中国农机补贴政策优化建议

通过对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家和组织的农机补贴政策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发现:一是欧洲发达国家的

农机补贴支持政策多以农业合作组织为载体进行,并且更加依靠市场化的方式,以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科

研投入等间接补贴为主;二是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与中国相类似,在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早期阶段,高

额的直接购置补贴政策是其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手段;三是高额的购置补贴模式虽能推动机械化快速

发展,但也容易导致财政负担过重、机械使用率过低、产品研发不足等问题,需要特别关注.结合各国国情

和政策经验来看,中国的农机补贴政策虽在逐步完善,但仍存在补贴政策体系不够完善、补贴种类不均衡、
补贴标准较低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４１　优化补贴模式

第一,完善农机补贴法治建设.借鉴日本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机械促进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的支付比例,防止各级政府责任划分不清.同时,在适应

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同时,做好与 WTO规则的衔接工作,在 “绿箱”和 “黄箱”政策的总体框架下,尽快完

善农机补贴法制.
第二,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充分理解财政补贴对发展中国家推动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融

资租赁承租补助、作业补贴等有效补助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开设农机专项贷款服务,创新信贷产品,增加贷

款的额度及期限.在减免购机税的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在能源税方面的减免政策,加大对于农用柴油等能源

—１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11（总 523）



的税收优惠力度.
第三,强化对农机合作组织的支持.借鉴 “居马” “农机环”等组织的运行模式,成立统一规范的合作

组织,建立完善的农机互助系统、支付结算系统,通过互帮互助、集中购买等方式降低农户购机成本.同

时,政府应针对农机合作组织制定优惠发展政策,如发放大额低息贷款、提供额外税收减免等,帮助其开展

农机社会化服务.

４２　细化补贴范围

第一,完善补贴机具的范围与结构.参考日本山地农机发展模式,充分考虑平原与丘陵地区的需求,划

定不同的补贴范围.各地区也要结合本地经济条件、自然特征与产业特点,进一步明确农机需求的种类.总

体来看,重点添加科技含量高、生产急需机械,剔除低端、需求小的机械,在提高机具多样化的同时兼顾补

贴的精准性.
第二,聚焦农业机械的研发与创新.相较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农机装备技术含量较低的

问题尤为突出,亟须设立科研专项基金,梳理技术短板,鼓励企业、高校等科研机构研发农业机械的新技

术、新产品.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及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增加优质农机供给企业的数量,尽快淘汰生产

落后的农机生产企业.
第三,提高宣传培训方面的支持力度.补贴政策的落地、专业机械的使用都离不开相关的宣传培训.相较

发达国家,中国农户对于农机补贴政策的认知较为不足.可通过标语、电视、网络等,广泛宣传农机补贴政策,
帮助农户了解机械作用与补贴流程,选择更为适宜的机具类型,合理购买农业机械,不断扩大受益农户范围.

４３　完善补贴标准

第一,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相较中国,同在亚洲的日本与印度通过财政手段对农业机械的补贴标准明显

更高.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中国的财政补助标准,增强补贴资金投入力度.在增加中央财政支持的同时,提

升省、市级财政的补贴力度,引导地方设立农业机械补贴基金,完善各地农业机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

机械化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第二,灵活调整补贴标准.通过总结日本和印度的经验可知,过高的补贴标准将加重财政负担,因此在

强化补贴力度之前,要进行科学的补贴额度测算及分档工作,提高补贴资金在购置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开展

有关试点和农机报废更新等方面的分配.同时,要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金融资本支持农

业机械化发展.
第三,提升补贴效率.在分配财政资金或规定贷款额度时,明确不同地区补贴的重点对象,将有限的资

源分配给最需要发展的农业机械.建议将作业量作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分步兑付的前置条件,加强补贴绩

效管理.同时在资金分配过程中引入信息化管理模式,简化审核兑付流程,优化资金到达速度,推动补贴发

放工作的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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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ExperienceandEnlightenmentofOptimizingAgricultural
MachinerySubsidyPolicy

LIZhenran　LEIZe　GAO Ming
Abstract:Agriculturalmachinerysubsidypolicyisanimportantpartofthenationalpolicyofstrengthening
agricultureandbenefitingfarmers,whichplays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andguidingthedevelopment
of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inChinaItisofgreatsignificanceforChinatofurtherimprovethesystemof
agriculturalmachinerysubsidypolicybydrawinglessonsfromothercountries Thispapersummarizesand
analyzestheagriculturalmachinerysubsidypoliciesofEurope,JapanandIndiafromtheaspectsofdirect
financialsubsidy,preferentialcreditpolicy,taxreductionandotheraspectsItisfoundthattheEU’ssubsiＧ
diesmainlyrelyo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cooperationorganizations,Japan’ssubsidiesfocusonthe
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machineryinthehillsandmountainareas,IndiareliesonthelargefinancialsupＧ
portoffinanceAtthesametime,itanalyzestheapplicablevalueofitssubsidypolicytoChinainconjunction
withthenationalconditionsofvariouscountriesInaddition,thisarticlesystematicallysummarizesChina’s
agriculturalmachinerysubsidypolicy,andcompareitwithforeigncountriesItisfoundthattherearestill
someproblemsinChina’sagriculturalmachinerysubsidies,suchasimperfectsubsidypolicysystem,unbalＧ
ancedsubsidytypesandlowsubsidystandards,whichneedtobefurtheroptimizedandimprovedOnthisbaＧ
sis,thispaperputsforwardspecificsuggestionstoimprovetheexistingproblemsofChina’sagriculturalmaＧ
chinerysubsidysystemfromthreeaspects:optimizingthesubsidymode,refiningthesubsidyscopeandperＧ
fectingthesubsidystandard
Keywords: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AgriculturalMachinerySubsidyPolicy;International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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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畅通外循环,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农业是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 CPTPP各成员十分关注的领域.本文在

深入分析CPTPP主要成员关税减让情况的基础上,通过 GTAP模型定量测度加入

CPTPP对中国经济和农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加入 CPTPP对中国宏观经济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对农业产出的负面影响有限,但对乳制品、羊毛及丝织品、小麦

等农产品进出口冲击较大.建议中国坚持安全底线,细化研究 CPTPP规则做好重点

农产品的保护预案,有序推进农业进一步开放,并持续深化农业改革,在区域经济一

体化中把握主动权.
关键词:CPTPP;农业;关税;GTAP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２

１　引言

当前,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各国经济,俄乌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显著

增加,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是中国主动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

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２０２１年９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ＧPacificPartnership,CPTPP).
农业是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

来,中国在农业领域的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

国[１].CPTPP成员占中国全球农产品贸易总额的约１/４,有针对性地从农业视角研究加入CPTPP对中国经

济和产业的影响,一方面有助于为加入CPTPP做好技术准备,另一方面也将对中国农业开放领域的相关政

策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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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加入CPTPP的研究成果激增,以宏观层面[２Ｇ３]以及数字贸易、政府采购、
知识产权等具体领域[４Ｇ６]的研究为主.以农业视角分析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影响,特别是CPTPP的影响

研究较为缺乏,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会带来显著的

贸易转移效应,对成员有利而对非成员将造成负向冲击.蔡海龙和刘艺卓认为 TPP实施后中国可能受到贸

易转移影响而造成出口减少[７].二是在是否加入 TPP/CPTPP的问题上学界存在分歧,但总体上认为短期内

会造成冲击,长期来看存在必要性.宋轶楠认为,加入 TPP会使中国被迫降低进口关税,对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粮食自给率及就业都将带来负面影响[８].翁鸣认为 TPP短期内可能对农业带来冲击,对粮食安全存

在潜在威胁,但其倡导的原则和标准与中国开放方向一致[９].周睿通过 GTAP模型的模拟研究显示,中国加

入 TPP对贸易条件存在负面影响,但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会增加[１０].李慧和祁春节的研究显示中国与 TPP
国家农产品贸易存在互补性[１１].蔡彤娟和郭小静认为CPTPP在对中国产业产生冲击的同时还将使中国在国

际规则制定上处于被动地位[１２].
总体上看,针对农业领域的研究,现有文献仍然停留在较早期的TPP阶段.一方面,随着美国退出,日本

主导签署的CPTPP的协定条款与TPP变化较大,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实施也对区域内

包括农业在内的贸易投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述研究成果已不能全面反映新形势下加入CPTPP对中国的影

响.另一方面,尽管已有学者使用 GTAP 模型定量分析 TPP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但相关研究并未基于真实的

CPTPP协议文本,同时在模型方法上基本采用直接冲击到零的模拟方案,这与各成员分阶段、分品类的降税实

际不相符合,所得结论也可能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在详细分析CPTPP各成员农产品降税情况的基础上,依据关

税减让表,按照GTAP数据库的行业分类和 HS编码对照表进行匹配,采用加权平均关税设定冲击方案,并充

分考虑包括RCEP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情况,以期得出更加准确的分析结果.

２　中国与CPTPP成员农产品贸易情况

CPTPP成员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越南均为中国前十大

农产品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与CPTPP成员农产品贸易呈现出规模扩大、区域集中度高等特点.

２１　中国与CPTPP成员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增长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中国与 CPTPP成员农产品贸易规模逐年递增,贸易额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０４６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１年的７１２５亿美元,年均增幅１０１％.其中,出口额由６７４亿美元增至２５３９亿美元,年均增幅

６９％;进口额由３７２亿美元增至４５８６亿美元,年均增幅１３４％.中国与CPTPP成员农产品贸易关系密

切,２０２１年,中国与CPTPP成员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约１/４.

２２　中国进口以土地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为主,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从贸易结构上看,由于中国与CPTPP成员农业资源禀赋不同,近年来,中国对CPTPP成员畜肉产品、
乳制品等土地密集型和满足人民高质量需求的农产品进口快速增加,而出口则以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劳动

密集型产品为主.２０２１年,水产品制品,鲜冷冻蔬菜,鲜冷冻水产品,蔬菜、水果、坚果等制品,以及食用

水果及坚果是中国向CPTPP成员出口的前五大类产品,其出口额分别占中国对CPTPP成员出口农产品总额

的１３９８％、１２２２％、９５２％、９４４％和９０８％.畜肉相关产品,乳品、蛋品、蜂蜜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食用水果及坚果,谷物,鲜冷冻水产品是中国自 CPTPP成员进口的前五大类商品,其进口额分别占中国从

CPTPP成员进口农产品总额的１３５９％、１２９９％、１２６８％、８０２％和８０１％.

２３　中国与CPTPP成员农产品贸易区域集中度较高

中国与CPTPP各成员农产品贸易发展并不均衡.２０２１年,中国与CPTPP前三大农产品贸易市场集中

度达到４７５５％,前五大市场集中度达到７４７３％.从出口市场上看,２０２１年,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是中

国第２、第４、第７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对三国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２３７１％,占中国与 CPTPP
成员农产品出口总额的７８０５％;从进口市场上看,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中国第４、第５、第７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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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口来源地,自三国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１３４１％,占中国与 CPTPP成员农产品出

口总额的６４１％.

３　CPTPP成员农产品降税特征分析

CPTPP成员中,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９个国家已经签署FTA,其中有７个同时为 RCEP成员,
仅加拿大和墨西哥尚未与中国达成FTA,而日本在CPTPP中的农产品降税水平远高于 RCEP.因此,本文

在总结CPTPP成员农产品总体降税情况的基础上,重点选取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３个成员,具体分析其

在CPTPP协定中的农产品降税情况,以及CPTPP减税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３１　农产品总体降税情况

表１列出了CPTPP各成员农产品零关税情况,主要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水平达到全球领先水平.CPTPP成员基本实现了１００％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

在农产品上也基本实现了９０％以上零关税,承诺最终取消关税的农产品占比远超中国在以往签署的FTA 中

的开放承诺.
二是大部分成员的农产品在较短过渡期内完成降税.其中,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和文莱所有农产品

关税均在１０年内降至零;墨西哥、马来西亚、秘鲁、日本和越南,有少于６％的农产品关税于１０年后降至零.
三是组合运用多种模式对敏感农产品实施保护.CPTPP成员中,加拿大、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

秘鲁、越南和日本对部分敏感农产品采取了部分降税、配额管理和例外处理等降税方式,其中日本和加拿大

不降税至零的农产品较高,分别为１７７％和５９％.这些不降税的农产品主要集中在乳制品、牛肉、糖和粮

食等产品.

表１　CPTPP各成员农产品零关税情况

单位:％

国别 自由化水平 立即零关税 １０年内零关税 １０年后零关税 不降税至零

加拿大 ９４１ ８６２ ７９ ００ ５９

澳大利亚 １０００ ９９５ ０５ ００ ００

墨西哥 ９６４ ７４１ １７２ ５１ ３６

马来西亚 ９９６ ９６７ １２ １７ ０４

新加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智利 ９９５ ９６３ ３２ ００ ０５

秘鲁 ９６０ ８２１ １１９ ２０ ４０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９７７ ２３ ００ ００

越南 ９９４ ４２６ ５２３ ４５ ０６

文莱 １０００ ９８６ １４ ００ ００

日本 ８２３ ５１６ ２８５ ２２ １７７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整理所得 (http://wwwmaffgojp).

３２　重点成员农产品降税情况

表２列出了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３个重点成员的农产品关税减让情况,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日本农产品自由化水平最低,且采用了最为复杂的降税模式.总体来看,日本农产品最终取消关税

的比例为８２３％,远低于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文莱 (１００％),也低于秘鲁 (９６０％)和墨西哥

(９６４％)等发展中国家.日本农产品降税按大类可以分成１３种,按小类则可以分成６２种.其不仅采取了

短过渡期降税至零 (１０年之内)、长过渡期降税至零 (１０年以上)、部分降税、关税配额管理 (TRQ)、特殊

保障措施、限定最高加价和例外处理等常规措施,在每一种大类降税模式中,还根据年份和降税幅度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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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不同细类降税方式.例如,“６年降税至零”模式中就包括６年间均等取消,第一年取消X％维持若干年

后再均等取消等模式.

表２　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农产品降税模式
单位:％

日本 加拿大 墨西哥

降税模式
占总税目数

比例
降税模式

占总税目数

比例
降税模式

占总税目数

比例

１０年内降税至零 ６３５ 立即降税至零 ８６７ 立即降税至零 ７４１

１０年以上较长过渡期降税至零 １６３ ６年降税至零 １３ 过渡期线性降税至零 ２０６

部分降税 ４３ １０年降税至零 ６１ 过渡期非线性降税至零 １７

关税配额管理 ６４ 关税配额管理 ５９ 部分降税 ０６

例外 ９５ / / 关税配额 ２１

/ / / / 国别配额 ０９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CPTPP各成员货物贸易降税表整理.

二是加拿大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水平也相对偏低,但９０％以上的农产品在较短过渡期内完成降税.加拿大

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在CPTPP成员中,加拿大农产品最终承诺零关税的比例仅高于日本,与其他成员仍存

在一定差距.加拿大农产品降税模式仅分为四类:立即降税至零、６年降税至零、１０年降税至零和 TRQ 管

理.立即降税至零的农产品占８６７％.
三是墨西哥降税模式相对复杂,对不同成员采取差别化处理方式.墨西哥降税方式可以分为六大类,且

大类中又分为线性和非线性降税,总体来看,降税模式较为复杂.与此同时,墨西哥根据自身产业发展情况

以及CPTPP成员的诉求,给予了澳大利亚等部分成员最惠国单边配额待遇,采取这一降税模式的农产品占

墨西哥农产品的０９％.其中,墨西哥将１４个糖及含糖产品的单边最惠国关税配额的７％分配给澳大利亚,
配额内关税为０.

３３　CPTPP农产品降税模式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一是加入CPTPP可能对中国部分农产品带来新的出口机会.根据国际贸易相关理论,FTA成员间相互

减免关税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贸易转移效应.中国的畜肉产品、水产品和水果等优势产品在 CPTPP成员降

税方案中多为直接零关税产品或短期内降税至零产品,尤其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尚未与中国签署任何FTA,日

本在CPTPP中农产品的关税减让也高于在RCEP中的承诺水平,随着中国加入CPTPP,关税降低有利于中

国优势农产品开拓相关国家市场.
二是加入CPTPP可能对少数重点农产品产生一定冲击.由于 CPTPP成员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水平较

高,这将对中国加入CPTPP的农产品关税出价水平造成压力,一旦中国加入CPTPP,在促进中国农产品对

相关成员出口的同时,也将会对粮食、乳制品等重点农产品产生进口冲击.
三是CPTPP较为灵活的降税安排有利于中国争取对敏感产业实施恰当保护.CPTPP允许对部分农产品

实施多元化的降税安排.中国农业整体上仍然 “大而不强”,与CPTPP部分成员在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和贸易

标准上仍存在较大差距,灵活的关税减让方案有利于缓解加入CPTPP对中国重点产业的冲击.

４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CPTPP是全球高水平、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CPTPP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水平也达到全球先进水平,
加入CPTPP有利于中国优势农产品 “走出去”,提升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国际化程度,同时也可能对中国

重点产业造成冲击.

４１　模型选取

GTAP模型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利用相互关联和影响的数量关系表现经济现象.该模型假定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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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与供求彼此关联、互相制约,一种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在受到自身供需影响的

同时,也会受到其他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需和价格的影响.因此,在竞争市场上,生产要素的供给函数、消

费者需求函数和生产函数一旦确定,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供需能够自行调节,从而形成市场的一般

均衡[１３].GTAP模型是分析国际贸易政策较为成熟的工具,为定量评估农业视角下CPTPP的影响,本文借

鉴 Wesley[１４]和王原雪等[１５]的研究,采用 GTAP模型对中国加入CPTPP分场景进行模拟,并在模拟结果的

基础上探讨农业领域的策略选择.

４２　研究设定和模拟策略

本文采用 GTAP１００版数据库.为满足研究需要,将该数据库包含的１４１个国家 (地区)和６５个产业

部门进行划分重组.从区域划分上,中国单独为一个分组;１１个CPTPP现有成员均分别为一个分组;世界

其他国家为一个分组.从产业部门划分上,为具体衡量农业不同部门受到的影响,对农业产业部门进行进一

步细分,重组后共包括１１个农业部门.其中,水稻、小麦等谷物是中国的口粮作物,关系到粮食安全问题,
分别设定为一个分组;糖、油、乳制品、羊毛是国民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中国FTA 谈判的敏感产业,因此

数据库中相关产业单独划分为一个分组;蔬菜、水果和坚果作为重要的贸易农产品划分为一个分组;活动

物、肉及肉制品,加工食品,水产品也分别为一个分组;植物纤维及其他农作物为一个分组 (表３).

表３　模拟测度产业部门划分

序号 产业分类 产业构成 对应 HS编码

１ 水稻 　水稻 　１００２Ｇ０８

２ 小麦 　小麦 　１００１

３ 蔬菜、水果和坚果 　蔬菜、水果和坚果 　０７０１Ｇ１４;０８０１Ｇ１３

４ 油料作物及植物油 　油料作物、植物油脂 　１２０１Ｇ０８;１４０４ (部分);１５０７Ｇ１７;１５２１ (部分);１５２２;２３０４Ｇ０６

５ 植物纤维及其他农作物 　植物纤维、其他农作物
　５２０１;５３０１Ｇ０３;５３０５;０６０１Ｇ０３;０９０１Ｇ０２ (部分);０９０３Ｇ１０;１２０９Ｇ
１１;１２１２ (部分);１２１３Ｇ１４;１４０４ (部分);１８０１;２３０８;２４０１

６ 糖 　糖料作物、糖 　１２１２ (部分);１７０１;１７０２ (部分);１７０３

７ 活动物、肉及肉制品

　牛羊马牲畜、动物制品及其他

相关产品、奶牛羊马肉、肉制品

及其他相关产品

　０１０１Ｇ０６;０２０１Ｇ１０;０３０７;０４０７;０４０９Ｇ１０;０５０２;０５０４Ｇ１１;１５０１Ｇ
０６;１５２１ (部分);１６０１;１６０２ (部分);１６０３;２３０１ (部分)

８ 羊毛及丝织品 　羊毛及丝织品 　５００１;５１０１ (部分);５１０２

９ 乳制品 　乳制品 　０４０１Ｇ０６;１７０２ (部分);２１０５;３５０１ (部分)

１０ 水产品 　渔业相关商品
　０３０１;０３０２ (部 分);０３０６ (部 分);０３０７ (部 分);０５０８;１２１２
(部分)

１１ 加工食品
　动物油脂、食物制品及其他相

关产品、饮料及烟草制品

　０３０２ (部 分);０３０３Ｇ０５;０３０６Ｇ０７ (部 分);０４０８;０５１１ (部 分);

０７１０Ｇ１２;０８１１Ｇ１４;０９０１Ｇ０２ (部分);１１０１Ｇ０９;１３０２;１６０２ (部分);

０６０４Ｇ０５;１７０２ (部 分);１７０４;１８０２Ｇ０６;１９０１Ｇ０５;２００１Ｇ０９;２１０１Ｇ
０４;２１０６;２２０１Ｇ２２０９;２３０１Ｇ０３;２３０７;２３０９;２４０２;２４０３

　　来源:作者根据 GTAP数据库数据及 HS编码对照表整理.

根据前文对CPTPP成员农产品降税情况分析,CPTPP多数成员的降税过渡期分为较短时间 (１０年内)
降税至零和较长时间 (１０年以上)降税至零两种方式,其中１０年内降税至零的农产品比例达到９５％,日本

等少数国家对牛肉等敏感产品做例外处理.因此,为研究不同场景条件下 CPTPP对中国的影响,本文拟根

据CPTPP的现实降税模式,制定三种政策模拟方案:方案一为基准情景,测度CPTPP生效的影响,关税冲

击水平采用各成员立即关税水平;方案二假定中国在短期内加入 CPTPP的影响,关税冲击水平采用各成员

协定生效第１１年达到的降税水平;方案三假定中国加入CPTPP,当各成员均达到最终零关税水平时,测度

中国受到的影响 (表４).模型中针对具体产品采用加权平均关税,即按照GTAP官方公布的行业和 HS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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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表进行匹配,根据各成员关税承诺表中的降税标准和各成员进口贸易额为权重计算进口税率.其中,适

用配额制的产品,根据配额内外的税率和进口额计算进口关税;适用从价税的根据重量和数量计算进口关

税.中国与CPTPP成员的关税减让情况参考现有自贸协定以及刚刚生效的 RCEP以及 CPTPP成员之间的

关税减让方案设定.

表４　模型情景设定

模拟方案 情景设定

方案一

(基准情况)
　中国不加入,测度CPTPP生效对中国的影响,CPTPP成员之间降税方案根据协定立即零关税水平设定;中国与

CPTTP成员之间的降税方案根据已签署的FTA及 RCEP已生效的情况设定

方案二

(短期情况) 　中国加入CPTPP,测度短期内对中国的影响,模型关税冲击方案根据CPTPP生效第１１年的情况设定

方案三

(长期情况)
　中国加入CPTPP,测度当CPTPP成员均达到最终零关税水平对中国的影响,模型关税冲击方案根据 CPTPP最终

零关税水平设定

４３　模拟结果分析

４３１　CPTPP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表５列示了CPTPP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基准情况下,即在中国未加入CPTPP,但RCEP已生效

的情况下 (方案一),中国 GDP将提高００６％,贸易条件改善００３％,社会福利增加４４４０３１百万美元,
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增长０４０％和０７５％.若中国在未来６年内加入 CPTPP (方案二),相比于方案一,

GDP增速将提升０１４个百分点,贸易条件改善提高０１个百分点,社会福利增加５４２４百万美元,出口额

和进口额分别提升０２９个百分点和０６３个百分点;而当所有成员均达到最终零关税水平时 (方案三),中

国 GDP、社会福利以及进出口额等宏观经济指标均进一步提升和优化,贸易条件较方案一提升００９个百分

点,较方案二下滑００１个百分点.
对比三个方案可以发现,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与 CPTPP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呈正向关系,说

明尽管RCEP带动了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但加入CPTPP,将加拿大、墨西哥纳入中国的自

由贸易网络,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融入区域一体化水平,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发展对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显著的

正向提升作用.

表５　加入CPTPP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模拟方案
GDP增速/

％

贸易条件/

％

社会福利/
百万美元

出口额/

％)
进口额/

％

方案一 ００６ ００３ ４４４０３１ ０４０ ０７５

方案二 ０２０ ０１３ ９８６４３１ ０６９ １３８

方案三 ０２１ ０１２ １２３５５９ ０９９ １９１

４３２　CPTPP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分析

４３２１　CPTPP生效短期内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负面影响有限

表６列示CPTPP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情况.方案一的模拟结果显示,CPTPP生效后,各成员相互

取消关税将对中国大多数农产品出口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的是活动物、肉及肉制品,植物纤维

及其他农作物,加工食品,将分别增长５２５％、３２１％和２２３％,仅小麦下滑０８７％.从进口来看,中国

各类农产品进口均有所增长,最为显著的为乳制品,增长４２６％.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根据CPTPP阶

段性的降税方案,各成员关税减让的过渡期为０~２０年,日本、越南等国针对部分农产品均设置了较长时间

的过渡期,短期内对中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有限;另一方面,RCEP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正式生效,中国

已经与包括日本在内的CPTPP中９个成员签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与东盟、新西兰等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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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已经完成全部降税承诺,与澳大利亚等国也已经完成多轮降税,实现了较高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一定

程度上对冲了CPTPP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影响.

表６　加入CPTPP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分析
单位:％

产业分类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水稻 １９７ １１３ ２６０ １９０ ４２１ ２６７

小麦 －０８７ １０４ －１９２ １８５ －２３６ ２５２

蔬菜、水果和坚果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２４ ０６９ ０５５ ０９５

油料作物及植物油 ００９ ０３１ －０１２ ０５７ ０１０ ０７９

植物纤维及其他农作物 ３２１ ０５９ ４４５ １０５ ７２０ １４４

糖 ０６０ １０８ ０６５ １８０ ０７６ ２５６

活动物、肉及肉制品 ５２５ ２２８ ７０７ ３６０ １１３２ ５２６

羊毛及丝织品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４３ １９７ ２４０ ２６５

乳制品 １３６ ４２６ １７６ ６４６ ３２９ ９５８

水产品 ０９５ ０６６ １２８ １１０ ２０８ １５８

加工食品 ２２３ ０５８ ３４８ １００ ５３６ １４１

４３２２　加入CPTPP将对多数农产品的出口产生正向拉动效应

对比三个模拟方案可以看出,若中国在未来６年内加入CPTPP (方案二),在模拟的１１个产业中,有９
个产业的农产品出口相比于基准情况 (方案一)有所增加,其中活动物、肉及肉制品,加工食品,植物纤维

及其他农作物３个产业农产品出口增幅超过１个百分点,分别为１８２个百分点、１２５个百分点和１２４个百

分点;而当所有成员均达到最终零关税水平时 (方案三),有１０个产业的农产品出口相比基准情况有所增

加,且增长幅度进一步扩大,活动物、肉及肉制品,植物纤维及其他农作物,加工食品３个产业农产品出口

增幅超过３个百分点,水稻等其他４个农产品出口增幅超过１个百分点.模拟结果说明,由于 CPTPP成员

之间的农产品开放水平普遍大于中国现有FTA水平,加入CPTPP将有力促进中国与CPTPP成员之间的贸

易往来,带动中国优势农产品出口.
从出口市场上看,加入CPTPP也将显著提升中国农产品对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市场的出口能力.

模拟结果显示,加入CPTPP中国的活动物、肉及肉制品,加工食品,糖,蔬菜、水果和坚果等产品对上述

市场的出口均显著增长.例如,当CPTPP所有成员均达到最终零关税水平时 (方案三),加入CPTPP后中

国出口日本的活动物、肉及肉制品将较基准情况增长２７９２个百分点,加工食品将增长１５８５个百分点;出

口加拿大的蔬菜、水果和坚果将增长６１５个百分点;出口墨西哥的糖将增长８５９９个百分点,水产品将增

长１８０２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小麦是中国加入CPTPP唯一一个在短期 (方案二)和长期 (方案三)情况下出口均受

到负向影响的农产品,出口下滑幅度分别较基准情况扩大１０５个百分点和１４９个百分点,说明中国小麦产

业竞争力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存在较大差距,但由于中国小麦出口量有限,对产业的整体影响可控.

４３２３　加入CPTPP对部分重点农产品可能造成一定进口冲击

中国农业资源匮乏,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长期需要进口调节,但农产品过度进口也可能造成部分产

业受损害,给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一定风险.CPTPP成员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农业大国是中国农产品

主要进口来源地,对上述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也将对部分农产品带来一定的进口压力.
从小麦、水稻等谷物产品来看,CPTPP国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小麦、越南的水稻、墨西哥的玉

米等具有显著的比较竞争优势,加入CPTPP后,关税水平降低引起小麦、水稻等谷物产品进口激增可能对

国内市场造成冲击.模拟结果显示,在短期 (方案二)和长期 (方案三)情况下,小麦的进口分别较基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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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增加０８１个百分点和１４８个百分点;水稻等谷物产品进口分别增加０７７个百分点和１５４个百分点.
从乳制品来看,在短期 (方案二)模拟条件下,乳制品进口将增长６４６％,而在各成员最终零关税水平

下进口增幅接近１０％,分别较基准情况增加２２０个百分点和５３２个百分点,这主要因为中国乳制品需求强

烈且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国内外市场价格倒挂导致关税降低后乳制品进口激增.
从羊毛及丝织品来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中国排名前两位的进口来源地,中国目前对羊毛实施进口配额管

理,关税措施的进一步放宽可能对羊毛产品造成冲击.模拟结果显示,若中国加入CPTPP,在短期和长期模拟方

案下,羊毛及丝织品的进口增幅分别为１９７％和２６５％,分别较基准情况增加０７１个百分点和１３９个百分点.
从糖来看,模拟结果显示,若中国在６年内加入CPTPP,糖进口将增长１８０％,而在CPTPP各成员最

终零关税水平下进口增幅将达到２５６％,分别较基准情况增加０７２个百分点和１４８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

为近年来,中国糖配额内进口不能满足需要,且与CPTPP成员相比,中国糖生产成本较高、生产能力不足,
国内外相对价差也将促进糖进口.

从活动物、肉及肉制品看,CPTPP成员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中国主要的肉类进口国家,其产业优势

优于中国.此外,加拿大、墨西哥对中国也存在肉类出口潜力.模拟结果显示,加入 CPTPP中国活动物、
肉及肉制品的短期和长期进口增幅将较基准情况增加１３２个百分点和２９８个百分点.

４３３　CPTPP对中国农业产出的影响分析

表７的模拟结果显示,CPTPP生效后,模拟设定的１１个农业产业中,有６个产业受到了负向影响,产

业产出的下滑幅度在００２％~０６２％,其中乳制品、油料作物及植物油、羊毛及丝织品下滑幅度相对较大,
分别下滑０６２％、０２０％和００９％;水稻产出保持平衡;加工食品等４个产业产出受到正向拉动作用,增幅

在００１％~００９％.如果中国加入CPTPP,有４个产业产出始终受到小幅的正向拉动作用,分别是加工食

品、植物纤维及其他农作物、水产品以及蔬菜、水果和坚果,其中水产品以及蔬菜、水果和坚果均为中国的

优势农产品;水稻产品短期来看受到微小冲击,长期保持平衡;乳制品、小麦等６个产业产出受到负向冲击

影响,但除乳制品的长期降幅超过１％,达到１３８％外,其余产业产出的降幅均不超过１％.
总体上看,加入CPTPP对中国产业产出的负面影响较基准情形略有扩大,但冲击影响大不,这主要是

因为尽管中国农产品开放水平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存在一定差距,但高于日本、越南等国,加入

CPTPP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对产业的传导作用并不显著.

表７　加入CPTPP对中国农业产出的影响
单位:％

产业分类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水稻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小麦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１０

蔬菜、水果和坚果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４

油料作物及植物油 －０２０ －０３８ －０５１

植物纤维及其他农作物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１６

糖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７

活动物、肉及肉制品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羊毛及丝织品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２７

乳制品 －０６２ －０９３ －１３８

水产品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６

加工食品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２２

４４　模拟结果的现实验证

CPTPP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０日生效实施,采用协定生效前后的农产品贸易及产业数据对部分模拟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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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验证发现:从农产品整体贸易情况看,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小幅下滑,２０２１年止跌回升,进

口则连续三年保持增长;分产品看,小麦出口下滑,水产品,活动物、肉及肉制品等多数农产品进出口均保

持增长,且进口增幅大于出口,与前述模拟结果的趋势一致.从产业产出看,水稻、小麦、油料作物及植物

油、水产品等多数农产品产量仅在２％的范围内波动,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CPTPP生效带来的贸易转移效

应对中国产业传导作用有限,与模拟预期趋势一致.

５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看,加入CPTPP对中国经济和农业的影响利大于弊,对 GDP等宏观经济指标具

有显著提升作用,对多数农产品出口正向拉动作用明显,但同时CPTPP高水平的开放对中国乳制品、小麦、
水稻等重点农产品也将带来较显著的进口冲击,部分农业产业安全存在一定风险.农业是 CPTPP谈判中的

焦点和难点,中国应充分研究CPTPP特点,未雨绸缪,提前划清开放底线、制定开放策略,兼顾总体利益

与农业利益、对外开放与产业安全.

５１　坚持安全底线,有序推进农业进一步开放

CPTPP多个成员具有农业比较优势,应采取分层次的开放措施,谨慎对待加入CPTPP可能对相关产业

带来的冲击.一是针对小麦、水稻等国计民生不可或缺的口粮作物,坚持 “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战

略,立足国内生产,确保较高的自给率.二是针对玉米、大豆、肉制品、乳制品等重要农产品,采取有保有

放的进口原则,兼顾对于高品质农产品进口需求和国内产业的发展需求.三是针对水果、蔬菜、水产品等中

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争取有利条件,提升产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

５２　细化研究协定规则,做好重点农产品的保护预案

尽管CPTPP设定了高水平的开放目标,但包括日本、加拿大、越南、智利、墨西哥在内的大多数成员

对敏感农产品均采取了保护措施.例如,日本针对部分乳制品、小麦、畜肉等采取了完全例外或配额限制的

保护措施,对多个农产品设置了超过１０年的过渡期;加拿大对部分乳制品、鸡肉和鸡肉制品等采取了关税

配额管理或设置了６~１１年的过渡期.建议加强对 CPTPP规则的细化研究,结合中国已有FTA 的开放情

况,参考日本等成员的经验做法,采取配额管理、过渡期设置、部分降税、特别保障措施及完全例外等多元

的保护措施,在坚持开放中加强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糖、羊毛等重要农产品的保护和支持,为中国

农业健康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５３　把握开放契机,促进农业改革的持续深化

加入CPTPP是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打造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关键制度

型安排,将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应抓住申请加入CPTPP的窗口期,加快推进农业改革持续深化.
一是加强政策协同,建立农业综合发展支撑体系,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精准度,强化农业保险等金融支持手

段.二是利用大数据手段完善包括农业生产、流通、补贴等在内的统计数据系统及预测预警系统,更加精准

科学地指导和调整农业政策.三是提高农业国际合作水平,加强与发达国家在农业技术标准领域对接,在自

贸试验区 (港)加大农业服务和投资的开放力度,做好压力测试和风险控制,同时支持企业开拓境外市场,
建立多元化的农产品进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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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opportunitytopromotethecontinuousdeepeningofagriculturalreform,soastotaketheinitiativein
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
Keywords:CPTPP;Agriculture;Tariffs;GTAP

(责任编辑　贾　彬　张雪娇)

—３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11（总 5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
农产品出口扩大

　杨晓云　刘　鑫

(重庆三峡学院财经学院　重庆４０４１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Ｇ０５Ｇ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进口扩张背景下的进出口联动机制与出口升级路径研究”(１９BJY１８７).

作者简介:杨晓云 (１９８０—),女,四川成都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EＧmail:yxyyaya＠yeahnet;刘鑫

(１９８８—),女,重庆潼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产品贸易,EＧmail:１６４２７０９０３５＠qqcom.

摘要:基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 (DID)模

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异质性分析表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和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以及沿海地区和

低融资约束水平企业的出口扩大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出口数量提升和

出口质量升级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的两个渠道;进一步

的扩展分析还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导致的出口扩大偏向了非核心产品,在促

进新的贸易关系产生的同时,也有利于已出口贸易关系的延续.本文进而提出继续削

弱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畅通其对农产品出口扩大的作用机制和农产

品出口企业应珍视质量声誉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农产品;出口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３

１　引言

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农民增收、吸纳农业就业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作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的关键环节.探索

如何破解制约农产品出口扩大的桎梏,对不断提升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下,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摩擦出现加剧势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成为经济不确定性

的主要来源,也因此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农产品贸易是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非农产品相比,农

产品保质期短、产品损耗率高、投资周期与生产周期长,对政策变动更为敏感,理论上也更易受到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献中被视为大幅度降低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的自然实验[１].本文以中国加入 WTO作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改变的契机,结合企业Ｇ产品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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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微观数据,采用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 (DID)模型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国企业农产

品出口扩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有助于丰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的相关文献,也为农业

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打造提供理论依据.
梳理既有研究,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支:第一支考察了中国农产品出口扩大的众多影响因素,包

括出口目的地的贸易便利化水平[２]、制度环境[３]、双边贸易成本、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４]、非关税措施[５]等

因素均已进入学者视阈.事实上,贸易便利化水平、制度环境、区域贸易安排、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制度性因

素也可视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来源,反映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农产品贸易议题中的重要性.第二支则揭

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的多方面影响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使更多企业进入出口市

场[６],增加了出口贸易额[７]和出口产品种类数[８],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９]和出口产品质量[１０].但就作

者所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均以制造业贸易为考察重点,鲜有学者关注到中国农产品出口,且由

于多数研究未细分到企业Ｇ产品层面,也无法讨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特定产品出口的关系,截至目前尚

无文献专门针对农产品的关税政策波动问题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本文旨在

探讨由中国加入 WTO引发的关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研究结论可与既有

文献形成补充.
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通过识别 HS６位

数农产品的关税政策波动情况,构造企业Ｇ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农产品出口

扩大的影响效应,并从数量提升和质量升级两个维度揭示其作用渠道.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中国加

入 WTO获得美国永久授予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DID方法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

对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的政策效应,能较好地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第

三,本文区分贸易方式、出口市场、企业所在地区和融资约束水平,探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农产品

出口扩大的异质性影响,还从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以及贸易关系的动态调整等方面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下降引发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深化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微观企业农产品出口关系的认识.

２　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

接下来,本文以 “产品数量机制”和 “产品质量机制”作为切入点,阐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

农产品出口扩大的影响机制.

２１　产品数量机制

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始于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投资具有局部不可逆性,已投入资金无法完全收回,与投

资相关的部分信息需要观望一段时间才可获取[１１],同时这类信息正是不确定性的来源,因此企业的投资行为

会更为慎重,通过延迟投资避免损失.与投资行为类似,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前需要支付进入成本,且这种

成本也具有沉没成本的性质,只有在未来出口利润现值能够弥补进入特定出口市场所需支付的沉没成本时才

会进入出口市场.不仅如此,企业对特定出口目的地还会进行不同程度的个性化投入,这些投入不仅不可

逆,也不能转移到其他目的地[１].在非对称国家和非对称贸易壁垒的情形下,企业出口市场的选择有赖于其

自身的生产率高低,低生产率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利润弥补进入市场所需的固定成本,企业只能进入自身条

件满足出口市场门槛值要求的市场[１２].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能够直接削减企业的出口进入成本,使那些

原本没有进入出口市场的产品进入出口市场,已经进入出口市场的产品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企业可以沿

着扩展边际扩大农产品出口.除直接作用于出口市场进入成本之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还缓解了 “出
口延迟”和 “出口试探”行为.面对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出口企业可能选择 “出口延迟”,等待其他 “开
拓型”企业的出口经验外溢,在出口沉没成本降低后再行作出出口决策,以减少不确定性[１３];也可能选择先

以较低的出口数量进行出口试探[１４],在熟悉出口市场环境、降低不确定性后,再根据利润水平决定退出出口

市场还是扩大出口规模[１５].据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能够缩减企业 “出口延迟”的时间,加快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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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11（总 523）



进入出口市场的速度,并促使企业由试探性地小规模出口转变为正常规模出口.

２２　产品质量机制

以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动力由数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１６],而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的下降也有助于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升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降低了企业出口固定成本,提高

了出口的可能性,一方面便于企业将更多资金用于新产品研发或技术升级[１７];另一方面当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后,国外消费者的产品质量要求会倒逼技术创新, “出口学习效应”的发挥也利于企业向海外市场中的竞争

对手学习,获取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设计[１８].此外,随着国内企业间出口竞争的加剧,企业也会加大研发创新

以提升生产效率[１９],最终促成企业创新[２０].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负向抑制作用[２１],融资约束限制了高质量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

口,削弱了研发投入强度,也不利于农业企业开展农业生产环境的控制与修复,装备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

化设施.在外源融资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参与能力,出口行为本身释放出高效

率和强竞争力的信号,可以有效解决企业贷款难的问题[２２],出口外汇的获取还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由单一

国内金融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延伸[２３].在内源融资方面,由于各国经济周期的非同步性,出口多元化增强了

企业抵抗内需冲击的能力,有利于获取稳定的现金流[２４],引致的利润增加还扩充了流动资金[２５],进而缓解

企业融资约束.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说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提高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规模;假说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数量提升和质量升级作用于企业农产品出口规模.

３　模型与数据处理

３１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农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加入 WTO 这一准自然实

验框架,采用DID方法评估中国在加入 WTO前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较大的农产品与下降幅度较

小的农产品在出口规模上的相对变化情况,参照毛其淋[２６]的做法,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lnexportfit＝λf ＋αTpui０１×Post０２＋βX ＋δfi＋δt＋εfit (１)
其中,f 表示企业,i表示 HS６位数农产品,t表示年份;lnexportfit是企业f 在t年出口农产品i的金

额;Tpui０１是２００１年 HS６位数农产品i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水平;post０２是时间虚拟变量,在中国加入

WTO之后的年份 (t≥２００２)赋值为１,其他年份赋值为０;交叉项TPUi０１×post０２的估计系数α 刻画了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层面农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即α＞０,表明农产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

有利于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X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δfi为企业×产品固定效应,δt为年份固定效应;

εfit为随机扰动项;所有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均在企业Ｇ产品水平进行聚类处理.

３２　变量测算

３２１　农产品出口规模

本文的农产品出口规模以企业Ｇ产品层面的农产品出口金额表示,并将每一个６位数农产品 HS代码界定

为一种出口农产品.农产品的筛选采用了文献常见的做法,限定为海关协调编码制度前２４章的产品.由于

贸易中间商的进出口行为与其他生产企业具有显著差异,本文剔除了企业名称中包含 “进出口”“工贸”“经
贸”“科贸”“贸易”等字段的样本.

３２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既有文献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算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基于新闻文本分析构建的不确定性

指数,以本文分析法测算的不确定性指数建立在国家层面上,在同一时点有且仅有一个观测值,无法区分出

不同出口产品异质性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文献中更多使用的是第二种,即基于产品关税差额计算的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指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当前优惠关税逆转为关税上限的可能性.中国加入 WTO 前,美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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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每年都会就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关税待遇进行激辩,中国出口商面临着极大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加入 WTO后,美国政府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最差关税由加入 WTO 之

前的 “斯穆特Ｇ霍利”关税降低为 WTO约束的关税.尽管中国加入 WTO前,美国众议院给予中国暂时性最

惠国关税待遇,但即使实际关税不发生变化,也可通过消除美国进口关税上浮的可能性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

定性.更重要的是,由于非正常关税 (二类关税)与最惠国关税 (一类关税)的差额由１９３０年的 “斯穆特Ｇ
霍利法案”设定,使得基于两类关税差额计算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具有极强的外生性,为识别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条件.本文主要借鉴 Handley和Limão[６]的方法,将产品层面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如下:

Tpui＝１－(tariffcol２
i /tariffMFN

i )－σ (２)
其中,tariffcol２

i 和tariffMFN
i 分别是２００１年农产品i的非正常关税 (二类关税)和最惠国关税 (一类关

税),σ赋值为３,Tpui越大,表示中国企业出口的农产品i在加入 WTO后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

幅度也越大.

３２３　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 (lnL),采用企业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表示;劳动生产率 (lnLp),采

用企业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值表示;贸易开放度 (Open),以企业出口交货值与销售产值的

比值表示;工资水平 (lnWage),以企业人均工资水平的自然对数值表示;政府补贴 (Subsidy),以企业政府补

贴收入与销售额的比值表示;行业集中度 (Hhi),采用聚类到四位码行业Ｇ城市层面的赫芬达尔指数表示,并选

取企业销售收入占比衡量市场份额,Hhi越大,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垄断性越强.

３３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了三套数据库.一是中国海关数据库,除剔除贸易中间商样本外,还剔除了以中国为出口

目的地的样本,为与产品层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相对接,将各年度不同版本的 HS产品代码统一到１９９６
版本,并从企业Ｇ产品层面进行分年度的农产品出口金额加总;二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剔除了关键指标缺

失和明显违背会计准则的观测值,两套数据之间的合并参照了 Yu[２７]的做法,合并后的样本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三是Feenstra等[２８]提供的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美国进口关税数据,记录了进口商品的 HS８位数

编码、进口国名称、非正常关税 (二类关税)和最惠国关税 (一类关税),用于计算 HS６位数编码农产品层

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４　实证结果分析

４１　基准回归

表１展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规模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 (１)在控制企

业×产品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的同时,仅纳入了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显示,交叉项Tpu０１×

post０２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较大的农产品较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

度较小的农产品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出口规模扩大,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企业层面的农产品出口.
表１列 (２)~列 (７)在此基础上逐步添加了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贸易开放度、工资水平、政府补贴和

行业集中度等影响因素,控制变量的加入并未更改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表明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有助于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

表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Tpu０１×post０２
０５５０７∗∗∗

(３００)
０５８７３∗∗∗

(３２２)
０６９２７∗∗∗

(３８２)
０７０３８∗∗∗

(３８９)
０７０４５∗∗∗

(３８９)
０７０６１∗∗∗

(３９７)
０７１７２∗∗∗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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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产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R２ ０６９３３ ０６９４５ ０６９８８ ０７００２ ０７００２ ０７００２ ０７００４

　　注:括号内为企业 产品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t值,∗∗∗、∗∗、∗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篇幅所限,未汇报控制变

量估计结果,备索.表３至表８同.

４２　DID设定的有效性检验

４２１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

DID方法可以较大避免模型内生性问题的干扰,但其应用前提要求面临不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出口农

产品规模在中国加入 WTO之前必须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否则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还包含了处理组与

控制组本身的差异,而非完全真实的政策效应.本文将政策实施前的２０００年作为缺省比较组,以Tpu０１与年

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代替Tpu０１×post０２对企业农产品出口规模进行回归,通过比较政策发生前交叉项回归

系数是否显著区别于零来检验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出口规模在中国加入 WTO 前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表２
列 (１)显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其中２００２年为政策实施年.Tpu０１与Year 的交叉项系数在２００３年及之

前均不显著,表明中国加入 WTO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存在大致相同的演变趋势,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假说.
通过比较政策发生之后的交叉项系数还可以观测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农产品出口的动态影响效应,

２００４年之后连续多年Tpu０１与Year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加入 WTO 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

降对企业农产品出口规模的积极作用具有一定时滞性,这可能是因为农产品不仅普遍具有较长的投资与生产

周期,也面临着更为烦琐的出口检验检疫要求和程序.

表２　DID有效性检验

变量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动态效应 预期效应 反事实检验 两期 DID

Tpu０１×post０２
０９２９９∗∗∗

(４００)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６)

０７３６２∗∗∗

(３３３)

Tpu０１×Year０１
－０２５６５
(－１２３)

０３３９０
(１５３)

Tpu０１×Year０２
－０１８００
(－０９０)

Tpu０１×Year０３
０１７２４
(０９０)

Tpu０１×Year０４
０３６３４∗∗

(２００)

Tpu０１×Year０５
０５２８７∗∗∗

(３０５)

Tpu０１×Year０６
０５４８５∗∗∗

(３１６)

Tpu０１×Year０７
０５１０９∗∗∗

(３９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产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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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动态效应 预期效应 反事实检验 两期 DID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５１１２ ７８５７

R２ ０７８２１ ０７８２１ ０８２４３ ０８１８３

４２２　预期效应

若农产品出口企业在中国加入 WTO前能够预先判断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下降,从而提前做

出出口扩大决策,意味着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发生之前不具备可比性,可能影响 DID方法估计的有效性.
将TPU０１与Year０１ (即政策发生前一年的年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继续检验企业是否

存在预期效应,估计结果见表３列 (２),可以看出TPU０１×Year０１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农产品出口企业在

中国加入 WTO前并未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而提前做出反应,中国在加入 WTO后被美国授予永久正常

贸易关系具有外生性.

４２３　反事实检验

基准回归中的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效应也可能是受到本文未观察到的其他同期重大政治经济政策影

响的结果.为了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对欧共体 (及其后的欧盟)成员国①的农产品出口

规模作为反事实样本进行证伪检验.欧共体在１９７８年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最惠国关税待遇,因此早在加入

WTO前的中国对欧盟农产品出口已经避免了关税大幅提升风险,加入 WTO 对中国出口欧盟的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不应产生显著影响.由表３列 (３)的回归结果可知,替换样本进行反事实检验后,交叉项的估计系

数不再显著,反事实样本并未呈现出与其他出口市场相同的出口扩大效应,可以排除中国企业的农产品出口

扩大是受到同窗口期其他重大政策影响的结果.

４２４　两期DID估计

基准回归中采用的多期倍差法可能因序列相关问题而高估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了控制潜在的序列

相关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２００２年前后的样本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并在每个时间段内求各变量的

均值,再运用两期DID重新估计交叉项Tpu０１×post０２的系数值,估计结果见表３列 (４).交叉项的估计系

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农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证实了基于多

期倍差法的估计结果.

４３　稳健性检验

４３１　核心变量替换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首先考虑测量误差问题,替换了关税差额的测量方法.借 鉴 Pierce和

Schott[７]、Liu和 Ma[２０]的做法,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别设定为:

Tpu１i０１＝tariffcol２
i －tariffMFN

i (３)

Tpu２i０１＝log(tariffcol２
i /tariffMFN

i ) (４)
表３列 (１)、列 (２)分别报告了以新的关税差额指标构建交叉项Tpu１０１×post０２与Tpu２０１×post０２的回

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的确显著促进了企业农产品出口.此外,
本文还使用了２０００年的关税数据重新构造了Tpu００指数,替换基准回归中的Tpu０１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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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共体于１９９３年更名为欧盟,此处的欧共体 (欧盟)成员国未纳入在中国加入 WTO 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十国,仅包括在１９８６年及

之前加入欧共体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１９９５年加入欧盟的奥地

利、瑞典和芬兰,共１５个成员国.



３列 (３),主要结论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上述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

的作用不受核心变量测度方式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表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核心变量替换 遗漏变量 更换数据维度 变更模型设定 更改估计策略 截取部分样本

Tpu０１×post０２
０７７２４∗∗∗

(２８８)
１２３０５∗∗∗

(３５１)
０７７４７∗∗∗

(３４２)
０３４９６∗∗∗

(２７２)
０１８４３∗∗∗

(３７７)
０８１０８∗∗∗

(３７２)
０６２５７∗∗∗

(３５５)

Tpu００×post０２
０６８３４∗∗∗

(３８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产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年份 已控制

城市×年份 已控制

企业×产品×国家 已控制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０５８ ７３２４７ １５６６６５ ７４２５２ １７６２４６ ５３１８１

R２/伪R２ ０７８２０ ０７８２０ ０７８２１ ０７９５５ ０７８８０ ０７８２０ ０８９５７ ０８０３６

４３２　遗漏变量问题

基准回归中本文仅控制了企业 产品层面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但行业 年份和城市 年份层面的遗

漏变量也可能影响本文结论的可靠性,如地区和行业的农业补贴政策和农业税收政策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变化.为了消除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时变的行业固定效应 (四位码行

业×年份)和时变的城市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回归结果见表３列 (４).在控制更细维度的固定效应后,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同样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４３３　更换数据维度

企业农产品的出口市场可能会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而发生变化,导致出口市场上的样本选择问题,
对此,本文将基准模型中企业 产品 年份层面的贸易关系更换到企业 产品 出口市场 年份层面,相应地也将

固定效应分别调整到企业×产品×市场层面和年份层面,数据维度细分后的回归结果见表４列 (５),基准回

归的结论同样稳健.

４３４　改变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本文参照孙少勤和胡凤萍[９]的方法,以农产品Tpu 指数的中位数划分出

高Tpu 和低Tpu 农产品,并分别视之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利用处理组与对照组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

交叉项,识别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前后的出口规模变化情况,重新构建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４列

(６),更改模型设定后的研究结论与基准回归一致.

４３５　更改估计策略

基准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出口金额的自然对数值,导致大量零值贸易样本被 “人为”丢弃,但忽视零

值贸易样本又可能引发估计结果有偏,泊松准似然最大估计 (PPML)方法不仅可解决零值贸易问题,即使

在异方差情况下也可以得出一致的估计[２９],本文拟采用 PPML方法进行估计策略的稳健性检验.表３列

(７)为PPML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贸易金额原值而非自然对数值.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

变量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零值贸易问题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同样有助于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

扩大.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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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　截取部分样本

基于稳健性检验常用的子样本回归方法,本文截取了部分年份的样本重复进行基准模型回归,表３列

(７)是删除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样本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向性和显著性不受影响,仅数值发生小

幅变化.本文也尝试随机截取了中国加入 WTO后的其他年份样本进行回归,不同时期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均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这表明本文主要结论不受样本期的实质

性影响.

４４　异质性分析

４４１　区分贸易方式

按照产品出口贸易方式,本文将出口农产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三类,并分别对三个子

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４列 (１)~列 (３)所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企业一般贸易农产品出口扩

大效果明显,对混合贸易农产品出口的显著性和作用弱于一般贸易产品,对加工贸易农产品出口未形成显著

影响.对此可能的解释在于,加工贸易通常强调全球化布局,与一般贸易相比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

小,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主要体现在一般贸易出口产品上.

表４　异质性检验:贸易方式和出口市场

变量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加工贸易 发达国家 混合市场 发展中国家

Tpu０１×post０２
０８２７４∗∗∗

(４０７)
０４４０９∗

(１６９)
０３３９０
(０９８)

０７７２２∗∗∗

(３１７)
０４４０９∗

(３４２)
－０１５２０
(－０３４)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产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５３１５６ １６５０２ １５２０５ ３６６８３ １６５０２ １３４３３

R２ ０７８６２ ０８５４３ ０８６５８ ０７５８５ ０８５４３ ０８４３６

４４２　区分出口市场

按照出口目的地是否为发达国家,本文将企业农产品出口市场划分为发达国家市场、混合市场①和发展

中国家市场,三个子样本的对比分析结果见表４列 (４)~列 (６),估计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

对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向混合市场的农产品出口也起到一定积极影响,但

对向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并无明显效果.事实上,出口除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制约之外,产品比较

优势、出口目的地异质性的购买力水平和贸易便利化水平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

口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更易形成要素互补,且发达国家的市场容量更大,贸易便利化水平也更

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

４４３　区分企业所在地区

依据企业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本文将全样本企业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②企业进行回归,表５列

(１)、列 (２)显示了回归结果.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沿海企业样本中显著为正,在内陆企业样本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农产品出口竞争优势高于其他地区[３０],沿海企业的出口导向性更强,贸易经验丰

富、利用临海临港的区位优势享有更低的贸易成本,受贸易政策的影响程度更高,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

的反应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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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混合市场是指该产品同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销售.
沿海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



表５　异质性检验:企业所在地区和融资约束

变量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低融资约束 高融资约束

Tpu０１×post０２
０７６８４∗∗∗

(４０４)
０２２５６
(０４０)

０８１８６∗∗∗

(２９３)
０４７３３∗

(１７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产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６５６１３ ８６３４ ３３７３０ ３３６２０

R２ ０７７６０ ０８２８２ ０７８３０ ０８１４０

４４４　区分企业融资约束水平

参照许家云和田朔[３１]的方法,本文采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所受融资约束水平,利息支

出比例越高,表明企业更容易获取外部融资,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也就越低.本文以融资约束程度的中位

数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低融资约束和高融资约束两组,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５列 (３)、列 (４).尽管两组企业

均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实现了出口增长,但低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出口扩大效应在显著性和强度上均高于

高融资约束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虽为企业创造了利好的外部贸易环境,但扩大出口需要企业追加生产

投入和支付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均受到融资状况的影响,使得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后的出口扩大倾向更强.

５　机制检验与拓展研究

５１　机制检验

５１１　出口产品数量

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出口数量变量,本文首先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出口数量的影响,然后

再将出口数量纳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通过与表６列 (１)基准模型估计结果①对比交叉项回归系数的显著

性及其绝对值变动情况判断影响机制是否成立.表６列 (２)以出口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可以看出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下降显著提升了企业农产品出口数量.表６列 (３)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考虑出口数量后,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出口扩大的影响依然显著存在,但系数值明显降低,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

提升出口数量的渠道促进了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研究假说部分确证.

５１２　出口产品质量

借鉴施炳展[３２]的事后推理法计算得到企业 产品 出口市场 年份层面的农产品出口质量,再按出口规模

加权平均到企业 产品 年份层面 (Qualityfit)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由表６列 (４)可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升级.列 (５)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在引入出口产品质量中介变

量后不仅显著为正,且系数值的大小相较于列 (１)有所降低,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渠道促进了企业农产品出口,中介效应成立,研究假说确证.

表６　机制检验

变量
lnExport lnQuantity lnExport Quality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Tpu０１×post０２
０７１７２∗∗∗

(３９７)
０６５９１∗∗∗

(３８３)
０２２６９∗∗∗

(３０４)
００４２１∗∗∗

(３７９)
０４３２５∗∗∗

(３７１)
０２０２６∗∗∗

(２９４)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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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表１列 (７)估计结果.



(续)

变量
lnExport lnQuantity lnExport Quality lnExport lnExport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lnQuantity
０７４３９∗∗∗

(１２７７２)
０６３５６∗∗∗

(９９１６)

Quality
６７６８５∗∗∗

(６５８４)
２２７４４∗∗∗

(３６０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产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R２ ０７００４ ０８９１４ ０８８３６ ０７１３９ ０８０２５ ０８９１３

表６列 (６)是同时纳入两个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在加入出口产品数量和出口产品质量两个中介变量

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相较于列 (３)和列 (５)进一步降低,表明出口数量提升和出口质量

升级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企业农产品出口规模的可能渠道.

５２　拓展研究:资源再配置

资源配置既包括企业内部产品转换引起的企业内资源配置[３３],也包括企业进入退出引起的行业内资源配

置[３４],本文继续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发的资源再配置问题.

５２１　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

本文首先剔除单一产品出口样本,并对企业内不同产品的出口规模进行降序排列,将出口规模排名第一

的产品界定为核心产品,其余则为非核心产品,进而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出口扩

大作用的差异.对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的分组回归分别见表７列 (１)和列 (２),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

对非核心产品出口具有明显作用,但对核心产品的出口规模未见显著影响.考虑到企业内的产品排序也可能

发生改变,本文还采用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内产品排序划分核心产品与非核心产品,回归结果见表７列

(３)和列 (４),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对此可能的解释在于,企业核心产品不仅占据了最大出口份额,也采用

了最具效率的核心技术,具备较高的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面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冲击,企业集

中资源生产核心产品,缩小产品范围.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后,市场进入的成本临界值上升,生产率门

槛下降,即使成本较高的产品也能进入出口市场,因此非核心的边缘产品体现出更强的出口扩大动能.值得

注意的是,尽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提升单个产品层面的出口质量,但企业整体的出口质量是产品层

面的加总,当非核心产品的出口扩大倾向性更强时,企业整体出口质量指数并不确定,存在因出口扩大拉低

企业整体出口质量指数的可能性.

表７　资源再配置问题

变量

lnExport Quality lnExport lnExport Entydum Entydum Exitdum Exitdum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核心产品 非核心产品 核心产品 非核心产品 进入虚拟变量 进入虚拟变量 退出虚拟变量 退出虚拟变量

Tpu０１×post０２
００４５３
(０２４)

０７８３７∗∗∗

(３２０)
１０５２４
(０９４)

０７６０２∗∗∗

(３６８)
０１４６３∗∗∗

(３６３)
０１０２４∗∗

(２５２)
－００７３０∗∗

(－２１４)
－００８５９∗∗

(－２５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企业×产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１３２５６ ４７８３０ ２０６８ ４５７０７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７４２５０

R２ ０８４３９ ０６０６９ ０５７０８ ０６０２７ ０４７１４ ０４８３９ ０５２２８ ０５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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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贸易关系的动态调整

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是否引致了贸易关系①的动态调整.本文分别构造贸易关系进入

虚拟变量 (Entydum)和退出虚拟变量 (Exitdum).鉴于本文模型中有较多的企业和产品固定效应需要

控制,采用Logit或Probit估计可能存在不一致问题[３５],因此使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估计.表７列 (５)
和列 (６)报告了以进入虚拟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了新的出口贸易关系产生,这与前文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阻碍了

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理论分析相符.表７列 (７)和列 (８)以贸易关系退出虚拟变量为因变量,交叉项系

数显著为负,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弱化了贸易关系终止的概率,有利于延长出口存续期,这可能源

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使得企业出口临界边际成本降低,那些原本应该在试探性出口后退出的贸易关系

得以延续.

６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中国加入 WTO,美国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二类关税与最惠国关税

差额构造农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 DID方法系统识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农产品

出口扩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

这一结论在经过预期效应、反事实检验、多期变两期、关键变量替换等多维检验后依旧稳健;第二,异质

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和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以及沿海地区和低融资

约束水平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三,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通过出口数

量提升和出口质量升级两个渠道作用于企业农产品出口扩大;第四,资源再配置效应显示,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下降导致的出口扩大偏向了非核心产品,在促进新的贸易关系产生的同时,也有利于已出口贸易关系

的延续.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农产品出口,这一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

WTO虽组织了多轮谈判降低成员贸易壁垒,但农产品的保护程度依然很高,大量农产品进口仍保持高关税,
卫生检验检疫标准和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数量不断增加、标准不断提高、程序越加复杂.中国应积极利用 “一
带一路”倡议契机和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地位,加强多边和双边互惠贸易谈判,与农产品进口国构建多种

形式的贸易一体化,进一步降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继续削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第二,
畅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农产品出口扩大的作用机制,不断提升农业企业生产率,帮助其跨越出口门

槛,并实现更多的产品 市场组合,以出口多元化推动农产品出口数量提升.强化对农业出口企业的创新支

持力度,加大普惠金融供给,促进农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第三,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原本不具备

出口能力的低质量产品也可以进入出口市场,存在拉低企业整体出口质量的可能性,因此农产品出口企业还

应珍视质量声誉,避免为迎合外部利好而盲目涌入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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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PolicyUncertaintyandtheExpansionofChineseEnterprises’AgriculturalExports
YANGXiaoyun　LIUXin

Abstract:Basedonthe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ofChina’saccessiontothe WTO,thedifferencein
difference(DID)modelisusedtostudytheeffectandmechanismofthedecreaseoftradepolicyuncertainty
ontheexpansionofChineseenterprises’agriculturalexportsItisfoundthatthedecreaseintradepolicyunＧ
certaintysignificantlypromotestheexpansionofenterprises’agriculturalexportsHeterogeneityanalysis
showsthatthedecreaseintradepolicyuncertaintyhasamoresignificantimpactongeneraltradeexportprodＧ
uctsandexportstodevelopedcountries,aswellasforcoastalregionsandfirmswithlowlevelsoffinancing
constraintsTheimpactmechanismtestshowsthatexportquantityupgradingandexportqualityupgrading
aretwochannelsthroughwhichdecreaseintradepolicyuncertaintyaffectsfirms’agriculturalexportexpanＧ
sionThefurtherextendedanalysisshowsthattheexportexpansioncausedbythedecreaseoftradepolicyunＧ
certaintyisbiasedtowardsnonＧcoreproducts,whichnotonlypromotestheemergenceofnewtraderelations,
butalsohelpstheexistenceofexistingexporttraderelationsThepapergoesontoproposepolicyrecommenＧ
dationstocontinuetoweakentradepolicyuncertaintyinChina’sagriculturalexports,tosmooththemechaＧ
nismofitseffectonagriculturalexportexpansion,andthatagriculturalexportersshouldvaluetheirreputaＧ
tionforquality
Keywords:TradePolicy;Uncertainty;AgriculturalProducts;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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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产种质资源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满足人类食物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

现对水产种质资源的有效管理是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结合

时代背景,将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通过梳理管理制度内

容,发现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涉及内容全面,具有较强的

执行力、注重制度实施的效果,实施中央与地方两级分治、协同管理.本文结合当前

中国水产种质资源管理的现状,从完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制度、完善水产种业管理制

度、提高水产种质资源法律法规制度的管理效力、构建国家与地方的两级协同管理体

系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水产种质资源;种质资源管理制度;日本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４

１　引言

水产种质资源作为保存水产物种、选育优良品种及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负载着重要水生经

济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及基因资源[１],其一旦破坏将给渔业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水产

种质资源的管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言强调发展民族种业,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２０２１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提出要 “打好种业翻身仗”;«“十四五”渔业发展规划»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种

业创新以及水产供种三个方面来促进水产种业的振兴[２Ｇ３].加强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对于打好种业翻身仗而言

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历经了由 “开发优先于保护”向 “保护和开发并举”、
再向 “注重开发、保护优先”转变的政策演变过程[１,４],并先后在法律层面以及部门规章制度层面颁布了一

系列法律法规,基本构建了水产种质资源管理的政策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然而相较于国际上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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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管理完善的国家而言,中国的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尚有较大差距.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制度

内容的不完善以及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导致近年来水产种质资源保护不力、遗传优势丧失、水产种业发展缓

慢等问题越发严峻[５Ｇ６].中国的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仍需不断地探索、构建和健全.在此背景下,如何在

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完善中国的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就变得尤为重要.
日本属于资源欠缺型国家,一直以来极其重视渔业资源管理,在依据情势变化及时制定渔业资源管理制度

并付诸实践上不遗余力.对于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的研究不仅能够有助于判断各国或地区水产种质资源

管理制度的异同,揭示水产种质资源管理的一般规律,也对于中国结合实情、借鉴国际经验,在相关立法工作

中少走弯路、更好地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聚焦中国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的现有研究并不多见.刘洪军和宋爱环从水产种质资源鉴定与评价方法

方面提出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利用[７].杨文波等从水产种质资源调查、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及水产种

质资源科学研究等方面,研究中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利用[８].王太等[９]、董星宇和章军[１０]、薛振宏等[１１]、

郭炎等[１２]从水产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状况入手,分析了中国甘肃、安徽、河北、新疆的水产种质资源

管理现状.而关于日本法制制度的研究,乐家华从基本法律及基本手法出发研究日本水产资源的管理体

系[１３];徐海龙等对中日渔业管理法律法规及渔业管理部门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法律体系中对渔业行为

规定的不足[１４];张溢卓则对日本渔业管理史、渔业资源管理方法及管理特点进行了分析[１５].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拓展.第一,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

的相关研究少见,且多集中于保护区管理的实践之上;第二,对于日本渔业法律法规的研究多聚焦于渔业资

源管理方面,对于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的考察仅从渔业资源管理的角度有所提及,并没有系统地对制度的

演变以及制度的内容进行梳理.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体系背后所蕴含的法律机制仍模糊不清,有待进一步

探索.本文依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官网所列最新法规制度及日本 «水产小六法»梳理了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

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宏观背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演进历程进行划分,分析了

主要制度内容、特点及启示,并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完善中国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建议.

２　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情势的变化颁布了多部水产资源保护与开发相关的法律法

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反映了日本不同时期水产种质资源管理政策重点的演变,并逐步构建了日本水产种

质资源管理的制度体系.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的建设大体历经三个发展阶段.

２１　第一阶段:以资源保护为政策制定核心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末期)
日本四面环海、渔业发达、水产资源丰富、渔场条件得天独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过度捕

捞、工业发展带来水域污染、战后渔民人数及渔船数量的剧增等,日本渔业资源渐趋枯竭和过度捕捞泛滥.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强化渔民的资源保护意识、同时获取日本渔业在国际上的信任,日本于１９５１年颁布了

«水产资源保护法»[１６].该法取代１９５０年颁布的 «水产资源枯竭防止法»,并纳入分散于 «渔业法»中资源保

护培育相关的内容,成为促进日本水产业健康发展的渔业主要法规①.
«水产资源保护法»确立了水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定了水产动植物的捕捞限制、

水产动物的进口防疫、种质资源保护区、溯河性鱼类的保护培育、指定水产动植物种苗的经营管理、水产资

源的调查等方面的内容.之后,为配合 «渔业法» «水产资源保护法»等法规的施行,日本各都道府县相继

颁布 «沿岸渔业调整规则»和 «淡水渔业调整规则»,对各地水产动植物捕捞许可和水产资源的保护培育进

行了详细的规定.«水产资源保护法»和各地渔业调整规则的颁布构成了日本水产资源保护从国家到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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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制度体系.此外,１９５８年颁布的 «水质污染防治法»、１９６７年颁布的 «海洋污染防治法»对水生生

物资源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的保护均有各自角度的法律定位,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可以视为 «水产资源保护

法»的必要补充.

２２　第二阶段:以资源的合理开发为政策制定的重点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期)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日本步入高速成长期.１９５５—１９７３年,日本经济增长率超过１０％,大量劳动力从

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工业化发展进程加速.随着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水产品的需求

大幅增长,且不断高度化及多样化.然而,由于渔场条件恶化、２００海里经济专属海区等国际规制的强化等

原因,日本渔业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势变得相对严峻,水产品的国内生产较难满足日本人民日益增长的需

求.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扩大沿岸渔业的生产,水产种质资源管理政策导向转为 “注重开发、保护优先”.

１９７１年日本颁布 «海洋水产资源开发促进法»[１７],旨在通过有计划地促进沿岸海域水产动植物的增殖和养

殖,以及加强渔业者团体对海洋水产资源的自主管理,促进海洋水产资源开发及利用的合理化.１９７４年颁布

«沿岸渔场整备开发法»[１８],对水产动物种苗的生产、放流以及水产动物的培育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根据该

法,日本制定并推进了以设置大型渔礁等为主要内容的沿岸渔场整顿开发计划,并于１９８４年起每隔５年左

右制定栽培渔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指导全国栽培渔业的发展.另外,１９７３年颁布的 «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

措施法»就重要渔场濑户内海的环境生态保全进行了具体规定,而１９９２年 «濒危动植物种群保护法»的颁

布从确保生物多样性方面对稀少野生动植物的管理、保护及增殖进行了规定.

２３　第三阶段:保护性开发的制度特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至今)

１９９４年生效的 «联合国海洋法条约»构建了新的国际海洋秩序,世界进入２００海里时代.同时,随

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活动的发展,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

以 “可持续开发”为原则的 «里约宣言»和 «２１世纪议程».另外,２００海里体制的落实导致远洋渔业退

缩、周边水域水产资源的衰退导致渔业生产减少以及渔业者高龄化等[１９Ｇ２０],日本国内的水产业环境发生了

重大变化.为了适应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满足时代需求,日本进一步完善了资源管理制度,强化资源

的保护与开发.一是在水产政策方面.日本于２００１年废除 «沿岸渔业振兴法»,颁布 «水产基本法»[２１],
确立新的政策体系.«水产基本法»旨在通过确保水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水产业的健全发展,谋求水产

品的稳定供给.２０１４年为了振兴淡水渔业、合理管理日本鳗鱼资源,日本又颁布了 «淡水渔业振兴

法»[２２],对淡水水产资源的养护、淡水渔场环境的恢复、指定养殖业的许可等进行了规定.二是在水产植

物种苗新品种保护方面.为了对应１９９１年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修订、加强新品种 “培育权”
的保护、促进优良品种的开发和有序管理种苗的流通,日本于１９９８年废除 «种子法»,颁布了 «种苗

法»[２３].该法对包含水产植物在内的植物种苗进行管理,不仅大幅扩大了品种登记制度对象的植物范围,
而且强化了培育者的权利并延长了培育者权利的存续期间.三是在确保物种多样性方面.日本于２００４年

颁布了 «防止特定外来生物破坏生态系的法律»[２４],就可能导致生态系破坏的特定外来物种的处置、防除

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规定.
综上,日本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和水产苗种管理两方面逐步确立了较为完善的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框

架.从其政策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从政策立法的角度出发,根据每个阶段渔业资源管理存在

的问题制定渔业资源管理政策,再进一步根据每个阶段渔业资源管理政策的实施进行相应的渔业立法及法律

的调整修订;另一方面,国际公约的缔结或修订,同样会迅速引发日本执行新的立法措施或者对现有国内法

进行修订以推行该公约的实施.同时,日本的渔业法律之间往往存在着对接、协调和统合等内在联系.为保

证法规政策的一致性,一部法律的修订通常会联动其他相关法律的调整.日本的每一部渔业法律几乎都经过

多次修改以适应不同阶段的情况变化.例如 «水产资源保护法»«沿岸渔场整顿开发法»«水产基本法»等法

律至今分别已经历了２９次、１７次、７次的修订.正是通过一次次对法律规范的修订和调整,日本才得以逐

步完善现有的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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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的制度体系及主要内容

３１　制度体系

一般而言,种质资源的保护涉及种群大小的保护、种群遗传结构的保护、种群纯洁性的保护和种质资源

的合理利用四方面内容[４],种质资源的保护及管理工作也多从这四方面界定和导向政策.日本没有制定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的专门法规,相关制度均包含在以 «渔业法»及 «水产资源保护法»为主的各类渔业法

规当中.从法规制定的目的及内容来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的制度框架主要由以下三类法律规范构

建.第一,渔业管理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以 «渔业法» «水产资源保护法»为主;第二,水产业振兴与发

展战略法律规范,主要包括 «水产基本法»«沿岸渔场整备开发法» «海洋水产资源开发促进法» «淡水渔业

振兴法»等;第三,渔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以 «防止特定外来生物破坏生态系的法律» «濒危动植物

种群保护法»为代表.而从法源来看,由日本国会审议制定的法律是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制度最主要的

法律渊源,包括以 «渔业法»和 «水产基本法»为主的基本法律以及以 «水产资源保护法» «沿岸渔场整备

开发法»等为代表的单行法律.另外,由国家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权并依据法律制定的相关法令,即行政立

法,进一步补充了相关法律实施的必要细节,例如上述各部法律的施行规则等.此外,地方自治机关基于法

定自治权制定的自治立法,例如各都道府县的 «沿岸渔业调整规则»和 «淡水渔业调整规则»等也是日本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制度的重要法律渊源.但是,地方法规的制定不仅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内

容也不能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位阶位于法律之下.

３２　主要内容

从其发展历程可知,日本围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和水产种业管理构建了水产种质资源管理的制度框架.
其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制度主要包括:有关限制或禁止捕捞种类、大小、区域及时间等的禁捕制度,以保护

适于水产动物产卵、苗种生长或繁育水域为主的保护水域制度,以规定溯河性鱼类人工孵化和放流以及洄游

通道保护为主的溯河性鱼类保护制度,以规范水产苗种放流以及放流效果评估为主的放流增殖制度,以规定

水产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分发等为主的资源库建设与管理制度,对外来生物的监管进行规范的外来物种监

管制度,对水产资源进行调查和评估的水产资源评估制度等.而水产种业管理制度则包括:对以水产苗种捕

捞、生产和贩卖为目的的职业要求进行规定的水产苗种经营管理制度,对进口苗种进行防疫规范的水产苗种

进口防疫制度,对水产植物新品种培育者权益进行保护规定的水产植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

３２１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制度

第一,禁捕制度.«水产资源保护法» (第四条~第七条)及其实施规则 (第一条)、都道府县 «沿岸渔

业调整规则»及 «淡水渔业调整规则»就禁捕的水产动植物 (含卵、幼鱼等)的种类、大小以及禁捕区域、
期间和渔具渔法使用的限制进行了详细规定,并禁止销售或持有违规捕捞的水产动植物 (含卵、幼苗等).
对于违规者,根据农林水产省令①可以处两年以下的徒刑,５０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拘留或者两者并罚等.根

据都道府县规则可以处六个月以下的徒刑,１０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拘留或者两者并罚等 («水产资源保护法»
第四条).

第二,保护水域制度.农林水产省或都道府县可以在适合水产动物产卵、鱼苗生长、水产动植物种苗繁

育的水域设立保护水域,并依法进行管理 («水产资源保护法»第十五、十六条).管理者需就增殖水产动植

物的种类、方法、设施以及限制或禁止捕捞水产动植物的种类、渔具渔法以及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规划 («水
产资源保护法»第十七条).若没有管理者的许可,禁止在保护水域内进行填埋或者改变水路、流量及水位

等工程 («水产资源保护法»第十八条).各都道府县的 «沿岸渔业调整规则»和 «淡水渔业调整规则»则对

本地保护区的具体区域范围进行了指定,并规定在保护区内禁止捕捞采摘水产动植物.获得采摘捕捞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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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调整规则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捕捞采摘.
第三,溯河性鱼类保护制度.农林水产省每年度必须制定鲑鱼、鳟鱼的人工孵化及放流计划,明确人工

孵化及放流的河流以及放流数量,并由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水产研究教育机构 (以下简称水研机构)按照计

划实施人工孵化及放流 («水产资源保护法»第二十条).此外 «水产资源保护法»还从鲑鱼、鳟鱼类的洄游

通道的保护 («水产资源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以及淡水水域中鲑鱼的禁捕 («水产资源保护

法»法第二十五条)等方面确定了溯河性鱼类的保护制度.
第四,放流增殖制度.«沿岸渔场整备开发法»就水产动物种苗的生产、放流、放流效果的实证等做出

了详细的规定,确立了日本水产动物的放流制度.为增强沿岸渔场的生产力,农林水产省必须制定包括基本

指针、指标、相关技术开发及其他重要事项在内的水产动物种苗生产、放流以及培育相关的基本方针,并进

行公示 («沿岸渔场整备开发法»第六条).都道府县可在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指定本地的具体放流计划,确

定进行种苗生产、放流及培育的水产动物的种类及目标数量等 («沿岸渔场整备开发法»第七条),并指定法

人对放流效果进行实证 («沿岸渔场整备开发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该法明确了在放流的基础上结合渔

港渔场整顿事业的实施及水产动植物种苗生产设施的整顿运营,大力推动栽培渔业的发展 («沿岸渔场整备

开发法»第二十八条).
第五,资源库建设与管理制度.日本于１９５３年设置了主要作物育种材料研究室,于１９６６年设置农业技

术研究所种质资源种子保存库,最终于１９８５年正式启动以植物、动物、微生物、水产生物、林木等种质资

源为对象的 “农林水产省种质资源库事业”.“农林水产省种质资源库事业”的启动标志着一直以来个别、分

散进行的种质资源活动开始向系统化、集约化发展[２５].«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水产研究教育机构法»规定水

研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为开展水产相关实验及研究所必需的种苗及标本的生产与分发.水研机构的 «水产生

物种质资源管理规程»对其进行的水产生物种质资源的国内外收集、分类、特性调查、增殖、保存及分发等

种质资源的管理进行了规定.
第六,外来物种监管制度.«防止特定外来生物破坏生态系的法律»对破坏或者有可能破坏生态系的外来生

物 (含卵、种子及其他由相关政令指定的物体,限指活体,以下同)的饲养、进口及防治,以及未知是否有可

能破坏生态系的外来生物的处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该法要求特定外来生物的饲养、栽培、保管、搬运、进口、
野外放身等均需主管大臣批准许可 (第四条~第十条).进口未知是否有破坏生态系可能的外来生物时,必须进

行上报申请,由主管大臣判定,在判定结果未出之前不能进口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此外,«淡水渔业

振兴法»对大口黑鲈鱼等特定外来生物的防治以及相关技术的开发进行了规定 (第十三条).
第七,水产资源评估制度.«水产基本法»(第十五条)、«淡水渔业振兴法»(第十二条)均规定为切实

保存及管理水产资源、保护渔场环境,国家及地方需开展水产资源生息状况、生息环境以及相关措施实施的

必要调查.２０１８年修订的 «渔业法»规定国家及地方需协同合作,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对更多的水产资源进

行有效且高精度的资源评估.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日本由农林水产省水产厅委托水研机构开展资源评估、渔

况及海况预报.水研机构内设 “事业推进会议”,负责整体的计划与实施.“事业推进会议”下设各部会组织

负责各类业务工作的开展.关于各类鱼种、系群的调查,由水研机构下辖的各海区水产研究所分别确定所负

责的鱼种、系群,在其他海区水产研究所及都道府县等相关机构的协助下开展.调查得到的数据由负责评估

的水产研究所进行解析、评估.最终由水产研究所资源评估负责人、都道府县相关负责人和外部专家构成的

资源评估会议对评估结果进行讨论,形成资源评估报告书①.

３２２　水产种业管理制度

第一,水产苗种进口防疫制度. «水产资源保护法»第十三条对水产苗种进口防疫制度进行了规定.

２００５年因为锦鲤疱疹病毒 (KHV病)的流行,日本将进口防疫管理范围从水产动物种苗进一步扩大到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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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动物.该法规定进口特定的有感染进口防疫对象疾病危险的水产动物及其容器包装物的,必须得到农林

水产大臣的批准.«水产资源保护法施行规则»则对进口防疫对象疾病、具体的指定水产动物、进口申请需

提交的书面材料、水产动物及其容器保管的方法和期限等进行了细则规定.
第二,水产苗种经营管理制度. «水产资源保护法»规定,作为职业、以贩卖为目的捕捞或生产农林水

产省令指定的水产动植物种苗者必须向农林水产大臣提出申报,必要时需依法提交种苗生产记录及销售分发

记录 (第二十七条).各都道府县的渔业调整规则规定为提供增养殖用种苗 (含种卵)而进行捕捞的需获得

都道府县知事许可,并就许可证的期限、使用以及情况进行了详细规定.部分都道府县在此基础上制定 «县
产种苗的管理方针»,进一步确立了种苗限额捕捞、捕捞许可团体发放制、相关者申报义务等种苗管理制

度①.２０１４年日本鳗鱼苗被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加强日本鳗鱼苗的保护,２０１５年根据 «淡水渔业振兴

法»的规定,日本鳗鱼苗养殖业成为需要获取农林水产大臣许可的指定养殖业.同年１０月日本农林水产省

水产厅要求各都道府县对鳗鱼苗的捕捞及相关渔业活动进行切实管理②.除设置鳗鱼苗捕捞许可期限、捕捞

上限之外,要求都道府县加强与相关监管机构的合作,彻底监管鳗鱼苗的非法捕捞,确保鳗鱼苗捕捞、流通

及出口的透明化,并就鳗鱼苗捕捞许可的状况、指导及监管方针、各捕捞者及其捕捞量、各收购者及其收购

量等定期向水产厅进行上报,以便及时把握全国鳗鱼苗捕捞、监管现状.
第三,水产植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日本依据 «种苗法»对包含水产植物在内的植物种苗进行管理,保

护新品种培育者权益.日本没有专门的水产动物新品种的保护制度.有关水产动物的新品种培育者权益,主

要依靠 «专利法»和 «商标法»进行保护.

４　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的特点

４１　管理制度体系健全,保护范围涉及全面

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的管理体系拥有强大的法律支撑,所涉及的管理内容较为全面.第一,«渔业法»«水
产资源保护法»、都道府县 «沿岸渔业调整规则»及 «淡水渔业调整规则»构成了包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在

内的日本渔业资源管理的政策框架;第二,«淡水渔业振兴法»«沿岸渔场整备开发法»«防止特定外来生物

破坏生态系的法律»等单行法以及其他地方法规从不同角度对水产种质资源的保护及管理进行了规定.日本

水产种质资源的保护及管理从捕捞限制制度、保护水域制度、溯河性鱼类保护制度、放流增殖制度、资源库

建设与管理制度、水产资源评估制度到外来物种监管制度,整体上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制度体系.种质资源的

评估为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了依据;而捕捞限制制度、保护水域制度、溯河性鱼类保护制度、放

流增殖制度、外来物种监管制度等对种群大小和结构的保护,资源库建设与管理制度、外来物种监管制度等

对本地遗传优势的保存、种群纯洁性的保护,放流增殖制度、特种苗种经营管理制度等对本地种质资源的合

理利用等均能形成有效的制度保障,从而建立了系统化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体系.

４２　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执行力,注重制度实施的效果

日本在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实践中极其重视各项制度的执行效力以及对实施效果的监督,并依据管理实践

及时对法规政策进行调整.第一,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的各项制度内容完善,能够形成整体化的管理体

制,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效力.捕捞限制制度就禁捕或限捕的水产动植物 (含卵、幼鱼等)的种类、大小、
捕捞采摘期间、渔具渔法的使用、禁捕区域、种苗捕捞许可的获取、捕捞采摘许可区域进行了严格的体系化

的限定.放流增殖制度则对种苗生产、放流及培育的指针、种类、数量、技术开发、放流后的调查、放流效

果实证的指标及其他相关事项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对于放流效果的实证从负责效果实证的法人的指

定、业务内容、业务实施计划的认可到最终报告书的提交均在法律上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系统化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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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静冈县 «县产种苗的管理方针»https://wwwprefshizuokajp/sangyou/saＧ４３０/shirasuunagitoriatukaihousinhtml.
«关于推进鳗鱼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管理的通知»(２７水推第７５８号),日本农林水产省水产厅,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https://wwwjfa．

maffgojp/j/saibai/unagihtml.



确保了种苗生产、放流及水产动物培育能够有计划、有效率地执行,从而提高放流效果、促进水产动物增

殖.第二,法律配套实施细则保证了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从而提升政策的执行效力. «水产资源保护法»
«水产基本法»«淡水渔业振兴法»«沿岸渔场整备开发法»和 «防止特定外来生物破坏生态系的法律»等均

有相关的行政法令对法律的实施进行严格的细则规定,以提高各项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效力.第三,严格的法

度,保证了政策的权威,进而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力.日本在禁捕制度、保护水域制度、溯河性鱼类保护制

度、外来物种监管制度、水产苗种进口防疫制度、水产苗种经营管理制度等方面均设有严格的处罚制度.对

于违规者依法可以处以罚款、拘留或两者并罚等.严格的处罚制度使得破坏水产种质资源的违法成本较高,
从而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４３　中央与地方两级分治、协同管理

日本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实施中央和地方的两级分治,各自均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两者在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与管理上相互协调.日本实行的是授权立法制度,宪法赋予地方较大的自治权,自治单位可

以制定地方法规,但内容不得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不得与依照法律制定的法令相抵触.在法律授权下有关

主管大臣可以发布政令、省令等,地方政府亦可制定某些实施细则.因此,在 «水产资源保护法»的法律框

架下,农林水产省制定了省令 «水产资源保护法施行规则»,各都道府县制定了 «沿岸渔业调整规则»和

«淡水渔业调整规则»等地方规则,构建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渔业资源管理体系.同时,农林水产省负责制定

全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战略,都道府县在国家总体战略的指导下制定地方管理规划并依据基本政令,
结合各自管辖范围内水产种质资源及水域特点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例如,各都道府县对管辖海域内水产苗

种增殖或禁捕区域、增殖禁捕季节、增殖或禁捕品种及规格有权进行详细的指定;各都道府县在农林水产省

的指导下设置鳗鱼苗捕捞许可期限、设定捕捞上限及采取控制措施以便在渔期捕捞量超过上限时及时停止捕

捞,实现全国范围内对鳗鱼苗的捕捞及相关渔业活动的切实管理.两级分管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赋予地方

一定的管辖权,使得都道府县可以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法规、采取适宜的管理措施;另一方面,有利于顶层设

计的升级,中央可以更加全面地制定全国渔业发展规划,并根据各地水产种质资源管理绩效,及时修订相关

法律法规条例,从而提高整体水产种质资源管理效率.

５　日本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５１　中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５１１　重要制度内容缺失,制度效果实证不足

部分重要法律制度缺失.一是在水产种质资源评估方面,中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并没有明确列入对重要

经济物种或濒危物种的资源评估的强制性或引导性条款,导致实际管理工作决策模糊或无从判断.主要体现

在:对关系到渔业经济命脉的主要经济物种自然资源量的动态变化没有评估数据,从而使得后续捕捞等政策

调控没有依据;由于没有资源评估数据支撑,资源养护和修复项目不能满足需求,不利于水产种质资源的长

期储备.二是外来物种管理制度的缺失.中国尚未出台专门关于外来物种管理的法律,在法律层面上仅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 “引进外来物种以及研究、开发和利用生物技术,应该采取措施,
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有关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或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巨大威胁考虑不足.相关

制度的缺失导致近年来外来物种入侵造成本土水域物种的退化和基因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同时部分社会团体

的宗教放生行为、私企的不规范引种行为长期缺乏有效监管,留下外来生物入侵隐患.例如在中国华南地区

主要天然水域中,清道夫、罗非鱼、革胡子鲶、福寿螺等外来物种已成为常见种,在部分水域甚至已经成为

优势种,对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构成威胁[２６].
部分制度的内容较淡薄或只进行了纲领式的描述,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不足.例如中国从２００６年发布

«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以来越发重视对水产种质资源的养护,２００９年出台了 «水生生物增殖放

流管理规定».中国对于水生生物放流养护的制度规定虽然内容涉及较为全面,但是只进行了纲领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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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在增殖放流标准制定及效果评价方面,对于规格或标准的制定缺乏充分的技术论证,
无法保证其可行性.例如中国部分省份对中国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放流规格规定为１０厘米①以上 (日本放

流规格为３０~４０厘米②),而中国对虾和日本囊对虾在长到１２~１５厘米时最容易暴发病毒.按现行规格

进行放流极有可能增加回捕种虾白斑病毒的携带率,从而使得放流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效果评价应该充分检

验放流计划的有效性.

５１２　现有法律位阶较低,监管及法律责任有待强化

第一,在管理实践当中已经制定的制度或采取的措施,因法律位阶不高,弱化了执法力度、降低了政策

的效力.目前中国渔业相关立法主要有 «渔业法»,而 «渔业法»中仅有第二十九条和第四十五条就水产种

质资源的保护及生存环境的保护做出了较为笼统的规定,具体实践操作需参考其他相关法规条例.中国在休

渔制度方面有 «关于在东、黄渤海海域实施伏季休渔的通知»«关于在南海海域实施伏季休渔的通知»,在渔

业捕捞许可管理方面有 «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在增殖放流制度方面有 «渤海生物资源养护规定»和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设立和管理方面有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

办法».但是总体来看,现有法规条例多以部委及地方法规文件居多,相关条例制度并未上升到法律层面,
法律效力不足.

第二,部分法律法规关于违法处置规定模糊,造成对部分违法行为进行惩处时无 “法”可依.例如在禁

捕或限捕制度中,«渔业法»第三十八条对违反禁渔区、禁渔期制度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违禁的渔具、捕

捞方法和网具进行捕捞的行为进行了处罚规定,但是对于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仅

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对非法捕捞渔获物的销售行为没有明确

的处罚规定,无法堵住非法捕捞行为发生的市场源头,并且对于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种苗未建立作业

日志、捕捞者事后申报义务以及超额捕捞的法律责任等配套制度,使该制度在实践中无法有效执行.同时在

生境保护上同样缺乏严格而完善的处置条款,无法对在鱼、虾、蟹洄游通道建闸、筑坝,对渔业资源有严重

影响的行为处以罚款,进而影响法律效力.

５１３　部门分工不明确,水产种质资源管理两极分化

中国在水产种质资源管理与保护方面,仅以纲领式的条款对县级以上的各级政府的权责进行了简单的规

定,未能形成由国家统筹、结合地方政府分级有序实施的管理体制,无法对水产种质资源形成有效的保护及

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实行综合管理和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

体制,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自然保护

区管理的部门设置和职责规定.同时该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自然保护

区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主管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监督检查,未就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监督检查进行规定.因

此,在部分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对保护区重视度不够、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对保护区的建设,造成保护区

建设让步于大型工程项目建设;或者违背建立保护区的初衷,故意在生境保护区实施水利工程建设,以此来

获取政府生态补偿经费.同时,部门分工的不明确、中央和地方管理的错位还体现在渔业行政部门执法体系

中.在县区渔政渔船执法过程中,由于监督缺失造成执法体制较为混乱,存在渔业行政管理机构既负责法律

法规的制定又要监督法律的实施,行政执法单位和处罚单位于一体,渔政船海上执法 “重处罚、轻管理”现

象严重.

５２　完善中国水产种质资源管理制度的建议

５２１　完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制度

水产资源评估是进行水产种质资源管理的基础,为种质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利用提供依据,而种群遗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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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海洋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日本囊对虾»,浙江省地方标准,２０１８年２月７日发布.
日本香川县,«关于水产动物种苗生产、放流以及水产动物育成的基本计划»,２０１５年４月.



构和纯洁性的保护直接影响水产种质资源库的储备质量.日本将水产资源评估和外来物种管理作为水产种质

资源管理的重要制度列入法律法规之中.借鉴日本经验,中国应在立法层面将水产种质资源评估机制和外来

物种监管制度纳入水产种质资源管理体系.一是在资源评估制度方面,应制定全国种质资源管理总章程,积

极推进中国断片式、零星式的评估工作向规范化、系统化的评估体系转变,促进实施重点渔业资源的动态调

查,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渔业评价标准.从种群分布、资源量、种植特征、遗传结构、纯洁性、生产性能、开

发潜力和可持续利用的策略等方面开展全面的水产种质资源评估,为种质资源评估制度的制定提供依据.二

是在外来物种监管方面,中国应整合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中的管理条款,制定综合性的外来物种法,修订现

有渔业立法,明确对首次引入的外来物种进行生态风险评估,从源头上把控可能有重大风险的外来物种的

进入.

５２２　完善水产种业管理制度

日本针对重要的经济苗种建立了特定苗种生产申报制,要求特定苗种的生产经营者提交有关种苗种类、
生产数量、生产方法、销售价格、销售量等生产及销售数据来加强生产及流通的监管.中国应在渔业立法中

补充水产苗种生产许可制、原良种场制度等现行的管理制度,规范苗种生产者义务并完善生产经营管理制

度.一是对于重要经济物种或濒危物种应从捕捞许可、限额捕捞到流通监管建立整体化的管理制度;二是规

范水产苗种生产者义务,要求水产苗种生产者建立包括亲本引种、生产及销售等数据在内的水产种苗生产记

录,以加强苗种生产经营的管理;三是强化水产苗种市场监管职能,严厉打击无证生产和假冒伪劣苗种行

为,维护良性市场秩序.

５２３　提高水产种质资源管理政策的效力

一是细化具体的管理规划以提高相关政策的执行效力.例如在制定增殖放流规定时,渔业部门需就目标

的设定、关键技术的开发及开发计划、规格或标准的制定、实施措施及其时间表以及效果评价进行具体规

划.对于规格或标准的制定需要进行充分的技术论证.同时效果评价能够检验放流计划的有效性,应对效果

评价的实施方法、评价指标进行具体的规定.对于人为的实施不力的情况应采取追责制.同样,其他的养护

制度,例如生境的养护、入侵外来物种的治理均需进行具体且能落到实处的规划.二是完善处罚规定,提高

违法成本,严格法度.明确对于运输、转载、交易非法捕捞渔获物行为的处罚规定,对该行为实施与违反禁

捕或限捕制度的非法捕捞行为同等严格的处罚制度.同时在生境保护制度上,制定洄游通道建闸、筑坝行为

的处置措施,完善生境保护制度的法律责任.

５２４　构建国家与地方的两级管理体系

日本 «水产资源保护法»授予农林水产省及都道府县就水产动植物 (含卵、幼鱼等)的保护和利用等制

定省令或地方规则的权力,并规定了省令及地方规则立法的内容及范围,从而构建了日本水产种质资源管理

的由国家统筹、以都道府县为主力的协同管理体系.针对中国中央和地方在水产种质资源管理上因为权利缺

失和责任模糊而造成的管理混乱,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央政府的统筹管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省级政府在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上的作用.从渔业立法的角度出发,对国家及省级政府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及管理

上的权责进行明确的规定,建立由国家统筹为主、以省级政府具体实施操作的两级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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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InspirationofJapan’sAquaticGermplasmResource
ManagementSystemfo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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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quaticgermplasmresourcesplayanimportantroleinprotectingbiodiversityandmeetinghuman
foodneeds,andeffectivemanagementofaquaticgermplasmresourcesisanimportantpartofthesystemfor
theconservationanduseofagriculturalgermplasmresourcesInthispaper,thehistoryofaquaticgermplasm
managementinJapanisdividedintothreestages,andbysortingoutthecontentsofthemanagementsystem,

itisfoundthattheJapaneseaquaticgermplasm managementsystemhasasoundsystemoflawsandregulaＧ
tionsandiscomprehensiveincontent;ithasastrongexecutivepowerandfocusesontheeffectofsystemimＧ
plementation;itischaracterizedbytheimplementationofcentralandlocallevelsofgovernanceandcoordinaＧ
tedmanagementThearticlemakessuggestionsforimprovingthesystemfortheprotectionofaquaticgermＧ
plasm resources,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aquatic seed industry,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ofthemanagementofthelegalandregulatorysystemforaquaticgermplasmresources,and
buildingatwoＧlevelcollaborative managementsystem betweenthenationalandlocallevels,takinginto
accountthecurrentsituationofaquaticgermplasm managementinChina
Keywords:AquaticGermplasmResources;GermplasmResourceManagementSystem;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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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几内亚湾对非洲农业生产有着较大贡献,其农业生产总值约占非洲的１/４.但

该区域农业生产存在经营粗放、管理低下、技术支持缺乏等问题,影响区域可持续发

展.本文构建SuperＧSBM 模型对几内亚湾十国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 Tobit
模型分析各国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几内亚湾十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

的年均农业生态效率值总体均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在规模报酬不变 (CRS)和规模报

酬可变 (VRS)下的效率值分别自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起连续下降;②基于CRS和 VRS
平均农业生态效率值排序中,加蓬、科特迪瓦、加纳、喀麦隆、利比里亚和赤道几内

亚六国的排名稳定不变,其余国家的平均值排序在两个模型中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③城镇化水平在５％显著性水平上对区域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正向影响,灌溉面积、复

种指数在１％显著性水平上呈正向影响.继而本文对改善几内亚湾农业生态效率提出

建议:①各国因地制宜,实现绿色发展;②稳定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③加大基础设施如农业灌溉用水的投资建设;④因地制宜推进对几内亚湾十国的农业

技术援助和培训.
关键词:几内亚湾;SuperＧSBM;生态效率;Tobit;影响因素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５

１　引言

几内亚湾是西非海岸外的大西洋海湾,也是非洲最大的海湾.沿岸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喀麦隆、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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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多哥、贝宁、赤道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十个国家.几内亚湾沿岸及临近

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石油、铁矿石、铝土等储量备受国际社会重视;湾区沿岸是非洲可可、咖啡、油棕和天

然橡胶四大热带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产量居世界前列,其中可可产量占非洲总产量的８９％、世界总产量的

４６％和世界出口量的１/２以上.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数据显示,尽管几内亚湾十国的国土面积之和在非

洲面积中仅占８４％,但该区域总耕地面积超过了非洲耕地面积的１/５,农业 GDP总产值约占非洲农业 GDP
的１/４.此外,几内亚湾农业生产仍采用相对传统粗放的经营模式,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低下、技术支持投

入少,这种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给相关区域带来污染,影响周边尤其是湾区生态环境,阻碍农业长效发

展[１Ｇ２].基于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农业生产现状,几内亚湾十国亟须从传统生

产模式中转变,实现农业绿色发展.这不仅是湾区农业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区域内乃至非

洲粮食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并对全球粮食以及生态保护意义重大.
中非农业合作自２０世纪开始,经历了从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国家控制型对非农业援助,到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承包式对非援助管理模式,再到２１世纪初以来多元主体参与型对非农业援助这三个阶段[３].而对于

几内亚湾,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水电、港湾等领域,农业投资所占份额相对较小[４].如中国政府在尼日利

亚投资成立的中尼南南农业合作项目,为当地提供农学、水利、水产等相关技术培训.此外中资企业也对几

内亚湾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援助.如中地海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尼日利亚投资设立农业高科技阿布贾产业园

区以及辽宁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科特迪瓦投资的格格杜垦区.这种方式能够从总体上缓

解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但对生产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的要求较高,而这也是非洲国家恰巧缺少的.
生态效率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 于１９９０年提出,旨在寻找一个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之间的平衡点,力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产生的环境影响达到最小[５].具体到农业生产领域,则可认为

是考虑农业面源污染与碳排放的农业生产效率,表示在一定的物质要素投入组合下能够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得到最大的农业经济产出[６].１９５７年,Farrell首次使用线性规划法测算出了英国农业生产效率的

前沿面,开启了传统DEA模型在测算农业生态效率方面的应用[７].随着研究的深入,传统 DEA模型的不足

之处也逐渐显露.其假设期望产出增加与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比例相同或固定,使得模型理想化,与现实的生

产活动不相符,且DEA模型只能测度截面数据,造成不同时期的数据无法进行纵向对比.为了改善以上缺

陷,有学者引入了一种基于松弛性变量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到技术效率的测度中,即SBM 模型[８].尽管SBM
模型中考虑到投入、产出变量以不同比例变化,但采用该模型进行效率分析时不能考虑非期望产出,从而造

成对效率的高估.此外,SBM 模型下的分析不能对生产前沿面效率值同为１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效率的排

名,继而不能满足产出最大化的假设[９].基于此,相关研究引入SuperＧSBM 模型,对生态效率进行测度.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生态效率相关问题已有大量研究.如 Wang和 Ye定量测算了中国贵州省

的农业生态效率[１０].Demiral和Saǧlam 对２０１８年美国５０个州的生态效率进行评估[１１].Magrini通过评价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欧洲４０个国家 (包括非欧盟国家和前苏联)的农业生态效率,填补了现有研究留下的时空信

息空白[１２].张扬和陈娟娟对６８个国家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更全面准确的测算和比较[１３].
此外,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影响生态效率的因素.在这方面,国外学者侧重对单个因素的影

响进行深入分析,如国家政策[１４]、要素禀赋[１５]、创新系统[１６]等;国内学者则侧重分析多个影响因素对农业

生态效率的影响,主要涉及生产能力、种植结构、机械密度、财政支农水平、城市化[１７]、人均 GDP、研发

投入、人口老龄化[１８]、农业受灾率[１９]等因素.
而目前关于几内亚湾的农业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对象也主要以广义农业为主,如渔业[２０Ｇ２１]、畜牧业[２２]

等,且侧重定性分析.如张兴玉梳理了几内亚湾沿岸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历史,并从粗放经营、管理水平低

下,以及水热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等正反两方面简要阐述了影响作物产量、发展的因素[２３];傅兴以自己在科

特迪瓦的考察为基础,列举了正确方针政策、合理作物布局、政策扶持、多渠道筹资、科研投入等八类农业

稳定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２４];孙星文则是梳理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农业发展史[２５].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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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更多聚焦几内亚湾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并关注国家的宏观农业生产状况,缺乏区域性角度、各国间

差异以及比较与联系.
由上可见,已有关于农业生态效率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化.一是研究方

法上,虽然SuperＧSBM 模型已逐渐成为测定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主流模型,但在测算国外农业生态效率方面

的应用较少;二是研究区域上,国内外关于非洲农业生态效率的研究较少,且目前暂无相关研究对几内亚湾

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三是研究对象上,现有关于几内亚湾农业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农业整体,缺

乏对种植业的研究;四是研究内容上,无论是几内亚湾农业现状的阐述,还是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探讨

目前都停留在定性分析,相关的实证分析几乎没有.对此,本文建立包含非期望产出SuperＧSBM 模型对几内

亚湾种植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通过对各国的比较与分析,探究几内亚湾国家间的差异;从区域性角度采用

Tobit模型对生态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继而对几内亚湾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并在中非

“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对中国和几内亚湾十国合作以及中国投资提出建议.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２１１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ＧSBM模型

SuperＧSBM 模型,基于SuperＧDEA和SBM 优势结合构建.对于处理生态效率的非期望产出、实现决

策单元的横向比较等具有独到之处,同时有效避免了SBM 无法包含所有 DMU 效率值的不足[２６],以及有

效解决了投入产出的松弛现象和排序的并列问题[２７].在利用SuperＧSBM 模型测度几内亚湾十国生态效率

时,假设每个国家是一个决策单元 (DMU),并且每个国家都有 m 种投入元素.s１ 、s２ 分别表示每个国家

对应的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用向量表示为x ∈Rm,yg ∈Rs１及yb ∈Rs２.定义矩阵X、Yg、Yb如下:
X＝ x１,x２,Lxn[ ] ∈Rm×n,Yg＝ yg

１,yg
２,yg

n[ ] ,Yb＝ yb
１,yb

２L,yb
n[ ]

其中,xi ＞０,yg
i ＞０,yb

i ＞０∈Rs２×n .因此,构造出如下测度生态效率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即P＝
{(x,yg,yb)|x≥Xλ,yg≥Ygλ,yb≥Ybλ,λ≥０},其中λ 表示权重向量.若 ∑λ＝１,表示生产技术

为规模报酬可变的 (VRS),否则表示规模报酬不变的 (CRS).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 模型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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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目标函数ρ∗ 关于s－ 、sg 、sb 严格递减,且０≤ρ∗ ≤１.将非期望

产出纳入超效率SBM 模型中得到生产可能性集合,即为:

P－ ＝P/(xk,yk)＝ x－,yg－ ,yb－ |x ≥ ∑
n

j＝１,≠kλjyg
j ,yb－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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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０,λ ≥０{ }
(３)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 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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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τ∗ 的值越大,表明该决策单元效率越高.

２１２　评价指标选择

本文参考Benedetta等[２８]、梁耀文等[２９]相关研究,并考虑数据可得性,选择狭义农业 (即种植业)作为

研究对象.在投入指标方面:①作为主导农业经营方向并作用于农业经营过程的重要因素,农业劳动力投入

量以农业就业人数比率 (占就业人口)比值乘以就业人口数表示;②土地资源的生产功能是农业发展的基

础,本文选取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表示农业土地投入量;③化肥的使用对农业增产增效具有显著作用,本文以

包括氮肥、钾肥和磷肥 (包括磷矿粉肥)的农用化肥施用量表示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投入量.
农业期望产出指标用农业总产值进行表征.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数值为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固定价格的

农业产值.农业非期望产出由各类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表征.其中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
由对各种气体重量与其产生温室效应的指数之积,并对所有种类气体求和得到.以上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几内亚湾十国农业生态效率测算投入产出指标及其数据来源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来源 均值 标准差

投入

劳动力投入量 千人 FAOStat １５８８１０１６６ １５９５５９７１６

土地投入量 千公顷 FAOStat ６１７４４１２８２ １２８３４３８５８６

化肥投入量 万吨 FAOStat ４１２４１６５ ８７５６５８８

期望产出 农业总产值 千美元 FAOStat ６８１０３３９０４ ６８１０３３９０３

非期望产出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二氧化碳当量千吨 FAOStat ２８６３０６９ ３３２５３４３

２２　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２２１　影响因素选择

农业生态效率作为农业生产集约化、绿色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耕地、劳动力、生产资料等多种要素投入

的结果.经济水平、社会特征、生产活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生态效率有显著影响[３０Ｇ３１].本文依据

农业生态效率的内涵,参考 Tapia和Bermeo[３２]、刘鹏凌等[３３]、洪开荣等[３４]关于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的研究,并结合数据可得性,在经济影响因素方面选取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表征各国在农业的富裕程度,在

社会因素方面选取城镇化水平表征人口规模,在生产活动因素方面选取粮食面积占比、灌溉面积、复种指数

三个指标分别表征土地规模、水利化程度和生产稳定程度、耕地利用率 (表２).各因素对几内亚湾农业生态

效率的影响机理如下.
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一方面,较低的人均农业总产值将促使农民更为迫切地追求农业产出增加,容易

采取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故伴随着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增加,农业生态效率将逐步降低;另一方面,农业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带动农业资源投入及科技创新,并促使人们追求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生态化农业的

发展,从而提升农业生态效率.
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化水平能够带动农业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农业生态效率.但城镇化水平的加

快推进也使得农村劳动力更多地流入非农产业,农业生产通过农用机械弥补劳动力流失,从而导致农业温室

气体排放的增加,致使农业生态效率的非期望产出增加,从而可能不利于农业生态效率提升.
粮食面积占比:粮食作物生长产生的温室气体与面源污染强度相对高于其他作物,且对应经济效益较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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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故粮食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的占比可能会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影响.
灌溉面积:灌溉面积的增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推进农业节水并

增加农田单产,继而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影响.
复种指数:提升耕地复种指数是保障农业增产的重要途径,但土地复种指数的不断增加和农用地利用类型

的快速转化又会减弱土壤自我修复能力,影响农业产量.因此,复种指数可能会增加或降低农业生态效率.

表２　几内亚湾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变量选取

指标 指标含义 单位 指标来源 均值 标准差

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 农业生产总值/年末农村人口数量 千美元/人 FAOStat ０４９０ ０３１７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数量/年末常住人口数量 ％ FAOStat ３９０５６ １６４１１

粮食面积占比 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 FAOStat ０６２２ ０１９２

灌溉面积 总灌溉面积 公顷 FAOStat ４２７８８ ７８３０６

复种指数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 FAOStat １７３８ ３４１２

２２２　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Tobit回归模型又称为截取回归模型或删失回归模型,是最早在１９５８年由 Tobin提出的用于解决被解释

变量存在受限的情况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只能以受限制的方式测到,因此观测到为切割值.
运用 Tobit回归模型能够弥补最小二乘法出现的参数估计有偏和不一致的问题.

标准 Tobit回归模型如下:

y∗
i ＝βxj ＋εi,εi ~N ０,δ２( )

yi＝
y∗

i ,y∗
i ＞０

０,y∗
i ≤０{ (６)

Tobit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如下:

y∗
ij ＝βxij ＋ui＋εij ,εi ~N ０,δ２( )

yij ＝
y∗

ij ,y∗
ij ＞０

０,y∗
ij ≤０{ (７)

在式 (６)和式 (７)中,i代表国家,j为时间,y 为被解释变量,y∗ 代表对应的隐藏变量,x 代表k＋
１维可观测解释变量,β为k＋１维待估参数,ui 是个体效应,ε为随即扰动项.

本文将由SuperＧSBM 计算出的几内亚湾十国农业生态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测度结果为正,即服从截

断分布且下限为０.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则回归结果会有偏差.根据因变量的特点,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可以处理被解释变量受限的情况,因此本文选用 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几内亚湾十国农业生态效率

的因素进行分析.以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几内亚湾十国的面板数据,构建如下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面板 Tobit
回归模型:

yij ＝β０＋β１PERij ＋β２UBRij ＋β３CORij ＋β４IRRij ＋β５ MULij ＋ui＋εij (８)
其中,i代表几内亚湾十个国家,j代表年份,yij 代表i国家在j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值,PER 为农村人

口人均农业总产值,UBR 为城镇化水平,COR 为粮食面积占比,IRR 为灌溉面积,MUL 为复种指数.β０

为常数项.β１ ,β２,,β５ 依次为PER、UBR、COR、IRR、MUL 的估计系数值.

３　结果及分析

３１　几内亚湾十国农业生态效率测度

３１１　基于CRS的SuperＧSBM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固定规模报酬 (CRS)的SuperＧSBM 模型,对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几内亚湾内十国的数据,运用 Maxdea
—１５—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11（总 523）



软件进行测度,测度结果如表３所示.将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各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取平均数,绘制如图１的折线图,
用以分析几内亚湾十国３０年来农业生态效率总体的变化趋势.

表３　SuperＧSBM模型基于CRS测度的几内亚湾内十国农业生态效率结果

年份 贝宁 赤道几内亚 多哥 加纳 加蓬 喀麦隆 科特迪瓦 利比里亚 尼日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１９９０ ０３７４ ０４６６ ０３５８ ０５４３ １１２３ ０５４１ １０３６ ０４３２ ４８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０３１６ ０３１７ ０３３０ １０１２ １４８８ ０４２９ ０６５２ ０３０３ ４９９１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０３１０ ０３０５ ０２８０ ０５０７ １２４５ ０３９７ ０６７８ ０３２７ ４３８６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０３２５ ０２８７ ０２９０ ０５３１ １２４０ ０３８２ ０５９８ ０３７５ ４４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０３１７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６ ０５１３ １２１２ ０３７２ ０５７９ ０３３１ ４２６１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０３２７ ０２８６ ０２９４ １００８ １４１２ ０３７７ ０６５１ ０３３０ ４５８９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０３１７ ０２７７ ０２９９ １００２ １７２５ ０３６５ １００９ ０３２５ ４１９２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０３０９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６ ０５０５ １９１６ ０３３９ １０２７ ０３３０ ３８５３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０３０７ ０２８９ ０２６４ ０５０９ １２０６ ０３６２ １０４４ ０３４８ ３８３８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０３２１ ０２７９ ０２７７ ０５４２ １６０８ ０４０７ １０３７ ０３５９ ３８９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３３２ ０２８８ ０２４５ ０５３９ １４７８ ０３８７ １０６８ ０３７２ ３８３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０３５１ ０２８５ ０２７８ ０５２７ １５９２ ０３７７ １０８９ ０３７１ ３６５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０４１７ ０３２７ ０２８７ ０５８０ １０５６ ０４１８ １０５７ ０４６４ ３７０８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２１４ ０３３０ ０２６８ ０６１２ １０５８ ０４２０ １０７５ ０４６９ ３７９７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４１２ ０３５２ ０３０９ ０７６７ １０６６ ０４３４ １０７２ ０５１３ ４２７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４７６ ０３７０ ０６５０ ０８１７ １０３８ ０５４１ １０７５ ０５７２ ４２２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４９２ ０３７２ ８８０９ ０８３５ １０３７ ０５６８ １０６０ ０５０９ ４４２７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３７８ ０３４１ ０２８５ １００８ １０６１ ０５１７ ０８４０ ０４９６ ４２１８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０５６７ ０３６５ ０３１４ １０１３ １０４６ ０６１５ １０４０ ０４８６ ４５７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０４５３ ０３８７ ０４０６ １０６９ １０７４ ０６５８ １０２６ ０４５１ ４０８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４９１ ０３０９ ０３２０ １０６０ １０８３ ０５５５ ０７４９ ０３６５ ４４６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８ ０２６７ ０３３８ １０００ ０７９５ ０４９４ ０８９７ ０３１４ ５１０８ １９２２

２０１２ ０５０３ ０２８０ ０３６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３ ０５４２ ０８９２ ０３４８ ５１０７ ２０５９

２０１３ ０６０４ ０２６７ ０２５９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２ ０５３３ ０７７０ ０３３３ ４７９７ ２１５４

２０１４ ０５７７ ０２６８ 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３ ０５６９ ０７７６ ０３１０ ４８３４ １９１１

２０１５ １１７８ ０３３１ ０４２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１４ ０６６４ ０８０９ ０３８３ ４４３９ １４２６

２０１６ ０５４７ ０２５６ ０２７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１ ０５６６ ０７５８ ０２８８ ４６７９ ２０４１

２０１７ ０５２７ ０２４３ ０３７１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３ ０５２２ ０９０４ ０２８７ ４２６１ １９４８

２０１８ ０４４４ ０２０８ ０３９４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１ ０５４６ １０９７ ０２５３ ４０３７ １７５４

２０１９ ０４４５ ０１８１ ０３６８ １０００ ０５１８ ０５２７ １００６ ０２２９ ４０８３ １８８０

平均效率值 ０６３８ ０３０３ ０６１４ ０８１７ １０８８ ０４８１ ０９１２ ０３７６ ４３２８ １２９７

排序 ６ １０ ７ ５ ３ ８ ４ ９ １ ２

从时间维度看,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几内亚湾十国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从数值上主要经历了 “下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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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几内亚湾内十国基于CRS的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

升—下降”的过程,波动幅度呈现出 “较明显—明显—稳定”,整体呈现倒 N形特征.具体来看,可将研

究期间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处于下降期,从１６０９下降至０９３１,下降幅度为４２１４％.这一阶

段总体下降幅度明显,可能是由于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非洲各国开始加大措施振兴经济,渴望实

现经济整体快速增长.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各国政府可能将目光更多放在二三产业上,造成农业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以及农业就业的占比不断下滑[３５].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农业生态效率表现为微弱的上升趋

势,２０１２年的年平均生态效率值为１１８２,较２００３年上升了１５４３％.在该阶段,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全球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经济繁荣,带来了较为良好的宏观环境.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让人们意识到之前

对农业发展的过度忽视,注意力重回农业.２００３年,非洲农业部长会议通过了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CAADP),宣布农业年增长率目标为６％,并决定把１０％的政府预算用于实现这一目标[３６].此外,非洲

联盟还通过了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为非洲农业综合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各国对农业的

扶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的生产.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农业生态效率逐步下降并趋于

稳定,效率值均保持在１以上.虽然此阶段原油等大宗货物低迷、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厄尔尼诺等极端天

气突发,农业产出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但人们逐渐对农业集约化产生了兴趣,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减少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在这３０年间,几内亚湾十国的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６９下降至２０１９年

的１０２４,下降４２１％,总体上保持了较为平稳的趋势,且农业生态效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较投入而

言,产出收益更多.
从空间维度看,基于 CRS的平均效率值排序为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蓬＞科特迪瓦＞加

纳＞贝宁＞多哥＞喀麦隆＞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不同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看,尼日利亚一直居于

首位,具有高农业生态效率值;赤道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的农业生态效率均小于１,农业生态效率偏

低;多哥、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近年来都处于倒数.此外,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变化幅度最大,２０１９年与

１９９０年相比增长了８８％.在研究期内,部分国家的排名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３１２　基于VRS的SuperＧSBM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可变规模报酬 (VRS)测度的几内亚湾十国SuperＧSBM 模型农业生态效率结果如表４所示,年均农

业生态效率值如图２.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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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SuperＧSBM模型基于VRS测度的几内亚湾十国农业生态效率结果

年份 贝宁 赤道几内亚 多哥 加纳 加蓬 喀麦隆 科特迪瓦 利比里亚 尼日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１９９０ ０４０６ １０１２ ０４６１ ０７３０ １１２６ ０５８０ ２２１６ ０４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０４３５ ０３７７ ０４３７ １５９５ １６９４ ０６４５ １６７０ ０３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０４０４ ０３４０ ０４０３ １４４７ １６９０ ０５７０ １７８９ ０３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０４８５ ０３２３ ０４８１ １６０５ ２５４０ ０６８４ １３３５ ０３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０４７１ ０３２２ ０３７３ １３０７ ２８７９ ０６６９ １２０７ ０３３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０４２５ ０３２９ ０２９５ １２０５ ２６６４ ０６３４ １１８２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０４０４ ０３１９ ０２９９ １２０３ ４４５２ ０６２６ １１８６ ０３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０３６３ ０３２１ ０２９０ １１１３ ３９２４ ０６２７ １２４０ ０３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０３８３ ０３１４ ０２８７ １１１１ ２５８１ ０５７５ １２７５ ０３９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０３５３ ０３０７ ０２９５ １１４０ ３０７１ ０５４８ １２５４ ０４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４１１ ０３２２ ０２６５ １１０３ ２９２１ ０５０２ １３２５ ０４２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０４２１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６ ０７３１ ３０７０ ０４９９ １３００ ０４２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０４３１ ０３２９ ０３０８ ０８２３ １１８０ ０５１３ １１９８ ０５３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３００ ０３３５ ０２８８ １１１３ １３４０ ０５４０ １１８９ ０５３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５３５６ ０３５７ ０３２８ １１３８ １１３３ ０４９１ １１５１ ０６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５５７ ０３７８ １７２２ １０６９ １０４５ ０５５０ １２００ ０６２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４９１８９ ０３８５ ５４２２８ １０７１ １０４３ ０５８７ １２０２ ０６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６８３ ０４０１ ０３０１ １１７１ １０８１ ０６６４ １０９２ ０７１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９６ ０３８２ ０３１４ １０９８ １０５１ ０６４９ １１１３ ０５９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０４５３ ０３８８ ０４３０ １１２６ １０８０ ０６６９ １０８４ ０４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７０６ ０３２６ ０３３９ １２６７ １５６１ ０７５１ １００５ ０３９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６４１ ０３１７ ０３４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６８ ０６４２ １１０５ ０４４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６２３ ０３３２ ０３７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６ ０７０５ １０３７ ０４９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０７９ ０３１１ ０２６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３ ０７３９ ０９０４ ０４６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７０４ ０３０６ ０５７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６ ０６９５ ０８３６ ０４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４８１ ０３３７ ０４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６４ ０８０９ ０３９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１０３８ ０２９５ ０２７９ １０００ ０７１８ ０７７８ ０８４６ ０４１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０７０６ ０２８２ ０４３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４６ ０７５３ １１０９ ０３９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４９０ ０２７４ ０４０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５５ ０７１０ １１９１ ０３８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０５５２ ０２３１ ０４１６ １０００ ０６３７ ０７４５ １１１９ ０３６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平均效率值 ２５６８ ０３５２ ２１９９ １１０６ １６８３ ０６３３ １２０６ ０４４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排名 １ １０ ２ ５ ３ ８ ４ ９ ６ ６

从时间维度上看,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几内亚湾十国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从数值上主要经历了 “下降—下降—
下降”的过程,波动幅度呈现出 “稳定—明显—稳定”的过程.具体来看,可将研究期间分为三个阶段: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处于下降期,从０８９７下降至０７３２,下降幅度为１８３９％;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农业生态效率表现

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２０１２年的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值为０７６０,较２００３年下降了２１０８％;之后２０１３—

—４５—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11（总 523）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几内亚湾十国基于 VRS的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

２０１９年农业生态效率自２０１５年起逐步下降并趋于稳定,效率值均保持在０７以上.在这３０年间,几内亚湾

十国的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０８９７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０７０７,下降２１１８％,总体上保持了较为平

稳的趋势,且农业生态效率处于中等水平.除了２００６年 (出现最大值的年份)出现了较大波动,为１１０３１.

２００６年测算的效率值偏大,原因可能是农业是一个充满噪声的产业,难免出现奇异值影响样本数据的质量,
使用非参数法将导致结果的偏差较大[３７].

从空间维度看,基于 VRS的平均农业生态效率值排序为贝宁＞多哥＞加蓬＞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

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喀麦隆＞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不同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看,在研究期

间,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国的农业生态效率值较为稳定,均为１,加纳在研究期间农业生态效率

常年居于前列.此外,赤道几内亚的变化幅度最大,２０１９年与１９９０年相比下降了７７％.在研究期间,部分

国家的排名呈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

３２　几内亚湾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几内亚湾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 Tobit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几内亚湾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Tobit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z统计量 概率P 值

常数 (C) －０５８１∗ －１７６３ ００７８

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 －００３１ －０２３２ ０８１６

城镇化水平 ００１３∗∗ ３２４０ ０００１

粮食面积占比 ０４２２ １２７０ ０２０４

灌溉面积 ００１３∗∗∗ ２７３４９ ００００

复种指数 ０１３９∗∗∗ ３４８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城镇化水平在５％水平,灌溉面积、复种指数在１％水平上均通过了显

著性的检验,均对区域农业生态效率呈正向影响.①农田灌溉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保障农业正常生产具有

重要意义.合理配置水资源、保障农业灌溉面积是提高农业生态效率的重要途径,当地灌溉面积增加能促进

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反之,水资源、灌溉的不合理配置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产出.几内亚湾十国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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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位于西非地区,属于水多地多的类型,但当地水污染、湖泊退化日益严重.如区域内乍得湖因过度用水、
植被破坏等导致湖区沙进水退,湖水面积锐减,对周边国家的生产、生活造成灾难性影响[３８Ｇ３９].②复种是增

加区域粮食产量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４０].复种指数的增加意味着区域耕地利用率的提升,对土地资源的利用

逐渐合理.在当前非洲新耕地开垦难、粮食单产提升难的形势下,提高复种指数是确保未来粮食增产的重要

手段,有利于提升农业生态效率.③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变非洲地区相对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加强

农业污染的集中处理,对提升本地农业生态效率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和粮食面积占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①人均农业总产值对生态效率

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如农业劳动力外流会改变农业结构和影响土地利用率,对粮食生产

效率、产量产生一定影响[４１].此外,在缺乏先进技术以及科学耕作方法下,传统农业劳作者依旧会以牺牲生

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农业总产值,从而不利于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②本文研究区域中,粮食面积占比对农业

生态效率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区域播种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关.不同类型的粮食作物对资源的

转化效率和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影响区域农业生态效率.

４　结论、启示及展望

４１　结论

本文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十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ＧSBM 评价模型并考虑非期望产出变量,将农

业界定为狭义农业即种植业,首次对几内亚湾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影响因

素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１)几内亚湾十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的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值总体上保持较为平稳的趋势.以２００２年、

２０１２年为时间节点,将研究期间分为三个阶段:在 CRS下,十国年平均农业生态效率在数值上主要经历

“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波动幅度呈现出 “较明显—明显—稳定”,整体呈现倒 N形特征.在 VRS下,
十国平均生态效率在数值上主要经历 “下降—下降—下降”的过程,波动幅度呈现出 “稳定—明显—稳定”.
在这３０年间,几内亚湾十国２０１９年的年均农业生态效率相较于１９９０年有所下降,其间经历了政策重心偏

移、经济复苏乏力、极端天气等一系列宏观环境的打压,但生态效率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趋向于稳

定,说明十国逐步重视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努力向绿色农业模式转变.
(２)基于CRS的各国平均农业生态效率值排序为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蓬＞科特迪瓦＞加

纳＞贝宁＞多哥＞喀麦隆＞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在研究期间,尼日利亚平均效率值均不小于３６,一直

居于首位,具有高效率值.多哥、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近年来都处于倒数.与初期相比,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的变化幅度最大.基于 VRS的各国该值排序为贝宁＞多哥＞加蓬＞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喀麦隆＞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在研究期间,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国的生态效率

值较为稳定,加纳常年居于前列,赤道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的平均值常年小于１,位于末尾.与初期

相比,赤道几内亚的变化幅度最大.此外,虽然研究期间部分国家的排名呈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但喀麦隆、
利比里亚和赤道几内亚三国的平均值排序均偏低.喀麦隆是中部非洲地区政治经济强国之一,效率值低可能

是因为产业转移或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进行发展;利比里亚和赤道几内亚均处于贫困状态,技术落后、资金匮

乏等可能使得农业发展先天不足.
(３)在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城镇化水平在５％显著性水平上对区域农业生态效率呈正向影响,灌

溉面积、复种指数在１％显著性水平上呈正向影响.而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和粮食面积占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４２　启示

４２１　对几内亚湾农业生态效率提高的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这里对几内亚湾十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改善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１)各国因地制宜,实现绿色发展.部分国家经济状况良好,政府需要兼顾三大产业,在生态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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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平衡点;而另一些国家处于贫困状态,就需要国际上多给予关注,提供技术支持和经济帮扶.
(２)稳定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由上述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城镇化进程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外

转移,有助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促进技术和制度创新,进而提高农业产出.但持续的外流也会使提高农业产

出变得越来越困难[４２].这就需要各国在鼓励二三产业反哺农业,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同时,也要

警惕因劳动力外流、城镇发展所导致的弃耕撂荒、弃灌、建设占用耕地等问题.

４２２　有关中国对几内亚湾农业投资的建议

虽然几内亚湾区耕地面积广阔,水资源丰富,但农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科技缺失逐渐成为制约

湾区国家农业发展的瓶颈,需要国际上其他国家给予相应的帮扶、合作.如前文所述,中国对几内亚湾的

农业投资所占份额较小.几内亚湾地区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加之迫切的农业科技需求,无疑是为中几、
甚至是中非合作带来新发展、新方向.基于此,现对中国如何更好地对几内亚湾十国进行投资建设提出

建议.
(１)加大基础设施如农业灌溉用水的投资建设.大力提高非洲农田灌溉率和水资源利用率,扩大符合条

件的灌溉耕地面积.进一步大力推进节水灌溉设施投资建设,推广现代灌溉如喷灌、滴灌等技术,增强农业

灌溉的利用.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经济、科技投入,改善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优化要素投入结构等以提升粮

食的单产水平和生产效率[４３].
(２)因地制宜推进对几内亚湾十国的农业技术援助和培训.复种指数是衡量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的重要

指标[４４].应综合考量各国当地的自然条件、生产能力,挖掘复种潜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农业人员

技术培训,提升耕地的利用效率,进而加强农业机械划建设和农业科技水平,提升复种指数.

４３　展望

由于几内亚湾部分有关农业生产、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数据缺失,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劳动力

文化水平等指标并未纳入模型分析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有影响.因此,在进

一步研究中,可对几内亚湾区内局部地区展开实地调研,根据微观数据,有针对性地分析其农业生态效率,
并挖掘该效率提升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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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AgriculturalEcologicalEfficiency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intheGulfofGuineaBasedonSuperＧSBM Model

WUQiyue　 WUZhaodan　 QVSiyu　 TANXinyang　JINGXiaodong
Abstract:TheGulfofGuineahasagreatcontributiontoAfrica’s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itsagricultural
GDPaccountsforabout１/４ofAfricaHowever,thereareproblemsinagriculturalproductioninthisregion,

suchasextensivemanagement,lowmanagementandlackoftechnicalsupport,whichaffectregionalsustainＧ
abledevelopmentSuperＧSBM modelwasconstructedtocalculatetheagriculturalecologicalefficiencyoften
countriesintheGulfofGuinea,andtheinfluencingfactorsofagriculturalecologicalefficiencywereanalyzed
basedonTobitmodelTheresultsshowedthat:①Theaverageannualagriculturalecologicalefficiencyvalues
ofthetencountriesintheGulfofGuineafrom１９９０to２０１９showedafluctuatingdownwardtrend,andthe
efficiencyvaluesunderconstantreturnstoscale(CRS)andvariablereturnstoscale(VRS)decreasedconＧ
tinuouslysince２０１４and２０１５,respectively②BasedontherankingofCRSandVRSaverageagriculturalecoＧ
logicalefficiency,therankingsofGabon,Côted’Ivoire,Ghana,Cameroon,LiberiaandEquatorialGuinea
arestableOthercountrieshavevaryingdegreesofchangeinthetwomodels③Theurbanizationlevelisat
the５％significantlevel,andtheirrigationareaandmultiplecroppingindexhaveapositiveimpactonthe
regionalagriculturalecologicalefficiencyatthe１％significantlevelThenit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
toimprovetheecologicalefficiencyofagricultureintheGulfofGuinea:①Countriesshouldadjustmeasures
tolocalconditionstoachievegreendevelopment②SteadilypromotingurbanizationandpromotingthecoordiＧ
n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③IncreaseinvestmentininfrastructuresuchasagriculturalirriＧ
gationwater④PromoteagriculturaltechnicalassistanceandtrainingtothetencountriesoftheGulfof
Guinea
Keywords:TheGulfofGuinea;SuperＧSBM;AgriculturalEcologicalEfficiency;Tobit;InfluencingFactors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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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治理的政策红利、
实践成效及因素探析

———基于山东省D县的 “一户多宅”治理实践

　王燊成１　刘宝臣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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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户多宅”不仅是 “土地”问题治理,更是一项重要的农村基层治理议题.
通过鲁西南D县４个村庄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D县 “一户多宅”治理在自上而下的

增减挂钩的政策红利下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级组

织、土地发展集团等多元主体参与且多赢的行动者网络.不过,受限于村庄治理环境

的复杂性,一体化的治理路径在村级层面却产生了差异化的效果.研究发现,这种差

异背后主要源于两方面影响因素:一是预期收益和风险影响村级组织推进治理工作的

积极性,二是村干部与少数关键村民之间的能力对比影响治理成效.D县在４个村庄

的 “一户多宅”治理实践体现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形势的复杂性.为此,本文建议开

展农村社会治理,除了优惠的政策红利,还应在细微处下功夫,梳理顺畅基层中的动

力阻力机制,以保障政策实践的预期效果.
关键词:“一户多宅”;社会治理;宅基地;土地增减挂钩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６

１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非农部门.在直接流转受限的背

景下,转移到城市和非农部门的农村人口难以流转所持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使得宅基地资源利用出现闲置低

效的情况.该情况与农村继承、分户等情况叠加,进一步衍生出 “一户多宅”问题,为农村治理带来了诸多

挑战.比如农村空心化和土地资源闲置[１];又比如大量农民进城居住,但老宅不退,会出现 “外扩内空”
“人减地增”等问题[２];再比如可能会出现 “新户无宅”的情况,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利.«中国农村

合作经济统计年报 (２０２０年)»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全国 “一户多宅”的比例为８７％,全国闲置宅基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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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占全国宅基地综述的４７％[３].
对农村居民来讲,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清理 “一户多宅”具有重要的社会

意义,既能盘活存量集体用地助力乡村振兴,又能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在中国 “三农”建设中,农村的

宅基地治理长期以来都是一项重要议题.２００４年,«国土资源部印发 ‹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的

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４〕２３４号)指出 ,“坚决贯彻 ‘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

宅基地,面积不能超过省 (区、市)规定的标准” “对 ‘一户多宅’和空置住宅,各地要制定激励措施,鼓

励农民腾退多余宅基地”.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４〕７１号)提出,要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

度,对因历史原因形成超标准占用宅基地和 “一户多宅”等情况,探索实行有偿使用.２０１５年,国家选定

３３个县 (市、区)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积极引导各地探索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有效举措.２０１６
年,«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 〔２０１６〕

１９１号)提出,要结合实际依法处理 “一户多宅”问题,宅基地使用权应按照 “一户一宅”要求,原则上确

权登记到 “户”.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情况

的总结报告»明确提出,要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在这些政策文本的指引下,地方基层

也开展着各种 “一户一宅”的改革实践.
然而,“一户多宅”清退治理工作不是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挑战.虽然政

策方向已定,但依旧没有一套普适方法得以遵循,如何有效地开展农村宅基地改革,仍然考验着基层部门的

治理智慧和能力.基于此,本文拟以鲁西南的D县X镇为个案研究对象,以参与式观察法围绕农村 “一户多

宅”治理工作推进的具体路径、实践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等议题进行深入剖析.参与观察法是一种典型的质性

研究方法,强调通过与研究对象持续而广泛的互动来获取所需的资料,尤其适用于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

关的研究[４].本文之所以选择D县X镇作为个案研究的主要场域,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D县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X镇作为D县的下辖镇,共有５４个行政村,１０６个自然村,行政区域面积１０４８１千米２,
耕地１０万余亩①.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X镇户籍人口５４０００余人,镇村两级财力较为薄弱,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等存在较大差距和短板.２０１８年９月,省委组织省直单位有关同志组建省派D县乡村振兴服务队,在土

地增减挂钩政策背景下围绕 “一户多宅”治理等展开服务工作.作为省派服务队的目的地,D县 X镇在农村

宅基地治理中动力与阻力兼具,利益主体及其关系较为凸显,因此具有较好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另一方面,
如何进入现场,是使用参与观察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４].笔者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有幸以省

派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员身份到X镇驻点工作,得以 “顺利”进入现场.在将近一年多的工

作周期内,笔者参与了X镇的 “一户多宅”治理工作,开展了广泛的入户调查,对乡政府干部、村干部以及

普通村民开展访谈２０余人次,组织座谈会２次,搜集到县、乡、村三级组织发布的与之相关的文件资料,
获得了相对详细的一手材料.

２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背景下,农村宅基地治理问题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得到多个学科领域

的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关宅基地治理的制度研究.一是从制度历史的角度,探讨宅基地制度演变的历史脉络、

内在逻辑以及未来的政策取向.杜焱强等将宅基地制度划分为农户私有、集体公有、制度适度调适、
腾退机制探索和 “三权分置”改革五个阶段[５].高圣平对不同时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政策梳理,
建议在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未来应下放宅基地审批权限,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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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６].董新辉考察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历史演变,所反映的立法思想、治理体系以及权利属性

的转变[７].刘守英和熊雪锋则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需求和动力[８].二是在 “三
权分置”的框架下,探讨宅基地法律属性及其制度构建.温世扬和梅维佳认为,“三权分置”改革旨在

确保集体所有权保障功能的同时,释放宅基地使用权的融资功能[９].严金明等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

应在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动摇的前提下,以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实现资源市场配置优化和农民财产价值显

化[１０].郑尚元指出,在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适度流转才能使制度不致僵化,亦不致因 “自由”流转

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１１].
第二,有关闲置宅基地及其盘活利用策略的研究.宅基地和房屋的闲置现象在农村已经相当普遍,达

到较高的规模和比例.据李婷婷等开展的全国典型村庄调查发现,２０１８年全国村庄闲置程度平均为

１０７％,且在东部、平原地区更为严重[１２].艾希分析了宅基地闲置的原因,包括建新房不拆旧房、外迁、

老宅基地过剩、继承等[１３].现实中,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成为农村宅基地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多地

开展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创新实践,学者们也积极对这些实践开展研究.张勇等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统

筹考虑村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等,因地制宜选择盘活利用模式[１４].杨璐璐和王航航对五种

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实践中不同程度地面临资金、退出意愿、产权认定等发展难

题[１５].还有学者研究了宅基地盘活实践中面临的障碍,张勇提出了 “人的障碍”和 “地的障碍”双重制

约因素[１６],严金海探讨了由产权设计与治理结构的内在缺陷导致的集体、农户与市县政府之间的土地利

益冲突[１７].

第三,有关宅基地整治中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研究.农村宅基地整治的政策实践,某种程度上依赖于

农户退出宅基地的选择,尤其是对闲置宅基地和 “一户多宅”等不合理占用宅基地情况的退出.对农户宅基

地退出行为的研究,大部分围绕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彭长生和范子英在安徽的调查发现,在一定的

前提下,有９０％的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１８].陈霄利用重庆的调查数据[１９]、张慧利和夏显力从农村劳动力流

动的视角[２０]、杨玉珍从行为经济学视角[２１]分别考察了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显示,农

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既受到微观层面个体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市场、制度及社会等层面风险的宏观因素

影响.
可以看出,围绕农村宅基地整治问题,已经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进展.这些研究回应了农村宅基地改革

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有利于明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的重要背景、现实意义以及未来方向,
而且有利于准确理解农村宅基地整治工作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挑战.然而,当前绝大部分研究只是把宅基地

问题作为 “土地”问题来研究,较少有研究将其作为一个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来讨论,在分析视角上存着

“重微观、轻宏观”的不足.事实上,在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与其他乡村治理问题一样,对闲置宅基地的

整治盘活以及对 “一户多宅”宅基地治理,实际上涉及多行动主体之间复杂的谈判与讨价还价议程,遵循基

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到宅基地整治的 “社会治理”面向,比如刘锐和张弼格探讨了如

何从 “三治”的角度化解农村宅基地纠纷[２２],吴业苗关注到乡村空间治理情境复杂性对合村并举的影响[２３].

但总体上看,尚缺乏研究深入到具体的农村宅基地整治过程,探求基层政府、村集体、农户等不同行动者的

行动选择及其对宅基地整治成效的影响.本文尝试通过对４个村庄宅基地整治案例的分析,进入到具体社会

治理情境之中,以探究:在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红利背景下,基层政府何以动员村级组织发起宅基地整治项

目;村级组织又是如何组织和推动宅基地整治项目实践;在村一级层面,宅基地整治项目的治理效果如何;
宅基地治理效果何以在村庄层面出现差异.

基于上述的研究问题,本文的逻辑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本文的主体论证部分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依

次展开,厘清宅基地治理的现实背景,理顺宅基地治理的主体互动关系,评估宅基地治理的政策效果,分析

宅基地治理的动力阻力兼具的治理条件.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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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析框架

３　增减挂钩政策红利下 “一户多宅”的治理背景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国务院于２００４年发布 «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规定,“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２００８年,国土资源部开

始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试点.２０１０年,国务院下发 «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

２０１６年,国土资源部印发 «关于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通知»,明

确按照应保尽保的要求,加大对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增减挂钩指标支持.２０１７年,国土资源部进一

步印发 «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明确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 “三农”领域

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提出,要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支持政策,全面完成脱贫

任务.
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带有强烈的 “指标激励”机制[２４],激励着地方政府通过村庄整理增加建设用地指

标[２５].这项政策的关键在于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所增加出来的指标可以转换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２６].不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土地指标”意味着自上而下的 “严控”与 “激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拆

旧多少,城镇建设用地便可以新建多少,没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也就意味着没有 “合法”的土地来源[２４].由

于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地方政府想要发展,只有从农村的建设用地着手,以农村土地复垦的方式来增加可以

用于城市发展的土地指标.这种政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地方政府 “经营土地”的行为从城市和城郊地区扩

展到远郊的农村.在中央一轮又一轮的增减挂钩政策驱动下,地方也开始推行符合本地实际的增减挂钩方

案,比如重庆市的 “地票”交易制度、成都市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模式、浙江省义乌市的 “三权分置”
等[２７].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除北京、天津和黑龙江以外,已有２７个省份开展了城乡增减挂钩,总计面

积６０９万亩[３].
在这样的背景下,D县曾于２０１２年前后实施过类似重庆的方案,即通过 “农村建社区”的方式吸引乡

镇驻地附近的农村居民 “上楼”集中居住,从而清理出一批拆旧的土地.但是,这种做法过于激进、步子迈

的太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建社区”的行为没有持续下去.在新一轮增减挂钩政策下,D县于２０１９年开

启 “一户多宅”治理,强调通过对农村闲置、非法占用建设用地的清理和村庄布局的微调给村庄 “瘦身”,
进而将清理出来的土地与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对接以获取土地指标.D县的 “一户多宅”治理是在国家土地

增减挂钩政策刺激下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行动.D县将 “一户多宅”视为整治歼灭战,要求违法 “一
户多宅”应拆尽拆,强调改变资源要素低配、错配、无序配置的乱象,实现清理整治和拓展村集体发展空间

相结合,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D县个性、特色、风貌的乡村振兴道路.在县委、县政府的推动下, “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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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11（总 523）



多宅”治理也取得了显著效果.２０２１年,D县共清查 “一户多宅”和闲散土地３１０００余亩,产生增减挂钩和

占补平衡指标１３０００余亩.

４　“一户多宅”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的实践路径

如前所述,“一户多宅”治理不只是 “土地”管理问题,更是一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议题.自 D县开启

“一户多宅”治理以来,各乡镇积极响应,采取措施推进该项工作在村级层面的落实.研究发现,在治理实

践中,D县形成了多元主体共治的行动者网络 (图２).

图２　D县 “一户多宅”治理的行动者网络

县政府是行动发起者,也是政策制定者.在治理路径中,县政府主要通过开会、发文等行政手段推动工

作开展.２０１９年春节后,县政府多次召开 “一户多宅”工作会议,向相关部门和乡镇布置任务,制定下发了

«D县农村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D县农村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工作指导意见» «关于全

县加快推进农村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的八项措施»等多项治理文件.这些会议和文件规定了 “一户多宅”
清理整治工作的主要政策框架,明确了工作内容、任务目标、工作流程,也对各部门分担的任务作出规定.
整体而言,本轮 “一户多宅”治理有四项主要任务:一是彻底摸清全县农村住宅底数,建立起全县农村住宅

数据库;二是全面拆除农村违法 “一户多宅”,应拆尽拆,深入开展乱搭乱建整治、闲散土地清理,不留死

角和盲点;三是对于清理整治出来的村集体建设用地,积极对接土地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等政策,抓紧立项

复垦,尽快形成效益;四是加强对农村宅基地、农村建房的巡查督察,建章立制,完善相关制度和村规民

约,形成长效机制.
尽管县政府是发起者,但是促使县政府开展行动的则是土地发展集团.该集团由省政府于２０１５年成立,

其核心业务就是土地指标合作服务,“利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等要素,与市、县联合开发土地资源”“以 ‘指
标＋资金投入’与地方政府合作,收购优质土地资产”.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土地发展集团与D县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向D县政府推销了土地增减指标政策和相关操作办法.地方政府实施土地复垦项目,将农村的集体建设

用地转换成耕地,每增加一定面积的耕地,地方政府就能够获得等量的可以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指标.同

时,每亩新增的耕地能够获得一笔复垦补偿金.对地方政府而言,通过农村建设用地的复垦项目,既能够获

得建设用地指标,也能够得到现金收入,也就促使县政府积极推动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工作.
乡镇扮演着县级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 “分包商”角色,是政策向村级组织传导的关键一环.按照上级

政府要求,乡镇统筹安排辖区内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的具体工作.他们既负责上传下达,又需要对村级组

织进行持续的激励和动员,并通过掌握的各种资源为各村行动提供支持.
各行政村是 “一户多宅”治理的实施主体,也是治理行动网络的终端.之所以成为实施主体,一方面因

为村庄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行动单元,大部分农村公共事务主要通过村庄内部的互动来解决;另一方面在

于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属性,宅基地归村集体所有,一村的土地清理和整治不会影响其他村庄.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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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个村庄 “一户多宅”的清退、闲散土地整理以及土地复垦等工作,都需要通过村干部与村民们的持续

互动来实现.在村庄层面,各村的行动步骤相似,在宣传动员和摸底排查的基础上,制定出本村的实施计

划,然后由村干部分工对需要收回、拆除或者搬移的居民 “做工作”.在治理实践中,县政府规定工作任务、
提供政策激励,各乡镇政府主导本乡镇的工作推进,而具体的工作开展则交由各村 “自由发挥”.同时,这

个政策行动网络 “向下层层激励,向上层层负责”,激励主要来自预期经济利益.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D县开展的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工作,并不是仅仅完成对 “一户多宅”的收回

和拆除,而是针对农村的 “一户多宅”现象开展的综合性整治.实质性治理任务有两项:一是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清理,把位于建设用地规划范围内的土地清理出来,这是 “硬任务”,其中 “一户多宅”的清退是核心;
二是将空余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并通过项目验收,其中需要满足可复垦的建设用地集中连片、且与基本

农田没有阻隔两个条件.但是实际上,即使清退出一定规模的建设用地,也多是插花式分布、散落在村落的

各处.承担实际治理任务的村组织要想通过土地复垦项目获得收益,就不得不完成一项隐藏的任务:通过村

落的重新规划布局,将零散分布的空地集中化.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动员部分村民放弃原有的宅基地,在新的

宅基地位置建造房屋.这意味着在各村 “一户多宅”治理工作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村干部和村民

之间利益博弈和讨价还价乃至矛盾纠纷的情况,使得这项工作成为重要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

５　差异化的 “一户多宅”村级治理实践效果

按照谋划,这种与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相结合的农村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可以实现多方受益:第一,能

够增加县域内可用土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第二,通过实施土地复垦项目,D县可以从土地发展集团获

得土地使用指标和复垦补偿资金;第三,因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收益的分配原则,是县里拿指标,乡镇和村庄

分钱.一方面,通过本轮的土地清理整治工作,县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建设土地使用指标,有利于招商引资,
驱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土地指标交易获得的现金收入,刨除土地复垦成本后,由乡镇和村庄两级组织五

五分成,这笔资金将由县财政局设立的专门账户保管.据调查中获得的信息,若能纳入土地增减挂钩项目,
每亩复垦土地可以获得３５万元的补偿.根据X镇摸底调查的情况,全镇能够清理出的土地有１８８３亩,可以

产生增减挂钩项目的土地有２２０多亩.而在编制具体计划时,该镇又将可申请增减挂钩项目的土地增加到

３５０多亩,分三批申报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如果X镇的计划能够实现,镇政府将获得千万元级的收入,各村

也会按复垦土地规模获得不等的收入.如果能够顺利获得这笔复垦补偿金,对于乡村公共事业投资、集体经

济的发展,都能起到关键作用.当然,对于村庄而言,即使没有土地指标交易的现金收益,清理和复垦出来

的耕地,相较于作为集体福利免费分配给村集体成员的宅基地,出租给村民耕种,也能获得更多的租金收

入.因此,整体而言,县、乡、村三级都有获利空间,正向激励凸显,各级领导者也有足够的动力参与治理

工作.
不过,研究发现,尽管D县在全域范围内实行一体化的治理路径,但是行政村层面的治理效果并不是并

驾齐驱、千篇一律的,反而是一种快慢有别、千村千面的局面.如表１所示,X镇４个村落 “一户多宅”治

理工作起步的时间差不多,但在推进的过程中,村庄之间的进展却出现了显著性差异.

表１　X镇４村 “一户多宅”治理的基本情况

村名 总户数/户 总人数/名
“一户多宅”情况

处 面积/亩

清理整治

面积/亩

增减挂钩

面积/亩
整体进度

GC １３１ ３８１ ８７ ２９２ ３４２ ２８２ 完成

DZ ３８７ １４２６ ３５ １００ １９６ － 部分完成

SZ １５４ ５４０ １０ ４５ ４０３ ７８ 部分完成

ZG ２６１ ７４９ ５３ １７０ １３６ － 阻滞

　　GC村的规模在４个调研村庄中是最小的,仅有１个自然村,总共有１３１户、３８１名居民,分为３个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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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在本次 “一户多宅”治理中,GC村被确定为先行村,村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县里举行的工作会议,在

现场领取了工作任务.在X镇的工作计划中,该村被列入第一批土地增减挂钩项目规划.该村的清理重点在

于位于房台上①的村庄旧址,目前仅有几户居民.因此,在这４个村庄之中,GC村的进展最为顺利.截至

２０２１年８月,房台上的住户全部迁居,清理出土地面积３４２亩,其中能纳入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的２８２亩.
在 “一户多宅”治理契机下,GC村实施了村容改造项目,共投入资金２００多万元,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

DZ村只有１个自然村,但总户数有３８７户,总人数达到１４２６名,下设７个村民小组.DZ村认定的

“一户多宅”共有３５处,占地１０亩,此外,村庄范围以外还有一处养殖场租用的荒片,面积约为１０亩.目

前,DZ村已经收回了村外的荒片,并种植了大豆等农作物,清理村内多占宅基地８亩.按照 X镇土地增减

挂钩项目规划,村外的荒片已经纳入第三批申报的项目,但因这块地在原本规划中不属于建设用地,是否能

够通过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的验收,还未可知.

SZ村虽然规模不大,只有１５４户、５４０名居民,但是有２个自然村,设有３个村民小组.该村认定的

“一户多宅”共有１０处,占地４５亩.由于人口流动,村庄空心化情况比较严重,这赋予了村干部比较多的

“闪转腾挪”空间.在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申报中,该村申报了７８亩的项目,主要是SZＧ１村边缘的一块闲置

的土地.在具体实施中,村委会动员在这块土地附近居住的几户居民搬至村中心居住,清理出来的土地大大

超过了原初的计划.目前,该村清理出来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SZＧ１村,共有４０多亩,其中纳入土地增减挂

钩的有７８亩,还有２０亩左右的土地可能会纳入项目之中.借此机会,SZ村完成了SZＧ１村的重新规划布

局,实现了全村内部道路的硬化.但是,在SZＧ２村,阻力较大,进展较慢.

ZG村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户数２６１户、总人数７４９名,村子由２个自然村组成,分为５个村民

小组.从村庄土地使用情况来看,ZG村土地整理的潜力最大.村旧址的房台只有４户居民,预计能够清理

出土地２４亩.２个村子中较小的ZGＧ２村,只有１０多户居民在居住,如果将这些住户迁入ZGＧ１村居住,预

计清理出土地１９亩.原则上,这些土地都能够纳入土地增减挂钩的项目.不过,从进展来看,ZG村的处境

却比较 “尴尬”,房台和ZGＧ２村的居民一直未能成功搬出,勉强清理出来１０多亩的土地,还多是零星分布

的 “荒片”.

６　“一户多宅”村级治理成效差异的因素探析

从治理情境角度来看,４个村庄都属于分裂型村庄类型[２８], “一户多宅”治理面临类似的制度结构和社

会环境②.那么,何以在相似的村庄之间,受到同样的政策刺激,进展却有快慢之分? 研究发现,治理行动

效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动力与阻力兼具的基层实践:一是预期收益和风险影响村级组织推进治理工作

的积极性,二是村干部与少数关键村民之间的能力对比影响治理成效.

６１　预期收益和风险影响村级组织推进治理工作的积极性

对村集体而言,需要对 “一户多宅”治理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虽然政策设计遵循着多方受益的原

则,让 “一户多宅”治理工作带来较为可观的预期收益,很好地激发乡、村两级组织的积极性.但是,在政

策推进过程中,承担土地清理任务的村集体逐渐发现,要想把预期的收益拿到手中并不容易.
第一,村庄 “一户多宅”治理的获利空间有大有小.获利空间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村庄内未被占用的

土地有多少,土地清理的空间有多大.虽然农村宅基地在很大程度上是村庄集体福利产品,集体成员可公平

地要求集体分配宅基地[１５].但因稀缺性带来的排他性,宅基地占有关系的长期存续会形成所谓的 “想象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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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房台是用泥土堆积而成的占地几十亩、高十几米的土台子.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具有防涝功能的建筑景观.因为 X镇历史上是湖泛

区,在房台上建造房屋,能够有效对抗涝灾,近年来已经逐渐废弃.
分裂型村庄中,权力由几个不同的姓氏或者一个姓氏的几个分支分享,公共事务需要通过这几方势力的不断协商来决定.因此, “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总是管用:一则由于少数人的阻拦,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能够形成决议;二则即使按照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

决议,也会因为少数人的阻拦而流产.



有化”[２９].在现实中很容易出现 “先到先得”“谁占上就是谁的”情况.一旦一块宅基地被 “占上”,不管是

出于什么原因,哪怕是被认定为非法,想要收回来也要大费周章.二是空闲土地的分布情况.如果村落的空

闲土地相对集中,那么土地整理的成本就会相对较低,开展土地整理也会相对容易.比如 GC村和 DZ村进

展顺利,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村子空闲土地较为集中,且需要腾退或搬离的户数较少;ZG村则相反,宅基

地紧张,无法为房台和ZGＧ２村搬迁的村民提供新宅基地.
第二,土地整理成本太高会让村级组织产生畏难情绪,止步不前.清理土地、为搬迁的居民建造新房、

复垦土地等,都要花费成本.更何况,这些成本要由村里垫付.虽然政策提供正向激励,但每亩土地的补偿

款是固定的,村集体能否获益、获益多少,要取决于土地复垦花费的成本. “你说把人家的旧房子拆了,让

人家搬家,得给人家盖新屋子吧? 这得花钱吧? 盖三间屋就得１０万元,不给人家盖上新屋子人家不搬.庄

上的地,要平吧,把地平出来了,得耕吧,还得播种,这都是钱,这些钱都得先大队垫上,大队账上哪里有

这么些钱啊 (访谈资料:ZGＧGＧ１).”
此外,各村在基层实践中还需考虑承诺兑现的风险.虽然按照县里计划,扣除土地复垦的成本后,收益

由乡村平分.但是,这里有两个风险:一是能不能顺利通过土地增减项目的挂钩;二是村与镇政府在博弈过

程中能否有效留住补偿款.过往的 “失败”经历影响了村干部对镇政府的信任.如果不能将真金白银拿到

手,或者对收益的预期减少,村干部推进工作的积极性就会受挫.据SZ村党支部书记透露,该村已经先后

垫支２０多万元.各村的干部普遍有这种矛盾的心理,既想着借着 “一户多宅”治理增加一些集体收入,又

怕 “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调研的４个村庄之中,GC村之所以进展最为顺利,就因为他们土地整治的支出是

从镇财政借款的,实施的村容整治等项目,也是由镇里协调的,某种程度上已经落袋为安了.即便如此,

GC村党支部书记仍然感到不安.“你说,俺投了这么多钱,万一钱领不到,咋办啊? 欠人家工程队上这么多

钱,这两天人家跟着俺腚后边要钱哩 (访谈资料:GCＧGＧ１).”

６２　村干部与少数关键村民之间的能力对比影响治理成效

作为一项社会治理任务, “一户多宅”治理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人为的阻力因素.治理工作能否顺利推

进,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推动工作的力量,能不能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化解这些阻力因素.
第一,那些因为 “一户多宅”治理而出现利益受损的家庭,会成为影响工作推进的关键阻力.这些家庭

包括:一是被认定为 “一户多宅”,尤其是那些被认定为非法 “一户多宅”的家庭;二是因为土地集中和复

垦的需要,虽然不是 “一户多宅”,但需要搬离的家庭.实际上,前一类家庭工作相对容易做通,后一类家

庭会更为困难.如果这些家庭中出现 “钉子户”,很可能成为阻碍治理进程的关键 “否决点”.在访谈中,受

访的村干部一致表示农村治理的困难,主要是与村民打交道难.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村集体对村民个

体的约束越来越弱;外出打工就业活动增多,村民的见识也增加了.
村民有自己的街头智慧.他们对治理工作的抗阻,有 “软”和 “硬”两种途径. “硬”就是明确表示不

合作的,无论采取何种办法劝导,都不为所动.ZG村进展不顺,很大的原因就是碰到一户 “硬茬子”,虽然

不是 “一户多宅”,但房子没有建在排上,如果搬开,能够多出一处宅基地.该户多次明确表态,无论如何

也不搬走,而村民委员会也无计可施.当然,现实中 “硬茬子”并不太多,更多的是 “软钉子”,不直接拒

绝,而是以变通的方式达到目的.他们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 “攀” “咬”其他人,找 “挡箭牌”①.在

彼此的 “攀”“咬”之中,处于相似境况的家庭就成为一个松散联盟,谁也不肯先让步,导致治理工作受阻.
二是利用法律和政策漏洞, “合法抗争”.传统上,农民会使用乡土规则让自己的行为 “占理”.随着农村居

民文化水平和法治意识的提升,法律也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一大利器.比如,本次 “一户多宅”治理

中,要求将长时间闲置的土地收回集体,ZG村的一户,老人去世后,儿子进城,剩下的宅基地已经无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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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当地,“咬”和 “攀”是两个常用的词语.“咬”指的是,在我的利益受损或者要我承担某种义务时,与我情况类似的某人,要跟我

有同样的遭遇;“攀”指的是,与我情况类似的某人,得到某种好处的时候,我也应该得到.



住.但在土地清理时,儿子将一车砖堆在宅子里,声称要建新房,结果宅基地无法收回.
第二,村干部的行动能力成为能否化解村民阻力的关键.村干部兼具干部和农民双重身份,因此当前农

村治理的任务,必须依赖村干部来完成.村干部的工作能力也会影响到 “一户多宅”工作的进展.在集体经

济时代,体制给予社队干部很高的权威,让他们能够一呼百应.而如今,这种权威不再,要想说服和动员村

民,更多依赖个人的人格魅力和治理办法.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是,村干部的能力素质极

其参差.在所研究的案例中,对比明显的就是DZ村和ZG村两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DZ村党支部书记,绰

号 “大能人”,而ZG村党支部书记,绰号 “三彪子”.他们的绰号能够反映出这两个书记工作风格和办事能

力.“大能人”已经连任多届,年龄大、脑子活、办法多,他对于如何说服群众有着自己的心得.“你跟群众

打交道,你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不懂政策,你就跟他说.你也得看情况,你跟他说不听,你就找跟

他亲近的人跟他说,他也抹不开面子.该搭东西得搭东西,该搭人情就得搭人情 (访谈资料 DZＧGＧ１).”相

比之下,“三彪子”刚刚当选,年纪轻、脾气大、经验少.他在跟村民打交道时,不会灵活变通,因势利导,
动不动就是拍桌子、发脾气,往往弄得不欢而散.本村村民对他评价并不高.

７　结论和启示

通过对鲁西南D县X镇４个村庄 “一户多宅”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考察,本文再现了基层农村宅基地治

理的实践图景,系统梳理了增减挂钩政策红利下 “一户多宅”治理的实践背景,归纳总结了 “一户多宅”治

理中多元主体共治的实践路径,多维评估了 “一户多宅”差异化的村级治理实践效果,科学探析了 “一户多

宅”村级治理成效差异的因素,主要得出以下四方面主要结论.
第一,自上而下的增减挂钩政策为D县 “一户多宅”治理工作带来了丰富的政策红利.在政策红利的激

励下,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可挖掘的土地资源潜力.政府应该积极探索有效途径,挖掘农村空置土地的使用潜

力,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实际上,这种利用土地政策挖掘农用地潜能的做法得到了官方的认可,２０１９年９月

份,D县 “一户多宅”治理工作被省官方媒体列为七种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经验典型做法之一.
第二,D县 “一户多宅”治理路径中,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且多赢的行动者网络,县、乡、村三级都有

获利空间,正向激励凸显,也取得了显著性成效.在经济激励作用下,D县开展的 “一户多宅”清理整治工

作,并不是仅仅完成对 “一户多宅”的收回和拆除,而是针对农村存在的 “一户多宅”现象开展的综合性整

治.这种经济激励驱动政策实践的机制体现了外来资本输入对乡村治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许多村

庄面临着集体经济弱小的困顿局面,只依靠农村集体自身的力量,想改造乡村面貌非常困难,他们急需乡村

振兴的第一桶金.土地指标交易的收入有效地弥补了乡村振兴的资金需求.
第三,D县 “一户多宅”治理工作在基层村组织层面实践过程中,成效产生了显著异质性.这种异质性

的内在原因在于动力与阻力兼具的基层.村庄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农村社会, “自上而下”的行

政系统与村庄非正式治理结构间相互重叠、勾连[３０].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许多事务都限定在村庄之中,需要通

过村干部与村民的持续互动以及动力阻力的畅通来完成.因此应该正视乡村治理情境的复杂性.
第四,D县 “一户多宅”治理效果在村级呈现差异化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预期收益和风险影响村

级组织推进治理工作的积极性,二是村干部与少数关键村民之间的能力对比影响治理成效. “一户多宅”治

理就像是一面镜子,透过它能够窥探到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复杂状态.同样的政策,进村时有着迥异的表

现,其原因就在于千村千面,每个村庄都处于独特的治理情境之中.村庄既有的土地布局、 “钉子户”的多

寡和表现、村干部的个人能力,都会影响到 “一户多宅”治理的效果,导致不同村庄之间出现快慢有别的

情况.
本文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要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形势的复杂性.开展农村社会治理,单有优惠的政策不

够,还应在细微处下功夫,着力解决细节问题.结合 “一户多宅”治理工作,需注意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

是利益分配和补偿问题. “一户多宅”的治理实质上是农村集体资源的重新分配,如果利益问题解决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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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引起纠纷,产生社会矛盾.受惠于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土地整治可能会获得一定的收益,从而使各方

获益.一方面,要确保村组织能够获得承诺的收益;另一方面,要对利益受损的村民进行补偿,以免对他们

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二是未来治理中应健全村庄合理使用土地收益的机制,不能将土地收益只用于改善村

容村貌,尤其对于集体经济弱小的村庄而言,如何利用这笔资金来发展村庄产业和集体经济意义更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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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PolicyDividend,PracticalEffectandFactorsofRuralHomesteadGovernance
—BasedontheManagementPracticeof“OneFamilyWithMultipleHouses”inDCountyofShandongProvince

WANGShencheng　LIUBaochen
Abstract:“Onefamilywithmultiplehouses”isnotonlythe “land”problem management,butalsoanimＧ
portantruralgrassrootsgovernanceissueThroughthefieldsurveyof４villagesinDCountyinSouthwest
Shandong,thestudyfoundthatthegovernanceof“onefamilywithmultiplehouses”inDcountyhasentered
anewdevelopmentstageunderthepolicydividendlinkedtotheincreaseanddecreasefromtoptobottom,

andformedamultiＧsubjectandmultiＧwinactornetworkinvolvingthecountygovernment,townshipgovernＧ
ment,villageorganization,landdevelopmentgroupandotheractorsHowever,limitedbythecomplexityof
thevillagegovernanceenvironment,theintegratedgovernancepathhasproduceddifferentiatedeffectsatthe
villagelevelThestudyfoundthattherearetwomainfactorsbehindthisdifference:first,itistheenthusiasm
thatanticipatesincomeandriskinfluencevillageＧlevelorganizationtoadvancemanagementwork;second,

theabilitycontrastbetweenvillagecadresandafewkeyvillagersaffectstheeffectivenessofgovernanceThe
governancepracticeof“onefamilywithmultiplehouses”in４villagesofCountyDreflectsthecomplexityof
ruralsocialgovernancesituationTherefore,thestudysuggeststhatinadditiontopreferentialpolicydiviＧ
dends,effortsshouldalsobemadetosmooththedynamicresistancemechanismatthegrassrootslevelin
ordertoensuretheexpectedeffectofpolicypractice
Keywords:“OneFamily With Multiple Houses”;SocialGovernance;Homestead;LandIncreasesand
Decreases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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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导粮农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题中之义.本文借助微观数

据,基于内生动力和外部约束视角,采用 PSM 模型解析了合作社参与对粮农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参加合作社对粮农的绿色生产

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升效果约为３７３３％;但在不同生产环节合作社

的技术推 广 效 果 并 不 一 致,从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施 肥 环 节 ４４１２％、病 虫 害 防 控 环 节

３８６９％、秸秆收割环节３０００％.②对技术采纳程度的分解结果显示,合作社的技术

推广效果 一 方 面 得 益 于 提 高 了 粮 农 的 收 益 预 期 和 生 态 认 知 水 平,贡 献 率 分 别 为

４０６０％、１２５０％;另一方面源于缓解了技术采纳所面临的资金和风险约束,贡献率

分别为１５６０％、２３１９％.据此本文提出,政府要支持和引导合作社发展;而合作社

在技术推广过程中既要激发粮农的内生动力,又要缓解其面临的外部约束,同时针对

不同生产环节制定差异化的技术推广策略.
关键词:合作社;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粮农;倾向得分匹配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７

１　引言

以大量投入化学要素为导向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虽然使中国粮食产量连续７年稳定在６５亿吨以上,但

也导致了水体富营养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制约着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１].为保障

粮食安全,２０１８年国家提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希望以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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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抓手,引导粮农转型绿色生产;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也专门强调要开展绿色高质高效

行动,重点提升绿色农业技术在粮食生产各环节的应用比例.然而,农户作为农业生产决策的制定者和实施

者,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响应并不积极,采纳意愿不高和应用程度偏低的现象普遍存在[２].探讨突破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瓶颈的方式方法,对于推动粮农实现绿色生产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术界已经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丰富探讨,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视角进

行.一是农户的禀赋特征.研究发现,农户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３]、家庭的经营规模、劳动力人数、耕地

条件[４Ｇ５],都对农户的技术采纳程度有显著影响.二是农户的认知特征.研究发现,效益认知[６]、风险感

知[７]、技术认知[８]、绿色认知[９]等心理因素能够左右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行为偏好,进而影响其技术采纳

程度.三是外部环境因素.研究认为,环境规制[１０]、市场激励[１１]、社会网络[１２]、技术培训[１３]等外界因素也

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关键变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行为的影响,如:蔡荣等指出合作社在农技服务获取、农资采购、产品销售和仓储物流等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能大幅提高家庭农场化肥农药的减量施用概率[１４];冯晓龙和霍学喜指出合作社所构建的社会网络拓展

了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能促使其选择环境友好型技术[１５];万凌霄和蔡海龙则认为合作社可以通过实施标准

化生产,倒逼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１６].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少数学者捕捉到合作社在推动粮农应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方面的不俗效果,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在测度影响效应时,过往研究多以某一技术为结果变量,缺乏对不同生产环节技术采纳

行为的比较分析,不利于合作社的精准施策.二是在机理分析时,已有文献多侧重于信息渠道、标准化生

产、社会化服务等外部因素,较少考虑收益预期、生态认知等内在动机,更缺乏将二者结合,系统构建合作

社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机制.鉴于此,本文以山东省５０２位粮食种植户为研究对象,以产前

测土配方施肥、产中绿色防控和产后秸秆还田技术为例,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对合作社的技术推广效果进行加

权测度和差异性分析,并且基于内生动力和外部约束视角构建较为系统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破解绿色生产技

术的推广困境提供实证参考.

２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系统论认为,主体的行为决策是核心决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的共同产物,因此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

采纳程度不仅取决于内生动力是否充足,即 “想不想去做”,还取决于是否有能力打破技术采纳所面临的现

实约束,即 “能不能做到”[５].本文通过梳理过往文献和总结相关理论发现,合作社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者

“抱团取暖”的互助型经济合作组织,是个体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它既可以通过提升收益预

期和改善生态认知来激发粮农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内生动力,使其 “想去做”;又能够帮助粮农缓解技术采

纳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匮乏、抗风险能力不强和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使其 “能做到” (图１).合作社是

解决绿色农业技术推广 “最后一公里”难题的重要载体.据此,提出假说 H１:参加合作社能促进粮农对绿

图１　合作社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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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生产技术的采纳.

２１　内生动力层面

第一,参加合作社能提高粮农的收益预期.一方面,合作社有助于降低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 “成本地

板”.例如,合作社在购买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时具有规模优势,能够借助自身丰富的社会资本

提高农户的议价能力,节约农户的购买成本[１７];而在技术采纳过程中,合作社通过组织技术培训来帮助粮农

掌握技术的操作要点,通过制定生产标准来规定化学要素的施用剂量和使用间隔,降低了农户的学习和使用

成本[１８].另一方面,合作社能提高粮农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 “收入天花板”.例如,合作社的销售渠道更加

多元,可以借助电商、订单农业、社企联合等形式降低中间商的话语权,提高绿色农产品的销售价格[１９Ｇ２０];
而且合作社能推动农户的 “三品一标”认证行为,增加绿色农产品的市场辨识度,破解市场的 “低价竞争困

境”和 “同质化困境”,帮助粮农获得更多的市场溢价[２１].而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和舒尔茨的理性小农假说,
当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产生的毛收益被提高之后,其本身的利己动机会被激发,原有的生产要素配置平衡

也会被打破.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农户倾向于将更多的劳动力、资金、土地要素投入到绿色生产中,进

而提高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１２].据此,提出假说 H２:参加合作社能提高粮农的收益预期,从而提

高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
第二,参加合作社能改善粮农的生态认知水平.在国家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的背景下,为了减少来自政府

监管和消费者舆论的压力,具有规模经营属性的合作社往往不得不考虑传统粗放式农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资

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但由于个体农户的认知能力有限,合作社更倾向于通过宣传教

育、技术培训和参观调研等集体学习的形式,帮助社员了解相关的环境规制,激发其环境危机意识,提升其

对绿色农业技术的环境友好性感知[１３].有研究表明,当农户的生态认知水平提高以后,其自身的利他倾向会

被激活,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２２].具体表现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时不再完全利己,而

是开始考虑并且尊重集体和其他个体的利益,真正将保护环境视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仅会主动减少 “搭
便车”行为,而且愿意尝试用绿色生产技术替代旧有的技术活动[９].据此,提出假说 H３:参加合作社能改

善粮农的生态认知水平,从而提高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

２２　外部约束层面

第一,参加合作社能帮助粮农缓解资金约束.转变技术方式需要改建农田基础设施和购买相关的技术设

备,因此有一定的资金门槛.而合作社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户的外源融资渠道.一方面,它为众多具有

业缘关系的粮食生产者创造了一个大范围、高频率、半开放的乡村公共空间,而这样的强社会网络增加了社

员之间进行非正规借贷的可能性[２３];另一方面,合作社由于经营规模较大、信用评级较好、生产的标准化程

度较高,不仅银行的借款意愿更高,而且政府补贴的限制条件也相对宽松,因此农户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所需

资金的概率更高[２４].事实上,农户几乎所有的生产行为决策都是在其资本禀赋的约束下进行[３],而融资渠道

数目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农户经济资本的多寡.当农户融资渠道较少时,其经济资本相对贫乏,此时迫于

生计需求,农户更倾向于维持农业生产现状,将仅有的资金用于化肥、种子、农药等基本生产资料的购买;
即便有采纳绿色农业技术的意愿,也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满足转变技术方式的资金门槛.而当农户

融资渠道变多时,可供其调配的资金要素就比较充裕,其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更小,此时基于未来的发展需

求,粮农更倾向于转型绿色生产,提高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应用比例.据此,提出假说 H４:参加合作社能缓

解粮农的资金约束,从而提高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
第二,参加合作社能帮助粮农缓解风险约束.粮食生产具有天然的弱质性,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

风险和突发风险贯穿生产与销售的全过程.张梅等的研究发现,合作社在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其对生产链条的精细化管理有助于寒潮、虫灾等自然风险的先期识别和系统防范,农业保险、订单农

业等风险管理工具的搭配使用可以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等其他主体,合作社所构建的利益联结机制则能让

全体社员实现风险的损失共担[２５].研究表明,农户大多属于风险规避型人格,在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情况下,
—３７—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11（总 523）



为了规避风险和稳定收益,其偏向采纳传统的技术方式[７];当风险抵抗能力提高以后,其对采纳绿色生产技

术的行为态度将由 “观望”转向 “尝试”,并愿意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绿色生产中,有助于强化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形成.据此,提出假说 H５:参加合作社能缓解粮农的风险约束,从而提高其对绿色生产

技术的采纳程度.
第三,参加合作社能帮助粮农缓解信息约束.一方面,个体农户作为信息时代的弱势群体,其信息来源

一般局限于亲朋好友和电视新闻,很难全面了解到关于绿色生产的政策内容和市场信息,而合作社则与金融

机构、政府部门、涉农企业和农技站联系比较密切,信息的搜寻成本更低,能够有效拓宽个体农户的信息获

取渠道[２６].另一方面,合作社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扮演了 “知识守门人”的角色,能帮助粮农捕捉政策动向、
解读市场需求和更新技术知识,并且将这些信息以农户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转译和传播,有助于粮农对农业

信息的甄别和消化[２７].有研究表明,信息资源作为信息时代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对于引导农户思考和转变

其行为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农户掌握的信息资源越充分,越容易转变为实用的技术知识和操作经

验,提高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水平,减少畏难情绪的积累,塑造其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的行为偏好[１０].另一方面,信息资源能够优化农户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技术采纳的禀

赋约束,提高技术应用的可能性[２８].据此,提出假说 H６:参加合作社能缓解粮农的信息约束,从而提高其

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

３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３１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成员于２０２１年１０—１２月在山东省诸城市和平度市开展的入户调查;为保证

数据的时效性和真实性,于２０２２年３月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对调研结果进行回访,并对部分原始数据进

行了补充和更新.之所以选择在诸城市和平度市开展有关粮农的技术采纳研究,一方面,山东是产粮大省,

２０２１年粮食总产量超过１１００亿斤①,而且技术进步对其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６５８％,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准;另一方面,两市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方面颇为相似,有效减少了由宏观因素导致的技术采纳差

异[２９],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本次调研以纸质问卷为主,半结构化访谈为辅,在诸城市和平度市分别选择６
个乡镇,各乡镇随机抽取３~５个自然村进行入户调研.课题组成员总共下发问卷５５０份,回收有效样本５０２
份,达标率为９１３％.

３２　研究方法

客观来讲,粮农是否参加合作社虽然是以自愿为基础,但并不属于完全随机的选择,一般会受到个体特

征、家庭特征以及所在地区的影响[１６],由此产生的自选择问题可能使模型的估计结果有偏.而倾向得分匹配

则能利用反事实的分析框架来减少样本数据的自选择偏误,通过比较同一粮农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差异,来

揭示参加合作社对其技术采纳程度产生的影响[１９].
第一步,借助Logit回归来估计倾向得分值PS,将其当作粮农是否参与合作社的条件拟合概率,公

式为:

PS＝Pr(C＝１|Zi)＝E(C＝０|Zi) (１)
式中,i表示不同粮农,C 赋值为１代表参加合作社,C 赋值为０代表不参加合作社,Zi代表可观测的

匹配变量.
第二步,选择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等方法将处理组样本 (参加合作社)和对照组样本 (不参加

合作社)进行匹配.匹配完成后采用共同支撑域检验和平衡性检验对匹配质量进行考核.
第三步,计算入社粮农和未入社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差值,即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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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衡量参加合作社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ATT 的表达式如下所示:

ATT＝E(Y１|C＝１)－E(Y０|C＝１)＝E(Y１－Y０|C＝１) (２)

式中,Y１为处理组样本的技术采纳程度,Y０为处理组样本假设其不参加合作社时的技术采纳程度.

E (Y１|C＝１)可以直接观测,而E (Y０|C＝１)需要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构建相应的替代指标.

３３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借鉴李晓静等的研究,将粮农的部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所在地区设置为匹配变量[１９];将是否参加合作

社设置为处理变量,但由于小麦和玉米的生产周期较长,合作社对社员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效

果[３０],因此将参加合作社时长不足一年的农户样本剔除.不同生产环节对于技术、劳动、知识等要素的需求存

在一定差异,为全面考察农户对粮食生产各环节绿色技术的采纳情况,借鉴杨彩艳等的研究,将粮农对产前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产中绿色防控技术和产后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程度设置为结果变量[６].此外,为探究合作社

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社员的技术采纳行为,本文在内生动力层面设置收益预期和生态认知两个驱动因素,在外

部约束层面设置资金约束、风险约束和信息约束三个驱动因素,并且参考已有文献设置１２个题项进行测量,各

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分法由低到高进行打分,不同意＝１,不太同意＝２,一般＝３,比较同意＝４,同意＝５.最

后,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对结果变量和驱动因素进行加权计算,主要是因为该方法可以客观反映数据的离散情

况,并以此确定指标权重,有效避免了主观赋权所导致的个人偏好问题[３１].结果详见表１.
将入社粮农和未入社粮农的变量均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前者对产前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产

中绿色防控技术、产后秸秆还田技术的实际采纳程度分别为１９６、１８９、２３４,都显著高于后者,说明如果

粮农选择参加合作社,其技术采纳程度可能会被提高.此外,除题项 “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有助于改善环境污

染”之外,在其他驱动因素测量题项的打分结果上,入社粮农都显著高于未入社粮农,说明这些驱动因素可

能是合作社影响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路径之一.

表１　变量测度及差异性检验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变异权重
变量均值

入社 未入
均值差

结果变量: 　(由变异系数法加权测得)

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程度

　产前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纳程度 ０３４ １９６ １３０ 　０６６∗∗∗

　产中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程度 ０３４ １８９ １３５ ０５４∗∗∗

　产后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程度 ０３２ ２３４ １６６ ０６８∗∗∗

处理变量:

加入合作社 　不参加＝０,参加＝１ — １００ ０００ —

匹配变量:

年龄/岁
　 [１８,３０]＝１,(３０,４０]＝２,(４０,５０]＝３,(５０,６０]＝４,(６０,

７０]＝５
— ３１１ ３１８ －００７　

性别 　男＝０,女＝１ — ０５５ ０５１ ００４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或中专＝３,大专及以上＝４ — ２３４ ２２１ ０１３

是否兼业 　不兼业＝０,兼业＝１ — ０３４ ０５９ －０２５∗∗∗

收入水平/万元 　≤２＝１,(２,４]＝２,(４,８]＝３,(８,１５]＝４,≥１５＝５ — ３１６ ３０１ ０１５∗

耕地面积/亩 　≤３＝１,(３,５]＝２,(５,１０]＝３,(１０,２０]＝４,≥２０＝５ — １６５ １５５ ０１０

劳动力数目 　实际数据 — ３８２ ３６３ ０１９∗∗∗

作物类别 　种植玉米＝０,种植小麦＝１ — ０５９ ０５８ ００１

地区 　平度市＝０,诸城市＝１ — ０５０ ０５１ －００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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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变异权重
变量均值

入社 未入
均值差

工具变量:

村入社率
　入社人数占全村人数的比重.≤２０％＝１, (２０％,４０％]＝２, (４０％,

６０％]＝３,(６０％,８０％]＝４,(８０％,１００％]＝５
— ３２８ ２４４ ０８４∗∗∗

驱动因素: 　由变异系数法加权测得

收益预期
　销售绿色农产品能获得可观的收入 ０５４ ２９４ ２０８ 　０８６∗∗∗

　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成本尚可接受 ０４６ ３５４ ２６３ ０９１∗∗∗

生态认知

　粗放式农业生产将对环境造成很大伤害 ０３３ ２７２ ２３０ 　０４２∗∗∗

　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 ０３２ ３００ ２８６ ０１４

　保护生态环境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０３５ ２８７ ２６０ ０２７∗∗

资金约束
　融资时遭受的信贷约束很小 ０４５ ３９６ ３７８ ０１８∗∗

　能申请到应有的政策补贴 ０５５ ３６３ ３０３ ０６０∗∗∗

风险约束

　能够及时识别农业风险 ０３０ ３８１ ３４４ ０３７∗∗∗

　能有效防范农业风险 ０２９ ３９５ ３４８ ０４７∗∗

　能够承担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 ０４１ ３６７ ３３６ ０３１∗∗∗

信息约束
　有足够的渠道获取农业相关信息 ０５５ ２４１ ２２５ ０１６∗

　能有效甄别农业信息 ０４５ ３０３ ２５１ ０５２∗∗∗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表２至表７同.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 (采纳面积/粮食播种面积)×
１００％,按照等级划分为四类,不采纳＝１ (采纳程度＝０),低度采纳＝２ (０％＜采纳程度≤３０％),中度采纳＝３ (３０％＜采纳程度≤６０％),

高度采纳＝４ (６０％＜采纳程度≤１００％).

４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４１　参加合作社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效应评估

４１１　倾向得分估计

在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匹配之前,首先需借助 Logit回归来计算粮农选择加入合作社的条件拟合概率.
由表２可知,就个体特征而言,粮农的年龄大小和兼业程度,对其是否参加合作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

家庭特征层面,变量收入水平、耕地面积和劳动力数目则对其是否参加合作社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

来讲,这些显著变量的影响方向与社会现实和经济学理论基本一致.

表２　粮农参加合作社的倾向得分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统计量

个体特征

年龄 －０２０∗ ０１１ －１８１

性别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１８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７ ０１１ １５３

是否兼业 －０９９∗∗∗ ０２０ －５０４

家庭特征

收入水平 　０１８∗ ０１１ 　１６５

耕地面积 ０２２∗ ０１３ １７２

劳动力数目 ０２５∗ ０１３ １９３

作物类别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３９

区位特征 是否诸城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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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统计量

常数项 －０８１ ０７８ －１０４

LRchi (９) ４５３２

Prob ＞chi２ ０００

Loglikelihood －３１９８３

PseudoR２ ００７

４１２　共同支撑域与平衡性检验

统计显示,入社粮农与未入社粮农的倾向得分值域分别为 [０２８,０８３]和 [０２９,０８３],取交集得

出的共同支撑域为 [０２９,０８３],而且有４９３个样本处于该区域,说明样本损失较少.而图２ (a)和 (b)
分别代表了匹配前后入社粮农 (处理组)和未入社粮农 (对照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图,可以看出匹配后处

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核密度函数曲线比匹配前更加接近,说明匹配效果较为理想,共同支撑域检验通过.

图２　核匹配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倾向得分的概率密度

此外,为确保入社粮农和未入社粮农在匹配特征上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匹配结果还需通过平衡性检验.
本文使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按照有放回抽样,测度两组样本匹配前后的标准化偏差.如表３所

示,匹配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的均值偏差和中位数偏差都高于１０％,而匹配后偏差值则下降到５％以内且

不显著,说明匹配质量较好,通过平衡性检验.

表３　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式 PseudoR２ LR 值 P 值 均值偏差/％ 中位数偏差/％

匹配前 ００７ ４５３５ ０００ １５５ １３２

近邻匹配 (１对２) ００１ ３９３ ０９２ ４０ ２６

近邻匹配 (１对４) ０００ １６６ １００ ２２ １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８１ １００ ２１ ２３

核匹配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９４ １００ ２５ ２１

４１３　影响效应分析

根据表４可知,按照有放回抽样,四种匹配方式得出的估计结果都在１％的统计水平下正向显著,证明

参加合作社能有效促进粮农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即假说 H１成立.就边际效用而言,如果粮农不参

加合作社,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仅为１５０;但由于参加合作社,其技术采纳程度从１５０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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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促进效果为３７３３％.由样本数据的 ATT对比可知,匹配前为０６３,匹配后减少至０５６,说明匹配

前合作社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是包含内生效应和处理效应在内的混合效应,利用倾向得

分匹配则剔除了内生效应,纠正了样本的自选择偏差.

表４　参加合作社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

匹配方式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ATT 标准误 t值

匹配前 ２０６ １４３ ０６３∗∗∗ ００８ ８２６

近邻匹配 (１对２) ２０６ １５２ ０５４∗∗∗ ００８ ６５６

近邻匹配 (１对４) ２０６ １４９ ０５７∗∗∗ ００８ ７３７

半径匹配 (００１) ２０６ １５２ ０５４∗∗∗ ００８ ７０４

核匹配 (００６) ２０６ １４９ ０５７∗∗∗ ００７ ７８１

匹配后均值 ２０６ １５０ ０５６

４１４　差异性分析

为探究合作社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效果是否会受到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在其他

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粮农对产前测土配方施肥、产中绿色防控和产后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程度分别作

为因变量,采用四种匹配方式,重新进行处理效应 (ATT)的估计.
均值结果如表５所示:从 ATT的结果来看,加入合作社对粮农产前测土配方施肥、产中绿色防控、产

后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程度的处理效应分别为０６０、０５３、０５４,且都在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合作社

对粮农在不同生产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都有稳定的促进效果.然而,加入合作社对于三种技术的提

升幅度却有所不同,从高到低依次是产前测土配方施肥４４１２％、产中绿色防控３８６９％、产后秸秆还田

３０００％,说明合作社对粮农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效果会受到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不同

生产环节的劳动特点有所不同,导致粮农对合作社的依赖程度并不一致.其中,秸秆收割环节虽然劳动强度

较大,但劳动的技术含量低,操作要领比较容易掌握,而且使用外包服务所需支付的成本不高,所以无须过

度仰仗合作社的帮助[３２].而肥料施用和病虫害防治环节虽然劳作强度不大,但是要求劳作人员有足够的技术

素养并且能严格把控作业流程,技术要领难以掌握,而且使用外包服务所需支付的成本偏高,所以抑制了农

户的技术采纳行为[３３];相比之下,合作社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培训弥补社员的能力不足,而且可以利用规模优

势帮助其减少服务外包的成本支出,因此参加合作社对粮农在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环节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表５　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影响效应差异性分析

匹配后 产前测土配方施肥 产中绿色防控 产后秸秆还田

处理组均值 １９６∗∗∗ １９０∗∗∗ ２３４∗∗∗

控制组均值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８０∗∗∗

ATT ０６０∗∗∗ ０５３∗∗∗ ０５４∗∗∗

提升幅度 (％) ４４１２ ３８６９ ３０００

４１５　稳健性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倾向得分匹配虽然可以处理因可观测因素造成的样本自选择偏差,而对于由无法直接观

测因素产生的样本选择偏差以及遗漏变量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为保障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刘同

山和苑鹏[３４]、李晗和陆迁[３５]的研究,以村入社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内生转换模型 (ESR)对处理组的平

均处理效应 (ATT)和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ATU)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６所示:ATT的估计结果为０４２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 ATU 的估计结果为１０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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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入社粮农还是未入社粮农,加入合作社都能显著提高其对绿色生产技

术的采纳程度,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此外,产前测土配方施肥、产中绿色防控和产后秸秆还田技术采

纳行为的处理效应估计效果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合作社在不同生产环节的技术推广效果都

是稳健的.

表６　基于内生转换回归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处理效应 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产前测土配方施肥 产中绿色防控 产后秸秆还田

ATT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６２∗∗∗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４)

ATU １０５∗∗∗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３) ０９５∗∗∗ (００３) １３１∗∗∗ (００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工具变量的F 值为１６３６３,并非弱工具变量,并且满足逻辑层面的外生性假设.

４２　参加合作社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机理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加入合作社有助于提升粮农在肥料施用、秸秆收割、病虫害防控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应

用比例,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解析这种影响作用的产生机理.为保证机制分析时也能消除样本的自选择偏差,
本文借鉴李晗和陆迁[３５]的研究,对粮农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进行分解,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计算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分,记为:Dyi＝y１i－y０i.该变量表示

第i个农户技术采纳程度的净提升.
第二,计算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驱动因素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分,记为:Dmi＝m１i－m０i.该

变量用来检测合作社通过哪些因素来影响粮农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其中,处理组与对照组可以看成同

一农户在入社和未入社两种情境下的实验结果.因此,如果某一驱动因素受到了合作社的影响,那么其差分

结果应该显著不为零;反之,则显著为零.
第三,构建Dyi与Dmi的回归方程,分析Dmi中各驱动因素对技术采纳程度净增长Dyi的影响,并计算各

因素的贡献率.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Δyi＝β０＋β１Δmi＋δ (３)
上述三个步骤的具体结果如表７所示.其中,技术采纳行为驱动因素分别为理论分析所提出的收益预

期、生态认知、资金约束、风险约束和信息约束,采用近邻匹配 (１对４)计算,结果如列 (１)所示.而怀

特检验的P 值为０２５２,说明该截面数据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不需采用 WLS (加权回归),只需采用

OLS回归即可,(３)式中β１的估计结果如列 (２)所示.而列 (３)给出的技术采纳程度净增长来源,是利

用技术采纳行为驱动因素的ATT值与β１的系数估计结果相乘得到.列 (４)则表示合作社通过某一驱动因素

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占全部影响效应的比重.

表７　粮农技术采纳程度净增长的分解结果

技术采纳程度

驱动因素

驱动因素的 ATT
(１)

系数估计值

(２)
净增长来源

(３)
贡献率/％

(４)

内生动力
收益预期 ０９３∗∗∗ ０２５∗∗∗ ０２３ ４０６０

生态认知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０７ １２５０

外部约束

资金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０９ １５６０

风险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１３ ２３１９

信息 ０３１∗∗∗ ００６ — —

在内生动力层面.收益预期和生态认知的 ATT和系数估计值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合

作社可以通过提高收益预期和改善生态认知来激发粮农的内生动力,从而提高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

度,验证了假说 H２和 H３.然而收益预期对技术采纳程度净增长的贡献率为４０６０％,远高于生态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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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０％,可能的解释是虽然粮农的技术采纳行为并非完全自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环境收益和其他主

体的福祉利益,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 “利己主义”,因此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仍是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的第一动力.
在外部约束层面.资金约束和风险约束的 ATT和系数估计值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合

作社能缓解粮农在资金和风险方面的现实约束,进而提高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验证了假说 H４和

H５.然而,风险约束对技术采纳程度净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３１９％,略高于资金约束的１５６０％,可能的解释

是技术采纳的资金困境一般能被提前预测,而且农户可以借助银行借款、民间借贷等多种方式有效解决;但

自然灾害、价格波动等农业风险贯穿于粮食生产的各环节,难以提前预测并且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只能通

过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来减少风险的发生概率,借助农业保险、粮食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减少预期损失,而个

体农户对这两项措施的实施程度又普遍偏低,导致风险约束对其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更明显.与理论预期不

一致的是,合作社无法通过缓解信息约束来提高粮农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这与万凌霄和蔡海龙的研究

观点有所不同[１６],可能的解释是多数合作社虽然能拓宽粮农的信息来源,但却忽略了在农户理解能力偏弱和

资本禀赋有限的情境中,如果缺乏合作社的系统引导,信息资源对要素配置的优化作用会大打折扣,也难以

完全纠正农户的认知偏差.
由列 (４)贡献率的结果对比可知,内生动力中收益预期和生态认知的贡献率总和为５３１０％,而外部约

束中资金和风险的贡献率总和仅为３８７９％,说明相较于缓解外部约束,激发内生动力更能提高粮农对绿色

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即 “想不想去做”比 “能不能做到”更为重要.事实上,这种现象与计划行为理论的

观点基本一致,即个体的行为决策虽然会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决策者本身的行为态

度[３６].具体来讲,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过程虽然面临着种种约束,但并非无法缓解;一旦粮农有了足够的内

驱动力,就会想尽办法来解决困难,使自己满足技术采纳的门槛条件.

５　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山东省５０２位粮食种植户的微观数据,借助PSM 模型理清了合作社参与对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结论如下:①参加合作社对粮农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提升效果约为３７３３％.②合作社的技术推广效果受到了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影响,从高到低依次为施肥

环节４４１２％、病虫害防控环节３８６９％、秸秆收割环节３０００％.③提高内生动力层面的收益预期和生态认

知,缓解外部的资金约束和风险约束,都是合作社影响粮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重要路径,贡献率分别

为４０６０％、１２５０％、１５６０％、２３１９％.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政府应坚定支持合作社的建设和推广,鼓励和引导个体粮

农加入合作社走集体经营和规模生产的道路;二是合作社应充分考虑生产环节的异质性,针对不同生产环节

的劳动特点和技术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推广策略;三是合作社在引导粮农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过程中既要激发

其内生动力,又要缓解其面临的外部约束.具体来讲,在内生动力层面,第一要义是通过多元销售、集体购

买生产资料和 “三品一标”认证来提升社员的收益预期,激发其利己动机;此外,要定期开展政策宣传、参

观调研和技术培训来改善粮农的生态认知水平,培养其利他倾向.在外部约束层面,合作社首先要借助小微

贷款和政策补贴等途径构建多元化的外源融资机制,缓解粮农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其次是通过精细化的田间

管理和合理使用农业保险、粮食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来提高粮农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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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ParticipationinCooperativesPromotetheApplicationBehaviorofGreen
PlantingTechnologybyGrainFarmers?

—BasedonthePerspectiveofEndogenousMotivationandExternalConstraints
ZHUPeng　ZHENGJun　ZHANG Mingyue　ZHAOXiaoying

Abstract:Guidinggrainfarmerstoapplygreenplantingtechnologyisthekeytoensuringnationalfoodsecurity．
Basedonmicrodataandfromtheperspectivesofendogenousdynamicsandexternalconstraints,thePSM
modelwasusedtoanalyzetheeffectsandpathsofcooperativeparticipationongreenplantingtechnology
applicationbehaviorofgrainfarmersTheresultsshowthat :①Participationincooperativescanhelp
improvetheapplicationbehaviorofgreenplantingtechnologyamonggrainfarmers,andtheimprovement
effectisabout３７３３％However,thetechnologypopularizationeffectofcooperativesindifferentproduction
linksisnotconsistentFromhightolow,thefertilizationlinkis４４１２％,thediseaseandpestcontrollinkis
３８６９％,andthestrawharvestinglinkis３０００％②Thedecompositionofthedegreeoftechnologyadoption
showsthat,ontheonehand,thetechnologypopularizationeffectofcooperativesstemsfromtheimproveＧ
mentoftheincomeexpectationandecologicalcognitionlevelofgrainfarmers,withthecontributionratesof
４０６０％and１２５０％respectively;ontheotherhand,italleviatedthecapitalandriskconstraintsfacedby
graingrowersintheapplicationofgreenplantingtechnology,andthecontributionratewas１５６０％ and
２３１９％,respectivelyTherefore,thegovernmentshouldsupportandguidethedevelopmentofcooperatives
Intheprocessoftechnologypromotion,cooperativesshouldnotonlystimulatetheendogenousmotivationof
graingrowers,butalsoalleviatetheexternalconstraintstheyface Atthesametime,differentiated
technologypromotionstrategiesshouldbedesignedfordifferentproductionlinks
Keywords:Cooperative;ApplicationBehaviorofGreenPlantingTechnology;GrainFarmers;Propensity
Score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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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com.　

摘要:为分析中国３０个省份 (不含香港、澳门、台湾、西藏)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耕地多

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演变,揭示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机制,本文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超效率SBM 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果:①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耕地

多功能程度总体上呈现增长,其中中部地区增长、东部地区下降、西部地区相对稳

定,中部地区的耕地多功能程度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年 均 增 长 ３４６％,东 部 地 区 的 年 均 增 速 大 于 西 部 地 区,中 部 地 区 最 慢.

②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

低、南高北低、西北部上升、东南部下降的时空分异规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耦合协

调程度下降尤其明显,失调省份均呈现耕地多功能程度滞后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③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呈空间正

相关分布,但省域间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增大,集聚特征逐渐减弱,空间分异越

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实现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发展,需要实

施区域差异化策略.研究可为耕地保护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耕地多功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

法;超效率SB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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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部分,作为农业经营最主要的元素和载体,对农业产出的贡献逐渐减弱甚

至为负的趋势下,还存在大量流失和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对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构成了巨大挑战[１].２０１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

意见»,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提升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耕地保护面临多重压力.耕地具有多功能特性,耕地保护与利用的压力主

要表现为耕地功能之间的权衡冲突,其关键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量”和 “质”的提升[２].反之,
耕地多功能的协同供给也能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揭示耕地多功能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耦

合协调发展规律,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耕地多功能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方面,从耕地多功能视

角,侧重于内涵与分类[３]、评估[４Ｇ５]、权衡与协同关系[６]以及供给与需求关系[７Ｇ８]的研究,涵盖国家、省、
市、县 (区)、乡 (镇、街道)及格网尺度等,包括空间融合视角综合功能水平测度,以及空间分离视角耕

地子功能评估及功能关系分析.有学者开始从总量和结构上探讨耕地多功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９],研究

显示,耕地多功能总量的提升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而耕地多功能的协同作用还没有显化.增

长理论认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其增长差异是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存在差

异的重要原因[１０],因此,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侧重讨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包括从行政单元尺

度[１０]及农户主体[１１],探讨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比如农业机械化[１２]、农业信息化[１３]、农村基础

设施[１４]、劳动力迁移[２]等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碳排放、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优化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一些研究提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１５Ｇ１６].耕作环境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中受到关注[１７Ｇ１８],集中于耕地利用方式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１９Ｇ２０].
全球土地计划 (GLP)将耕地多功能作为研究土地利用在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耦合关系的基

础框架[２１].一些研究从空间分离的视角,关注耕地生产功能、生态功能与经济发展等耕地多功能子系统和农

业经济发展子系统[２２Ｇ２３],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揭示耕地多功能和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总体上,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断发展,但现有研究集中于空间分离视角某一个或多

个耕地子功能对农业发展的单向影响研究.从空间融合视角,采用全排列综合图示指示法的耕地多功能评估

考虑了耕地多种功能高低的同时,也兼顾了耕地多种功能的协同发展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全面

反映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并考虑到了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益.本文在分析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互作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３０个省份 (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土

地利用数据和经济、社会、农业统计数据,采用全排列综合图示指示法、超效率SBM 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

型,探究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时空发展规律,为高效保护耕地、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提供依据.

２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作用机制

耕地多功能是土地利用过程中耕地为人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粮食、蔬果、纤维等的物质产出

功能,调节水源、大气、土壤等的生态功能,提供就业和生活保障的劳动力承载功能,以及提供耕作风景与

农业开敞空间的景观美学功能等[３].全要素生产率是总产出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及其他中间投入后剩余

部分,常分为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变化,纳入碳排放、农业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了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代价,可以全面反映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１８].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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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机制

一方面,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促进.耕地多种功能协同发展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的内在动力:耕地粮食、蔬果、纤维等物质产出功能提升直接带来农业产出增长;耕地劳动力承载功能保

证了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提升技术效率的同时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２];耕地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功能

提升可增强耕地本体质量,降低自然灾害发生,减少要素投入,间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２４];耕地景观美

学功能的显化可以增加主体对耕地价值的认同[１０].同样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耕地多功能协同发

展提供外在支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技术效率的提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农业劳动者

从事农业的意愿随之提高,耕地物质产出功能和劳动力承载功能增长.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处在较高水平

时,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好的农业污染防控技术,改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耕地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功能得

到更优的保护,耕地景观美学功能也更易显化[２５].
另一方面,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制约.耕地的一种或几种功能不足会引起耕地多种

功能不均,使耕地多功能综合水平降低,发展潜力下降,制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耕地物质产出功

能降低直接影响农业经济产出;耕地劳动力承载功能下降会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对粗放型农业产生巨大冲

击,大量年轻、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转至二三产业,影响农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选择,间接影响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２６Ｇ２７];耕地固碳释氧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下降将增加农业非期望产出,降低耕地发展潜力,间

接影响耕地物质产出[２５Ｇ２６];耕地景观美学功能不足使农业政策和财政资金倾斜不足,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完

善,阻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２６].相应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时,技术效率降低使农业生产

要素无法有效配置,对耕地物质产出和劳动力承载功能不利;技术进步缓慢制约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污

染不能得到较好控制,使非期望产出增加,耕地物质产出降低,造成更多优质农业劳动力流失,限制耕地景

观美学等衍生功能显化,制约耕地多功能协同发展.

３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３１　耕地多功能评估方法

３１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相关研究[４Ｇ６],将耕地多功能划分为物质产出功能、固碳释氧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劳动力承载功

能和景观美学功能,建立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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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功能代码 耕地功能 性质 度量指标

F１ 物质产出功能 ＋ 耕地单位面积粮食、蔬菜和瓜果产出

F２ 劳动力承载功能 ＋ 耕地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强度

F３ 固碳释氧功能 ＋ 耕地单位面积固碳释氧量

F４ 水源涵养功能 ＋ 耕地单位面积农作物降水截留量与土壤层蓄水量之和

F５ 景观美学功能 ＋ 耕地景观连片度

物质产出功能是耕地最基本、最主要的核心功能[２８].参考已有研究[４],以耕地单位面积粮食作物产量,
和蔬菜和瓜果两种主要经济作物产量表示:

F１a ＝粮食总产量/耕地面积 (１)

F１b ＝蔬菜总产量/耕地面积 (２)

F１c ＝瓜果总产量/耕地面积 (３)

F１＝F′１aw１a ＋F′１bw１b ＋F′１cw１c (４)
式中,F１a 、F１b 、F１c 分别为耕地单位面积粮食、蔬菜和瓜果产量,F′１a 、F′１b 、F１c 分别为F１a 、F１b 、F１c

标准化后的结果.w１a 、w１b 、w１c 为权重,经熵权法计算,w１a ＝０２４０,w１b ＝０３６９,w１c ＝０３９１.
劳动力承载功能是耕地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与就业的能力[４],以单位面积耕地劳动力投入强度衡量:

F２＝区域农业劳动力人数/区域耕地面积 (５)

固碳释氧功能指耕地提供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是耕地生态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９].参考农田生态系统

价值评估方法计算:
干物质量＝经济产量 × (１－作物含水量)/经济系数 (６)

F３＝固碳释氧量 (米３)＝ (CO２ 吸收量＋O２ 释放量)/耕地面积 (７)
结合中国实际及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水稻、玉米、大豆、小麦、油菜、棉花和蔬菜７种代表性作物,计

算依据为植物生产１克干物质吸收固定１６３克CO２,释放１２克 O２
[３０].

水源涵养功能为耕地生态功能又一重要组分,考虑土壤层蓄水量和作物冠层降水截留量,采用综合蓄水

能力法[３１]测算:

Q１＝∑(Si×Hi×λi) (８)

Q２＝∑(Cij ×mi×αj) (９)

F４＝Q＝Q１＋Q２ (１０)
式中,Q１ 为土壤层蓄水量;Si 为区域i耕地面积;Hi 为区域i耕地 单位面积土壤层平均厚度;λi 为区域i

耕地单位面积非毛管孔隙率;Q２ 为作物冠层降水截留量;Cij 为区域i第j种作物种植面积;mi 为区域i年降

水量;αj 为第j种作物降水截留率,参考马波等[３２]的研究取值;Q 为耕地土壤层蓄水量Q１ 与作物冠层降水截

留量之和,即耕地的水源涵养功能.
连片的耕地与园地、水体等形成的高功能景观组合更具美学价值[６],选取耕地斑块聚集度作为耕地景观

美学功能的测度指标:

F５＝AI＝
gii

max→gi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１)

式中,AI为耕地斑块聚集度,gii 为耕地相似邻接斑块数量.
为解决各评价指标量纲不同的问题,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以上指标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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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型指标,rij ＝(xij －xjmin)/(xjmax－xjmin) (１２)
对于 “－”型指标,rij ＝(xjmax－xij)/(xjmax－xjmin) (１３)

式中,xij 为第i年第j项指标实际值;rij 为第i年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数值;xjmax 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

值;xjmin 为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

３１２　耕地多功能测度

耕地多功能中每一种耕地功能都不是独立的,功能之间存在权衡[３３].为探讨耕地系统中不同功能之间的

权衡或相互作用,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度量耕地功能多样性的同时,反映不同功能之间的相互作

用程度.五种耕地功能组成五边形区域,代表耕地多功能水平,每种功能越高且越平衡,耕地多功能水平越

高、越稳定[３４].由于五边形面积在不同的功能组合顺序上会有所不同,本文计算不同功能组合顺序下的所有

五边形面积,取平均值作为耕地多功能水平F :

F＝AVG F１F２＋F２F３＋F３F４＋F４F５＋F５F１( ) ×sinα
２{ ＋

F１F３＋F３F２＋F２F４＋F４F５＋F５F１( ) ×sinα
２＋

F１F４＋F２F４＋F２F３＋F３F５＋F５F１( ) ×sinα
２＋} (１４)

式中,α＝７２°.

３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与传统DEA模型和SEM 模型相比,超效率SBM 模型可以对多个完全有效的决策单元评价和排序[３５].
本文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 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超效率SBM 模型主要包括目标

效率值ρ,投入x 、期望产出yg 、非期望产出yb 、期望产出松弛变量sg 和非期望产出松弛变量sb ,具体

测算公式如下:

ρ＝min

１
m∑

m

i＝１

x
－

i

xik

１
s１＋s２

∑
s１

r＝１

y
－
g
r

yg
rk

＋∑
s２

j＝１

y
－
b
j

yb
jk

æ

è
ç

ö

ø
÷

(１５)

st

xk ＝Xλ＋S－,yg
k ＝Ygλ－Sg,yb

k ＝Ybλ－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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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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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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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式中,m、s１ 和s２ 分别投入指标、期望产出指标和非期望产出指标类别数,λ为权重向量,k 为被评价的

决策单元.
本文测算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狭义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即种植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选取

的投入产出指标如表２所示.

表２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及说明

指标种类 指标选取 计算方法

投入
劳动投入 农林牧渔就业人数× (种植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土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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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标种类 指标选取 计算方法

投入

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

化肥投入 本年度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 (折纯量)计算

农用塑料薄膜投入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农药投入 农药使用量

期望产出 种植业生产总值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的种植业生产总值

非期望产出 种植业碳排放 参考文献 [３６]

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污染,均可使用碳排放量衡量,故选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３６].借鉴IPCC[３６]和

葛鹏飞等[１５]的研究给出的农业碳源及碳排放系数,选取农药、化肥、农膜、灌溉、翻耕和柴油,核算农业碳

排放量.
为分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化趋势,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MalmquistＧLuenberger

(ML)指数:

MLt,t＋１
k ＝

[１＋ρt
０ xt

k,ygt
k ,ybt

k( ) ]
[１＋ρt

０ xt＋１
k ,yg t＋１( )

k ,yb t＋１( )
k( ) ]×

[１＋ρt＋１
０ xt

k,ygt
k ,ybt

k( ) ]
[１＋ρt＋１

０ xt＋１
k ,yg(t＋１)

k ,yb(t＋１)
k( ) ]{ }

１
２

(１７)

式中,ML值大于１表示生产率提高,小于１表示生产率降低.ML指数可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

EC 和技术进步变化TC :

MLt,t＋１
k ＝

[１＋ρt
０ xt

k,ygt
k ,ybt

k( ) ]
[１＋ρt＋１

０ xt＋１
k ,yg(t＋１)

k ,yb(t＋１)
k( ) ]×

[１＋ρt＋１
０ xt

k,ygt
k ,ybt

k( ) ]
[１＋ρt

０ xt
k,ygt

k ,ybt
k( ) ]×{

[１＋ρt＋１
０ xt＋１

k ,yg(t＋１)
k ,yb(t＋１)

k( ) ]
[１＋ρt

０ xt＋１
k ,yg t＋１( )

k ,yb t＋１( )
k( ) ]}

１
２

＝ECt,t＋１
k ×TCt,t＋１

k (１８)

３３　耦合协调度模型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程度[３７]:

C＝
F×MI

(１
２F＋

１
２MI)

２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
２

(１９)

D＝(C×T)１
２ (２０)

T＝αF＋βMI (２１)
式中,C 为耦合度,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协调指数;α和β

分别是耕地多功能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权重,取α＝β＝０５.

３４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在呈现地理变量的空间集群和调查其跨区域的空间特征变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统

计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３８].本文采用全局 Moran’sI值评估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效应:

Moran’sI＝
m∑

m

i＝１
∑
m

j＝１
wij Di－D

－
( ) Dj －D

－
( )

∑
m

i＝１
∑
m

j＝１
wij∑

m

i＝１
Di－D

－
( )

(２２)

式中,m 为空间单元 (省份)的数量,wij 为要素i与j之间的空间权重,Di 和Dj 为D 在相应空间单元i
和j上的取值.全局 Moran’sI取值范围为 [－１,１],越接近１空间正相关性越强,空间集聚分布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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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取值越接近－１空间负相关性越强,空间离散分布程度越强;取值越接近０,越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研究单元呈现空间随机分布.

采用局部 Moran’sI (LISA)值评估省域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LISAi＝zi∑
j

j＝１
wijzj (２３)

zi＝
Di－D

－

α
(２４)

式中,zi 和zj 为空间单元i和j上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值,α表示标准偏差.LISA值分为四种类型:HＧH、

HＧL、LＧL、LＧH.

３５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及统计口径一致性,选取中国３０个省份 (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为研究

对象,采用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３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

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和浙江,中部地区包括安徽、黑龙江、河南、湖

北、湖南、江西、吉林和山西,西部地区包括重庆、甘肃、贵州、内蒙古、宁夏、广西、青海、陕西、四

川、青海和云南.所需数据主要为农业、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以及土地利用数据.其中,农业、经济和社

会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以及各

省份相关统计年鉴,个别省份缺失或异常数据用均值法补充和修正,对产值数据按１９９０年不变价换算.土

地利用数据采用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中国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 (LULC)
图.该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全国土地利用类型遥感监测空间分布数据,基于美国

陆地卫星LandsatTM 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生成,空间分辨率为３０米×３０米.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耕地多功能评价结果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中国耕地多功能指数波动上升,至２０１８年又略有下降.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耕地多

功能演化存在较大差异:中部地区耕地多功能程度最高,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呈逐年增长趋势,而后呈现下降;
东部地区耕地多功能程度次之,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西部地区耕地多功能相对稳定,但耕地多功能程度最低

(图２).

图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耕地多功能变化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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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各省份耕地多功能程度及五种子功能变化 (图３)发现:中部地区的河南、黑龙江

等省份耕地多功能程度逐年上升,以上地区虽因农业经营集约化发展迅速,单位耕地所需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减少,耕地劳动力承载功能逐年下降,但耕地物质产出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固碳释氧功能及景观美学功能

逐年上升,耕地各功能逐渐均匀,故耕地多功能程度逐年上升.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

等东南沿海省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现象严重,优质耕地

后备资源不足,耕地物质产出功能和劳动力承载功能下降,耕地各功能愈加不均使耕地多功能程度逐年下

降.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来源较东部、中部地区少,多依赖农业保障生活,劳动力承载功能较为稳定.但是,
较差的耕地资源禀赋、气候条件使西部地区耕地物质产出功能、固碳释氧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和景观美学功

能始终较低.虽然西部地区耕地各功能随着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呈现增长趋势,但当前西部地区,尤其是位于

西北部的省份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图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各省份耕地多功能及子功能变化

４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如表３所示,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速３４６％,虽然技术效率

年均下降０４４％,但技术进步年均增速４０９％,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分时间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中

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及２１世纪初自然灾害频发有关,如１９９８年长江、
嫩江、松花江等江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２０００年南北方均发生旱灾,２００３年淮河、渭河流域发生洪灾等.

２００４年起,中国开始出台增加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补贴,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强农、
惠农政策,提升了农民种植积极性,农业技术效率增加,但化肥农药投入增加而产生的农业污染问题越发严

重.为此,国家出台了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耕地 “生态红线”划定等,研发和推广农业绿色生产

技术等一系列保护农业生产环境的措施,技术效率虽有下降,但技术进步的快速增长依然带动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快速增长.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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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年份 ML EC TC 年份 ML EC TC

１９９５ ０９８４５ ０９９５７ ０９８８７ ２００８ １０８５０ ０９３０８ １１６５６

１９９６ ０９８３１ １００２８ ０９８０４ ２００９ １０６５８ １０１３５ １０５１７

１９９７ ０９６３３ １０２６７ ０９３８３ ２０１０ １１０１５ ０９８６４ １１１６７

１９９８ ０９４０８ １０１０６ ０９３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０７６５ ０９６６４ １１１３９

１９９９ ０９３２０ ０９８８１ ０９４３２ ２０１２ １０５５２ ０９５５９ １１０３９

２０００ ０９４８８ １０２９７ ０９２１５ ２０１３ １０６７８ １００１２ １０６６５

２００１ ０９８０１ １００３４ ０９７６７ ２０１４ １０５５７ ０９８９８ １０６６６

２００２ ０９７３６ １０３９４ ０９３６７ ２０１５ １０６６３ ０９６０９ １１０９７

２００３ ０９９５５ １００８１ ０９８７６ ２０１６ １０７４１ ０９３８１ １１４５０

２００４ １０７６５ １０６４３ １０１１４ ２０１７ １０９１１ ０９９９５ １０９１７

２００５ １０５８０ ０９６４４ １０９７１ ２０１８ １１１０１ １０１７５ １０９１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５４２ １００６９ １０４６９
均值 １０３４６ ０９９５６ １０４０９

２００７ １０９１５ ０９９３５ １０９８７

分区域和省份来看,如表４所示,除海南、河北、安徽、河南、江西和甘肃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略有

下降外,其余省份均呈现增长趋势.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分别为

４９４％、０３５％和４２５％.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农业市场化发展迅速,农业绿色技术起步早,即使技术效率存在轻微下降

(０８１％),技术进步快速增长 (５７６％)仍然带动了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西部地区经济和农业发

展滞后,较低的农业管理水平与基础设施使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相关政策引导下抓住发展机遇、调整

农业结构后,技术效率提升 (０５１％)和技术进步 (３７７％)增长共同带动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中部地区多为产粮大省,较早实现的农业规模化和市场化,使其进一步提升效率的难度较大,现代农

业技术推广难度也高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停滞不前与技术进步缓慢增加,制约了中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

表４　各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省份 ML EC TC 省份 ML EC TC

北京 １０７４６ １０３３８ １０３５１ 江西 ０９７３７ ０９４９７ １０２５３
福建 １０５８８ １００４３ １０５４３ 吉林 １０００６ ０９４０８ １０６３６
广东 １０４３３ ０９９８９ １０４４４ 山西 １００８２ ０９８２９ １０２５７
海南 ０９６４９ ０９５６５ １００８８ 中部平均 １００３５ ０９７２８ １０３１８
河北 ０９８９８ ０９８９５ １０００４ 重庆 １０６３０ １００７９ １０５４６
江苏 １１２８７ １０１３１ １１１４１ 甘肃 ０９８２６ ０９５８３ １０２５４
辽宁 １００６９ ０９５９０ １０５００ 广西 １０３２６ ０９６６９ １０６７９
山东 １０２６１ ０９２１２ １１１３９ 贵州 １０６４２ １０２３０ １０４０２
上海 １０４３９ ０９９８３ １０４５７ 内蒙古 １０４１１ ０９７６８ １０６５８

天津 １１２５６ １０３１４ １０９１３ 宁夏 １１１７８ １１２０８ ０９９７３

浙江 １０８１０ １００５１ １０７５５ 青海 １０５１０ １０３５６ １０１４９

东部平均 １０４９４ ０９９１９ １０５７６ 陕西 １０６４９ ０９９７６ １０６７４

安徽 ０９９５３ ０９７２０ １０２４０ 四川 １０４４１ １００６３ １０３７６

黑龙江 １００６０ １０２５８ ０９８０７ 新疆 １００４９ ０９８８４ １０１６７

河南 ０９４４６ ０９２８４ １０１７５ 云南 １００１２ ０９７４８ １０２７０

湖北 １０４５８ １０００７ １０４５０
西部平均 １０４２５ １００５１ １０３７７

湖南 １０５３６ ０９８２１ １０７２８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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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分析

４３１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

参考相关研究[３９],将耦合协调度D划分为６类:D ∈ [００,０２)为严重失调类,D ∈ [０２,０４)为中

度失调类,D ∈ [０４,０５)为濒临失调类,D ∈ [０５,０６)为勉强耦合协调类,D ∈ [０６,０８)为良好耦合

协调类,D ∈ [０８,１０]为优质耦合协调类.如表５所示,１９９５年,３０个省份中有２个严重失调,７个中度

失调,６个濒临失调,６个勉强耦合协调,９个良好耦合协调.２０１８年,中度失调省份减少为４个,濒临失

调省份增加为１１个,良好耦合协调省份降低为６个,仅有河南１个省份进入优质耦合协调阶段.东部地区耦

合协调程度总体上较好,但随时间发展有耦合协调度逐渐下降的趋势,主要集中于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

沿海省份,这些省份经济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但建设占用优质耕地情况严重,耕地多种功能受到制约,耕地

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走向失调;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湖北、湖南等传统农业大省,耦合

协调程度良好,且随时间推进呈现上升,这与以上地区耕地资源优质、耕地多种功能显化较好,且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有关,已经形成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良好互动;西部地区耦合协调

度虽然逐年上升,但薄弱的耕地资源条件和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和政策倾斜的不足,使

西部地区耕地多功能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仍处于失调状态.总体上,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

低的空间分异规律,且西北部逐渐上升、东南部逐渐下降的时间演化特征.至２０１８年,仍有１７个省份处于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失调的状态.

表５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

省份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

D D D D D D 耦合协调度类型

河南 ０６８５３ ０６７７９ ０７５１１ ０９５５７ ０７３８５ ０８００９ 优质耦合协调

山东 ０７４６７ ０７０９５ ０７３５５ ０８０１７ ０６９５６ ０７０８３
湖北 ０６６８８ ０６６４２ ０６８３１ ０６９１５ ０７２１６ ０６５３５

黑龙江 ０５４１３ ０４５９１ ０５７５１ ０６３８２ ０５８６０ ０６４５１
江苏 ０７０９８ ０５６６８ ０７０５９ ０６９３４ ０６７５７ ０６２２８
河北 ０６０２４ ０２１９０ ０５９８９ ０６９３５ ０５７５９ ０６０９３
安徽 ０６２８２ ０５７０９ ０５９５２ ０６９０７ ０６３４１ ０６０６２

良好耦合协调

四川 ０７２７６ ０５８２６ ０５８５９ ０６３０７ ０６２５７ ０５９４６
湖南 ０５９８３ ０５６３５ ０５６６１ ０７３００ ０６００４ ０５４８３
广东 ０６４３３ ０５８３２ ０５７６１ ０５４３９ ０５４９４ ０５３０８
广西 ０５２１０ ０５１７４ ０５３６９ ０５６６１ ０５４３６ ０５１９５
云南 ０４２２５ ０４３６０ ０４６０５ ０４１６２ ０４４４０ ０５０９４
浙江 ０６１６２ ０４３１５ ０５０８３ ０４７７８ ０４５２８ ０５０８６

勉强耦合协调

内蒙古 ０３６５４ ０３８２０ ０４１８０ ０４８２６ ０４４４２ ０４８８５

江西 ０５７３７ ０３９８６ ０４５５７ ０５０５０ ０５２８５ ０４８５３

吉林 ０４４０１ ０３９７６ ０４６３６ ０４７６０ ０４６３８ ０４８１６

重庆 ０５１８９ ０４３４２ ０４１３５ ０４３６５ ０４５１８ ０４７１３

新疆 ０１７７８ ０３６０２ ０３９１９ ０４４５８ ０４２９４ ０４６７７

贵州 ０４４２３ ０４３３４ ０４５２７ ０４６２６ ０４８６４ ０４５５６

辽宁 ０４３４８ ０４２０５ ０４２７３ ０４９４４ ０４７４８ ０４４７６

甘肃 ０３７４３ ０３６２５ ０３８６０ ０４４５７ ０４１４１ ０４２６０

陕西 ０４７８５ ０４４７６ ０４４４７ ０４９８４ ０２０１２ ０４２１５

海南 ０３０４４ ０３１０４ ０３２６２ ０３８８３ ０４１６９ ０４０７４

福建 ０５２１６ ０５０９９ ０４５３２ ０４８１８ ０４３７２ ０４００９

濒临失调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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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省份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

D D D D D D 耦合协调度类型

山西 ０４０３５ ０３７２６ ０３９６３ ０４３５０ ０３９２４ ０３８９３

上海 ０３９１９ ０３９３７ ０４３４１ ０３９６５ ０３７３７ ０３８１０

宁夏 ０２３３４ ０１２８３ ０２８３３ ０３７３１ ０３７０９ ０３４２８

天津 ０３７５０ ０３８４８ ０３３１２ ０４０３１ ０３６５６ ０３３２４

中度失调

北京 ０３８１４ ０３５９０ ０３３８４ ０３６００ ０３０２３ ０１７７８

青海 ０１８０９ ０１０３５ ００７８２ ０１６６１ ０１３３７ ００５８８
严重失调

比较标准化后的耕地多功能指数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二者的相对发展程度 (表６):

①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河南和山东长期处于全要素生产率滞后的类型,耦合协调程度始终较好.河南和山东均为

中国的农业大省,耕地多功能水平始终处于全国前列,但依然存在高投入、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

发展现代农业技术,降低非期望产出.②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黑龙江、江苏和安徽从耕地多功能滞后转变为全要

素生产率滞后.其中,江苏和安徽耦合协调度始终良好,黑龙江由勉强耦合协调提升为良好耦合协调,３个

省份耕地多功能水平良好且波动上升,耕地多功能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促进.③其余省份均属于耕地多功能

滞后类型,除河北和湖北耦合协调程度良好外,其余地区均存在耕地多功能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失调现

象.但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福建,因耕地多功能水平逐年下降而造成耦合协调程度随时间逐

渐降低,而位于西部地区的宁夏、新疆、甘肃等及东部地区的海南则因耕地多功能基础过于薄弱,耕地多功

能虽由上升,仍与上升迅速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失调.可以看出,耕地多功能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失调多表现为耕地多功能发展的滞后.

表６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发展程度

类型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１８年

优质耦合协调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 　 　河南

良好耦合协调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 　河南、山东 　山东、黑龙江、江苏、安徽

良好耦合协调Ｇ耕地多功能滞后 　四川、江苏、湖北、广东、安徽、浙江、河北 　河北、湖北

勉强耦合协调Ｇ耕地多功能滞后 　湖南、江西、黑龙江、福建、广西、重庆 　四川、湖南、广东、广西、云南、浙江

濒临失调Ｇ耕地多功能滞后 　陕西、贵州、吉林、辽宁、云南、山西
　内蒙 古、江 西、吉 林、重 庆、新 疆、贵 州、辽

宁、甘肃、陕西、海南、福建

中度失调Ｇ耕地多功能滞后
　上 海、北 京、天 津、甘 肃、内 蒙 古、海 南、
宁夏

　山西、上海、宁夏、天津

严重失调Ｇ耕地多功能滞后 　青海、新疆 　北京、青海

４３２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效应,采用 GeoDA 软件,选

择 Queen邻接矩阵,计算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sI值,并使用随机

分布检验显著性.研究期内全局 Moran’sI值均为正,P 值均小于００５,Z 值均大于１９６,显著性检验通过

(表７).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存在高值区与高值区相邻、低值区与低值区相连的

聚集效应,且全局 Moran’sI值随时间逐渐减小,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集聚性减弱,空间差异逐渐增大.

表７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sI值

年份 Moran’sI Z 值 P 值

１９９５ ０３５８∗∗∗ ３０８８ ０００４

２０００ ０２４５∗∗ ２２７８ 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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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Moran’sI Z 值 P 值

２００５ ０２６４∗∗ ２４１９ ００１５

２０１０ ０２２０∗∗ ２２４６ ００２２

２０１５ ０１７５∗∗ ２１３５ ００２４

２０１８ ０１４５∗∗ ２０５８ ００４１

　　注:∗∗∗代表在１％水平上显著,∗∗代表在５％水平上显著.

对不同年份耕地多功能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做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如表８所示.HＧH
型区域自身耦合协调度与周围省份耦合协调度都较高,在１９９５年有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江西６
个省份,集中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业大省,空间上表现为组团分布,表明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省份通过先

进的技术发展和管理经验的辐射作用,带动了周边区域的进步.但是,随时间的发展处于该类型的区域逐渐

减少,至２０１８年仅剩山东、河南和安徽.LＧL型区域自身和周围省份耦合协调度均较低,１９９５年有新疆、
甘肃,均为西部省份,该类型随时间发展波动减少,至２０１８年仅有新疆,低值聚集现象有所改善.HＧL型

区域自身耦合协调度高而周围耦合协调程度低,仅四川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处于此类型,未来应充分发挥该

类型省份的带动作用,辐射周围省份实现协调发展.LＧH 型区域自身耦合协调度低而周围耦合协调度低,

２０００年的重庆和江西、２００５年的江西、２０１０年的山西、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的四川处于此类型.２０１８年,全

国８０％以上省份在９５％的置信区间下呈现不显著,即不存在显著的聚集/分异特征.至２０１８年,超过８０％
的省份在９５％的置信区间下呈现不显著,明显的聚集或分异特征降低.

表８　耦合协调度LISA类型

类型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

HＧH 型

　山东、河南、江

苏、安 徽、湖 北、
江西

　安徽、湖北
　 山 东、 河 南、
安徽

　山东、河南、安

徽、湖北

　 山 东、 安 徽、
江西

　山东、河南、安徽

HＧL型 　 　 　四川 　四川 　 　

LＧH 型 　 　江西、重庆 　江西 　山西 　四川 　四川

LＧL型 　新疆、甘肃
　新疆、甘肃、内

蒙古
　新疆、甘肃 　新疆、甘肃 　新疆、甘肃 　新疆

５　讨论与结论

５１　讨论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耕地资源流失,面临耕地生态安全危机,分析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互动机制,对于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程度,为中国东部、中部、西

部地区提供可持续的耕地管理路径,以提高耕地多功能利用和农业增长的协调发展.
耕地多功能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处于相互包容和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实

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中部、东部一些传统农业大省,如山东、河南、湖北、河北等,耕地多功能与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程度较高,这些地区往往维持着较高的耕地多功能水平,但高投入高污染的传统

规模化生产造成的非期望产出增加,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造成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于

耕地多功能的现象,同样需要关注.相比之下,其他省份仍存在勉强耦合乃至不同程度的失调情况,主要分

布在西部地区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但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失调原因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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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占用优质耕地现象频发,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耕地多功能水平随时间发展下降,滞后于快速增长的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反,西部地区则因经济发展不足、耕地资源禀赋较差,耕地多功能增长缓慢而始终滞

后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耕地多功能滞后是造成其无法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发展的重要原

因,耦合协调度与耕地多功能水平的空间分布情况相似,也证实了这个观点.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性变弱的

趋势,也提示今后需要加强区域间的联系,发挥高值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缩小地区差异以实现全面发展.
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从空间融合视角,选择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评估省

域尺度耕地多功能,弥补了空间分离视角耕地分项功能研究在整体性、层次性和结构性方面的缺陷;第二,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当前建立指标体系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更加全面;第三,将３０个

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探讨了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发展规律,有利于差异化地

指导各区域耕地规划管理和农业经济发展.未来可从市、县 (区)、农场等单一尺度或多尺度作用进一步探

讨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其耦合机理.

５２　结论

本文在分析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探究中国３０个省份 (不含香

港、澳门、台湾、西藏)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主要发现以下结论.

①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耕地多功能呈现中部地区增长、东部地区下降、西部地区稳定的变化趋势,耕地多功

能程度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３４６％,年均增速东

部地区 (４９４％)高于西部地区 (４２５％),中部地区 (０３５％)最低.②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耕地多功能

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西北部上升、东南部下降,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规律,
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耦合协调程度下降尤其明显.耕地多功能滞后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失调的重要

原因.③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性减弱,省域间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

增大,局部自相关显著的省份逐渐减少,耦合协调度明显的聚集或分异特征减弱.
根据研究结论及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东部地区应重点遏制优质

耕地资源和劳动力流失,注重耕地多种功能协调发展.在严守耕地 “非农化” “非粮化”原则的基础上,利

用其经济发展领先的优势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东部地区农业经济贡献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以调整当

前耕地多功能落后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失调的局面.②中部地区应在巩固现有农业优势的基础上,保持

技术进步推动,注重技术效率提升.进一步优化配置农业资源,鼓励农地流转,提升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
为农业环境友好技术提供更好的推广条件,减少耕地粗放利用和农业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耕地固碳释氧功

能和水源涵养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协同发展,提升耕地可持续利用水平,以实现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更高质量的协调发展.③西部地区应在制度改革方面发挥后发优势,加大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投资和

农业科研投入,结合西部地区耕地资源禀赋现实状况,采取差异化措施提升耕地物质产出,并充分运用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等耕地整治技术措施,改善耕作环境,提升耕地本体质量,以实现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协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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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oupling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of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LandandAgriculturalGreenTotalProductivity

ZHANGSiyu　HU Weiyan　ZHAOKe　WANGLiye　MIN Min
Abstract:Thepurposeofthisstudyistorevealthetemporalandspatialpatternofcouplingandcoordinated
developmentofmultifunctionalcultivatedlandandagriculturaltotalfactorproductivityinChina,andtoproＧ
videreferencesforagriculturalsupplyＧsidereformandagriculturaland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agriculture
andruralareasTheresearchmethodsaretheEntireＧarrayＧpolygonindicatormethod,SuperＧSBM,CouplingＧ
coordinationmodel,andspatialautocorrelationanalysisTaking３０provinces,municipalitiesandautonomous
regionsinChina(excludingHongKong,Macao,TaiwanandTibet)astheresearchobject,usinglanduse
dataandeconomic,socialandagriculturalstatisticsfrom１９９５to２０１８,theresultshowsthat:①From１９９５
to２０１８,thedegreeofmultifunctionalcultivatedlandincreasedinthecentralregion,decreasedintheeastern
region,anditwasrelativelystableinthewesternregionThedegreeofmultifunctionalcultivatedlandinthe
centralregionwashigherthanthatintheeasternregion,andthewesternregionwasthelowestTheaverage
annualgrowthrateofChina’s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was３４６％Theaverageannual
growthrateintheeasternregionwasgreaterthanthatinthewesternregion,andthecentralregionwasthe
slowest②From１９９５to２０１８,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degreeofChina’smultifunctionalcultivatedland
and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showedthetemporalandspatialdifferentiationlawofhighin
theeastandlowinthewest,highinthesouthandlowinthenorth,risinginthenorthwestanddecliningin
thesoutheastThedegre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indevelopedeasterncoastalprovinceshasdecreased
significantlyThedegreeofmultifunctionalcultivatedlandinprovinceswhichinimbalancedregionslagsbeＧ
hindthe growth of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 ③ From １９９５to ２０１８,thecoupling
coordinationdegreeofmultifunctionalcultivatedlandand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showeda
spatialpositivecorrelationdistribution,butthespatialdifferenceof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
provincesgraduallyincreasedTheagglomerationcharacteristicsgraduallyweakened,andthespatialdifferenＧ
tiationbecamemoreandmoreobviousInthefuture,itisnecessarytoimplementregionaldifferentiation
strategytorealiz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cultivatedlandmultiＧfunctionandagriculturalgreentotal
factorproductivity
Keywords:MultifunctionalCultivatedLand;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CouplingandCoＧ
ordinated;EntireＧArrayＧPolygonIndicatorMethod;SuperＧ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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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晰数字技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于合理引导其生

计策略选择,提高数字技术对乡村建设的支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数字

技术、心理状态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供给—需求理论框架,基于２０１８年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 (CFPS)３４２２份农户样本数据,采用 KＧmeans聚类分析、工具变量

法、Logit回归分析以及空间差异性分析探究数字技术、心理状态与农户生计策略选

择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提升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的选

择意愿.②因循守旧的传统心理与风险规避心理对数字技术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

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农户社会不公感知程度强化了数字技术对其非农

化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促进作用.③政府在强化农村基站建设以及加速宽带提速降费

改革的同时,应配合技术培训机制建设,提高农户信任水平,降低其心理状态变化的

负面作用,从供需两方面共同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户合理生计策略选择的支持作用.
关键词:数字技术;生计策略;心理状态;Logit回归;KＧmeans聚类分析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９

１　引言

生计实现是农户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在个人层面,生计策略选择是其致富过程中的途径选择

问题[１];而从社会整体目标出发,合理引导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有助于加速农村三产融合和培育农村特

色生产模式.一方面,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使部分人从基础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农村创新产业的

建设工作中;另一方面,通过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可以加速土地流转,进而实现粮食生产的规模化.近年

来,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取得一定成效,农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农村土地流转不足、农户风险应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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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缺乏以及返贫风险存在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为乡村建设带来严峻挑战.探究影响农户生计行为的内在动

力机制,合理引导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是提高农户外部风险应对能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助力 “乡村振兴

“战略目标实现的必由之路.
针对农户生计策略问题,有学者以生计资本、生计能力与家庭成员就业结构等为基础,对其分类进行定

义与剖析,并试图探索构成农户生计策略转型门槛的重要因素,进而合理引导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帮

助其获得快速致富的能力[２Ｇ３].除此之外,亦有学者关注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风险性问题,并致力于探索

何种生计策略有助于抵御外部冲击[４Ｇ５].从该角度出发的学者认为,农户采用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有助于提升

其收入水平,使其足以抵御外部冲击所造成的返贫风险.赵雪雁的研究发现,生计策略缺乏多元性会产生很

大隐患[６],但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忽略小农多样化生计策略的转换壁垒问题,阻碍了农户选择多样化生计

策略的可行性.故此,探析形成农户生计选择壁垒的主要因素,为政府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是

解决农户生计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
中国数字技术建设业已取得一定成效,这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７].现有研究发

现,数字技术可以为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提供丰富的资金支持,有效激励农户脱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计

方式,使其倾向于兼业型与非农型生计策略[８Ｇ９].但 “数字红利”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加剧了社会中

的不平等现象,催生出社会广泛关注的 “数字鸿沟”问题,对农村家庭的创新创业行为、金融投资行为以及

教育行为等均会产生一定影响[１０Ｇ１２].数字不平等问题加剧了农户对外部风险的感知,使其心理状态发生改

变,进而通过扩大其风险规避意识抑制其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转型[１３].尽管现有研究已证实数字技术可以有效

降低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转型的门槛,且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有助于实现农户生计的稳定性,但仍有很大一部

分农户过于依附农地,这其中难免存在其心理状态变动因素的影响.
就目前来看,“数字技术”的兴起以及 “数字鸿沟”的产生首先为农户带来的是风险还是机遇,尚不明

确.既有研究更多的是从供给端分析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产生的影响,关注农户由于数字技能

缺失而无法分享 “数字红利”的问题.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关于数字技术建设所产生的 “数字鸿沟”现

象,如何从需求端影响农户心理状态的经验证据尚不充分.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农户心理作用亦是研究

乡村建设问题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尽管数字技术的接入带来了 “数字红利”,为农户多样化的生计方式

提供了技术支持,降低了其生计策略转换壁垒.但从需求端而言,由于农户传统观念以及风险规避意识的存

在使其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持有不同态度,进而可能从需求端影响农户主动适应生活方式改变、积极学习和接

入数字技术的意愿.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通过构建一个集成统一分析框架,同时从供给和需求

两个维度探讨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影响效应和典型特征.②采用 KＧmeans聚类分析法,以家

庭收入结构和成员就业分布为基础,根据数据本身特点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三类,避免了主观类型划

分引致的偏误.③开展调节效应分析,检验了农户传统观念、风险规避意识和社会不公感等心理状态在数字

技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期为政

府合理引导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提高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提供理论借鉴与经验支持.

２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经济对于农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数字技术建设的不断深化,其对农户生活方式及各类心理

因素均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分析数字技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路径和

作用机制 (图１).
如图１上半部分所示,数字技术从供给端主要表现出其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外部技术支持,通过提供

信息获取渠道、资金支持以及多样化的择业机会等,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行为产生影响.
第一,数字技术可以为农户构建更为广阔的信息资源平台,帮助其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信息获取能

力[１４Ｇ１６].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为农户提供更多选择契机,进而降低其非农化生计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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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字技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路径

进入门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信息资源平台构建,拓宽农产品分销渠道,且可以使农业生产的信

息来源更为精确,为农户提前采取措施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提供了可能.基于该视角分析,如果数字技术为

农户务农提供了更为优渥的条件,增加了务农的预期收入,则农户一般不会选择非农化的生计策略.
第二,数字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农户的资金约束问题[１７],进而有效降低其自主创业的进入门槛,为其参与

个体经营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１８].但数字技术通过该条路径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的支持力度是否显著仍有待

商榷.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但在农村这种促进作用不明显,
农村居民金融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且存在参与年限短以及集中于短期的小额消费使用等缺陷,真正通过数字

金融贷款投入生产的应用较少[１９Ｇ２１].
第三,数字技术为农户提供了多样化的择业机会,降低了其非农化生计策略的选择门槛.一方面,数字

技术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创新水平带动其产业发展,催生出更多非农就业岗位,为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

提供条件[９,２２];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对于传统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使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资源得以释

放,为其进入非农业生产部门提供了可能[２３].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对农村的技术支持作用

日益凸显,因此可能更多表现出对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的正向支持.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１:
数字技术使用越频繁,农户越倾向于选择非农化的生计策略.

如图１下半部分所示,数字技术从需求端主要表现出由于数字技术使用差异而造成 “数字鸿沟”,并通

过影响农户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其多样化生计方式选择意愿. “数字鸿沟”的传统定义为社会各阶层在使用互

联网时间上的差异,可进一步分化为可及性差异和使用深度差异[２４].“数字鸿沟”的产生,可以激发出农户

的 “社会不公感”以及 “社会不信任感”等心理变化,必然会对微观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２５].本文基于

“数字鸿沟”所造成的数字不平等问题,重点探讨农户心理状态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调节效应和传导机制.
第一,受农村地区长久以来留存的传统观念影响,农户对土地有着天生的依赖感.一方面,对农业用地生

产价值的认知,使农户维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纯农化生计策略,避免由于脱离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潜在不确定

性;另一方面,出于对宅基地社会保障价值的认知,使农户对兼业型与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更为审慎[２６].尽

管数字技术的引入,为其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但受一些传统观念影响,农户更倾向于弱化数字技术对农

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同时,基于数字技术信息平台的供应,数字技术为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提

供了更多渠道,进而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收益,进一步巩固了农户对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偏好.
第二,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会对其行为方式产生影响[２７Ｇ２８],进而对数字技术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关

系产生调节效应.一是数字技术接入为农户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但同时也加剧了农户对于外部风险感知的

敏感度.由于农户属于数字群体中的 “相对弱势群体”,他们对信息的甄别和获取能力有限,导致其易受网络中

“信息泄露”“诈骗”等负面信息的影响,进而使得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抑制了数字技术对其非农化生计策略选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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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促进作用.二是数字技术使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出于风险规避意识,农户不能彻底脱离传统生计方式,
而选择保守型和传统型生计策略[２９].基于以上分析,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使其产生 “社会不信任感”,而被感

知到的风险抑制了其生计策略的主动改变,成为政府合理引导农户生计策略转型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第三,受 “数字鸿沟”的影响,数字技能掌握较差的人群,逐步被隔离在快速转变的生活方式与经济进

步的轨道之外.一是数字技能的缺失客观上提高了非农就业的门槛,使得部分农户由于不能及时掌握数字技

术,而无法顺利获得相关岗位.二是 “数字鸿沟”激发出农户对于 “群体效应”的感知并带来 “社会剥夺

感”,由此导致的农户感受到与社会脱轨的压力,产生 “社会不公感”的心理因素并对其行为产生影响[３０].
三是作为经济上的理性人,感受到的 “社会不公感”促使农户积极学习数字技术,以求获得更高回报和更优

质生活水平,从需求端强化了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数字技术通过为农

户提供多元化就业方式可以促进其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而农户 “社会不公感”越强烈,数字技术对其非农

化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就越强.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经济效能感较高的群体,其 “社会不公感”较

低,这部分群体倾向于避免借贷行为,导致数字技术通过降低农户资金可及性为其多样化生计策略提供技术

支持的作用路径不明显,进而使数字技术对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减弱[２８].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２:农户的心理状态对数字技术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关

系具有调节效应.

３　研究设计

在前述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开展实证检验,以明晰数字技术与农户心理状态对其

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典型特征.

３１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做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 (CFPS)的微观数

据,其样本覆盖中国２５个省份,其调查内容涉及家庭、社区和个体３个不同层次,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

性.第一,由于CFPS数据中家庭部分仅更新至２０１８年,故此,考虑到数据的可匹配性与可获得性,本文以

２０１８年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为样本,对本文所涉及关键核心变量进行筛选.第二,将家庭经济问卷数据与成年

人问卷的个人数据进行匹配,并剔除数据缺失样本.第三,通过筛选共获得３４２２个有效样本用于本文实证

分析.除此之外,本文选取 “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该数据来源于网宿科技发布的 «２０１８中国

互联网发展报告».

３２　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效果,本文在测度农户数字技术接入、使用与划分农户生

计策略类型的基础上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经过IIA检验,发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之间不能满足IIA 假定,故此本文放弃多分类 Logit

模型,而以有序Logit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并以其农业生产脱离程度依次将纯农户、兼业户与非农户由低到

高划分为３个等级,以检验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在有序Logit模型中,将被解释变量划分

为k个等级,其回归中共包含k－１个函数公式.根据模型设定,现定义被解释变量为j(j＝１,２,,k)
等级的概率为P＝ y＝j/x( ) .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共划分为３个等级,因此包含２个函数公式,各模型概率如

式 (１)所示:

P y＝j/x( ) ＝
１

１＋exp－αj ＋β１Digitali＋∑
n

u＝２
βuXi( )

－
１

１＋exp－αj－１＋β１Digitali＋∑
n

u＝２
βuXi( )

j＝１,２,,k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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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１,２,３分别表示纯农户、兼业户与非农户,Digitali 为自变量,Xi 为控制变量;β１ 为本模型主

要观测系数,表示农户数字技术使用对其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作用方向.
为验证农户心理状态对数字技术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的调节作用 (图２);同时,为了便于解释回归结

果,本文将模型做以下转化,具体如式 (２)和式 (３)所示:

log
P y＝j/x( )

P y＝j－１/x( )

é

ë
êê

ù

û
úú＝α＋β１Digitali＋∑

n

u＝２
βuXui＋εi (２)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方法[３１],以农户心理状态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检验模型 (图２):

图２　数字技术、心理状态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关系

其中,模型 (３)加入了农户三类心理状态与数字技术的交互项Digitali ×Psychology１i 、Digitali ×
Psychology２i 和Digitali×Psychology３i ,以此验证心理作用在数字技术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关系中的调节

效应.Psychology１i 、Psychology２i 和Psychology３i 为调节变量,分别表示农户的传统观念、风险规避意识

和社会不公感,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 (２)模型保持一致.当β５ 、β６ 与β７ 显著时,表示农户心理状态在数字

技术影响其生计策略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

log
P y＝j/x( )

P y＝j－１/x( )

é

ë
êê

ù

û
úú＝α＋β１Digitali＋β２Psychology１i＋β３Psychology２i＋β４Psychology３i＋

β５Digitali×Psychology１i＋β６Digitali×Psychology２i＋

β７Digitali×Psychology３i＋∑
n

u＝８
βuXi＋εi (３)

３３　变量选取

３３１　被解释变量

生计策略.廖洪乐在研究中根据农户的收入构成来划分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以２０％和８０％为临界

点,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纯农型、兼业型与纯非农型３类[３２],但吉星等认为这种划分方式存在一定主

观性[３３].借鉴吉星等[３３]的研究,采用 KＧmeans聚类分析法,并依据数据本身特点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

行划分,使分类结果更为客观;同时,根据 Walelign等的研究将农户收入构成以及家庭成员职业分布两方

面同时纳入农户生计策略划分的指标中[３４].且经过组间均值方差检验,财产性收入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

划分的作用并不显著.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以下具体指标作为最终的划分依据:农业收入占比、工资

收入占比、家庭经营收入占比、转移性收入占比、其他收入占比、农业从业人数占比和非农经营人数占比

７类指标,将３４２２个样本观测值划分为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３类.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各指标在

组间皆存在显著差异.

表１　组间均值方差分析结果

单位:％

指标 纯农户 兼业户 非农户 方差 ANOVA 均值

农业从业人数 ６９９５ ５０２０ ４７０ ２３１２０∗∗∗ ４２３７

非农经营人数 ３００５ ４９８０ ９５３１ ２３１２２∗∗∗ ５７７３

农业收入 ５０８８ １０７０ ２５７ １３８８５∗∗∗ １９９５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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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标 纯农户 兼业户 非农户 方差 ANOVA 均值

经营收入 ３７９ ０９２ ６３０ １７５∗∗∗ ３３７

工资收入 ９８７ ８１７２ ５２０１ ３０１４３∗∗∗ ５１８９

转移支付收入 ２５４４ ４０８ ２５７８ ３８５１∗∗∗ １６８１

其他收入 ８６６ １９５ ９９１ ４５５∗∗∗ ６２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１划分结果可知,纯农户的农业从业人数占比最高,且其农业收入占比亦显著高于兼业户与非农

户,其收入来源主要为农业收入以及政府补贴和外部捐助等转移支付收入.兼业户的家庭职业分布基本保持

平衡,农业从业人数与非农从业人数占比基本保持１∶１的比例,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工资收入,农业收入次

之.非农户的家庭职业分布中农业从业人数占比较低,家庭成员主要生计活动以非农经营以及外出打工为

主,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工资收入以及转移支付收入,该类生计策略的营业收入在三类生计策略中占比最高.

３３２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对其使用水平的测度,主要包括其可及性与使用深度两个层面.第一,对于数字技术的可及

性,本文运用 “是否使用移动上网”与 “是否使用电脑上网”两个问题进行衡量,其中有一个问题回答为

“是”则认为已经接入数字技术.如果样本回答已接入数字技术,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第二,对于数字技

术的使用深度,本文借鉴于潇和刘澍[３５]的研究,将 “一周内业余上网时间”这一连续变量按照样本比重划分

为１~５个等级,上网时间越长则表示其数字技术使用频率越高;同时,本文引入了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

的重要性”,以此作为评价农户数字技术使用差异的另一重要指标.

３３３　调节变量

心理状态.基于CFPS调查问卷中农户个人认知的主观态度调查部分的内容,本文选取以下三方面用于

评价农户的心理状态:生活满意度、对未来的信心以及农户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其中,生活满意度代表了农

户对于现存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农户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和以追求稳定为主的传统

思想;农户对于未来信心的自评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对于外部风险的感知,一般认为农户对未来

越具有信心,说明其风险感知越低,相对应的其风险规避意识越弱;农户对其所处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得

分,可以有效衡量其对社会公平的感知情况,若该评分较低说明农户感知到自己处于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对

于社会的不公平感更为强烈.

３３４　工具变量

互联网普及率.鉴于农户生计策略与其互联网使用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而可能存在内生性问

题.故此,本文借鉴杨柠泽等的做法[３６],引入各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其对农户的互联网技术接

入与使用存在影响,但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互联网普及率会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行为产生影响.

３３５　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家庭因素与个体因素两部分.借鉴李卓等[２]、杨柠泽等[３６]的研究,家庭部分相关控制变量主要

包括家庭人口规模与经济状况,个人部分则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等主要

人口统计学因素.

表２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测算方法 均值/频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生计策略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通过 KＧmeans聚类分析法分为纯农

户、兼业户以及非农户
２０４ ０７６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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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测算方法 均值/频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

是否使用网络 　１＝使用,０＝不使用 ０３０ ０４６ ０ １

上网时间/
(小时/周) 　依据样本比例划分为１~５个等级 １７３ １２６ １ ５

　利用互联网获取

信息的重要性
　１ (非常不重要)~５ (非常重要) ２２６ １５５ １ ５

工具变量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 　网民数/人口数×１００％ ５４２１ ８１９ ４３ ８０

调节变量
心理

状态

传统

观念
对自己生活满意度 　１ (很不满意)~５ (非常满意) ４０６ １００ １ ５

风险规避

意识
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 　１ (很没信心)~５ (很有信心) ４１１ １０３ １ ５

社会

不公感
本地社会地位自评 　１ (很低)~５ (很高) ３３１ １１１ １ ５

控制变量

个体因素

家庭因素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２ ０４８ ０ １

年龄 　截至调查年份 (周岁) ５５５５ １２４４ ２０ ９１

受教育水平
　没上过学＝０,小学＝１,初中＝２,
高中＝３,大专及以上＝４

１２７ １０２ ０ ４

政治面貌 　党员＝１,其他＝０ ０１０ ０３１ ０ １

健康状况 　１ (不健康)~５ (非常健康) ２４８ １３０ １ ５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 ３８２ １８３ １ １０

经济状况 　总收入的对数形式 １０３４ １２５ ３５８ １３９０

　　注:观察样本数均为３４２２个.

４　实证结果分析

４１　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直接影响效应

分别以是否使用网络、上网时间和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为解释变量,对模型 (１)进行有序

Logit参数估计,以检验数字技术使用差异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３中 (１)列~
(３)列所示.具体来看,是否使用网络在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即相较于尚未接入网络的农户,已经

接入网络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化的生计策略.其可能的解释是,网络的使用为农户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非

农就业信息,有助于农户了解最新经济发展形势,降低非农生计方式的进入门槛.由表３ (２)列所示,上网

时间变量在１％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表明农户上网时间越长,其越倾向于选择以非农生产为主导的生计

方式.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升有助于其快速积累人力资本,提高非农就业的能力等,从而表

现出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由表３ (３)列所示,将互联网作为重

要信息获取渠道的农户,其更倾向于选择兼业型与非农型的生计策略.这是因为数字技术的使用帮助其拓宽

信息获取渠道,使其及时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最新形势等.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参与降低了

农户的借贷门槛,为其自主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表现出对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正向促进作

用.因此,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 H１的合理性.

表３　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是否使用网络
０２８５∗∗∗

(００８０)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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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１) (２) (３)

上网时间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９)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３)

性别
－０４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４０９∗∗∗

(００７３)
－０４０３∗∗∗

(００７３)

年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

政治面貌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６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５７
(０１０３)

健康状况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家庭规模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经济状况
０２２３∗∗∗

(００４２)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２)
０２２８∗∗∗

(００４２)

地区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５

N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４至表９同.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户主为男性的家庭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其更倾向于农业化生计策略.结果显

示,性别控制变量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示男性较女性非农化生计策略类型的选择概率更低.
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倾向于将外出务工以及个体经营等作为家庭基本收入来源,这与农村的现实状况较为一

致.年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正向的影响.一方面,年龄的增长使其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以及人脉,为其多样化的就业途径以及资金支持提供了更多便利;另一方面,部分老龄化农户随着

年龄的增长对子女反哺以及社会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增高,其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下降,致使将其生计策略

类型划分为兼业户或者非农户.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拥有充足的投资资金,为其多样化的生计选择提供了

外部支持,从而对其非农化的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了积极影响,回归结果与现实比较一致.

４２　农户心理作用的调节效应

本文所分析农户的心理状态主要包括传统观念、风险规避意识与社会不公感,其不同心理状态对微观个

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并进一步影响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作用效果.因此,本文

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传统观念、风险规避意识和社会不公感与数字技术的交互项,以探讨其影响效应,回归结

果如表４所示.其中表４回归结果 (１)列~ (３)列中的数字技术分别指代 “是否使用网络” “上网时间”
和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表４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是否使用网络 上网时间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数字技术
００２３
(０３４４)

０２１７∗

(０１３０)
０２１７∗

(０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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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１) (２) (３)

是否使用网络 上网时间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传统观念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９)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８)

风险规避意识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６)
－０１７２∗∗∗

(００６６)
－０１７３∗∗∗

(００６６)

社会不公感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８)

数字技术×传统观念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数字技术×风险规避意识
０１７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６)

数字技术×社会不公感
－０１１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１)

性别
－０４１９∗∗∗

(００７３)
－０４２０∗∗∗

(００７４)
－０４１７∗∗∗

(００７３)

年龄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

政治面貌
０１６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５７
(０１０３)

健康状况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

家庭规模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经济状况
０２２３∗∗∗

(００４２)
０２１９∗∗∗

(００４２)
０２２７∗∗∗

(００４２)

地区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N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从表４所示结果来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对风险规避意识或社会不公感和数字技术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表明农户风险规避意识或社会不公感对数字技术使用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
本文的农户风险规避意识与社会不公感均为反向指标,农户对未来的信心越高,其风险规避意识越弱;农户

自评社会地位越高,其社会不公感越弱.根据结果所示,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弱化了数字技术对其非农化生

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农户的社会不公感强化了数字技术对其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之所以会

有这样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农户在庞大的数字信息使用群体中处于 “相对弱势地位”,
其对网络环境中信息的筛选与提取能力有限,使其易受不良信息的影响,从而加剧其风险敏感性.尽管数字

技术为其非农化的生计策略选择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从需求端,通过加剧其风险规避意识弱化了数字技术

对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技术的使用加剧了农户对自己所处弱势地位的认知,这

种心理状态的产生提高了农户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并通过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其多样化生计方式选择的

门槛来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户非农化生计方式选择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表４回归结果可知,传统观

念与上网时间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传统观念对数字技术和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转型之间的关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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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存在抑制作用.之所以存在这种抑制作用,可能由于农户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相较于数字技术为其非农

化生计策略转型提供的技术支持,他们对数字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的信息来源及预期收入更为敏感,进而导

致传统观念的存在弱化了数字技术对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虽然农户传统观念、风险规避意识和社会不公感分别属于三类不同的心理状态,

其作用效果亦有所差异,但对数字技术和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调节效应,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

说 H２.

４３　稳健性检验

４３１　内生性检验

分析回归稳健性的一个关键即需要解决内生性问题.在本文中,数字技术使用差异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

择会产生影响,同时农户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转型也会促使其增加对于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二者之间可能存在

双向因果关系,进而引致内生性问题的产生.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以及户主受教育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SLS)估计.基于前文回归结果可知,
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其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根据于潇和刘澍[３５]的研究,受教育水平对农户数

字技术使用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通过表５和表６回归结果显示,其中表５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表６为第

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以后,结果的显著性与作用方向和前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以证明本

文回归结果具有一定可信度.

表５　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内生性检验 (第一阶段)

变量
(１) (２) (３)

是否使用网络 上网时间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互联网普及率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
１１１１∗∗∗

(０１１６)
０２７２∗∗∗

(００２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KＧPWaldrkF 统计量 １１８７２５ ９３２５３ １１２２８５

表６　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内生性检验 (第二阶段)

变量 (１) (２) (３)

是否使用网络
０５１８∗∗

(０１６７)

上网时间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１)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KＧPWaldrkF 统计量 １１８７２５ ９３２５３ １１２２８５

４３２　基于传统生计策略划分方式的进一步分析

本文借鉴廖洪乐[３２]在研究中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划分标准,依据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单一指标,以２０％与

８０％为临界值,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纯农户、兼业户与非农户,再次检验数字技术与农户心理作用对农户

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进一步解析其影响效应与典型特征.回归结果分别如表７和表８所示.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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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传统生计策略划分Logit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是否使用网络
０２６３∗∗

(０１１０)

上网时间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N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表７为传统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基础上的Logit参数估计结果,尽管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的

显著性发生改变,但是整体的回归结果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数字技术的使用有助于提升农户非农化生

计策略选择的概率.

表８　传统生计策略划分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是否使用网络 上网时间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数字技术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２１９
(０１３６)

传统观念
０１１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８)

风险规避意识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２)
－０１７３∗∗

(００７６)

社会不公感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４)

数字技术×传统观念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
－０１９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９)

数字技术×风险规避意识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３３０∗∗∗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０)

数字技术×社会不公感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６)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８

N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表８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心理状态对数字技术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之

间的关系仍然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其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但社会不公感在传统生计策略划分方式

的基础上,对数字技术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具体原因可能是仅以农业收入占比

为划分依据导致将大部分样本划归兼业型生计策略;且将大部分的老年家庭划分为非农型生计策略类型,由

于其本身年龄较大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与丰富的经验积累,故而对社会不公感知较弱,进一步可能导致社会不

公感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整体来说,本文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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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空间异质性分析

基于中国区域发展存在的非均衡性现实,从空间经济学 “块状经济”即集聚经济分析视角出发[３７],本文试

图通过空间异质性分析来进一步解析数字技术、心理状态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空间特征.
第一,不同地域的气候条件以及经济基础不同,因此数字技术的作用路径可能有所差异;第二,不同地域的文

化背景以及主要发展产业存在差异,因此可能导致数字技术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异质

性.故此,本文将已有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３组①,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９所示.

表９　空间异质性检验结果

地区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是否使用网络 上网时间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东部

数字技术
０５１１∗∗∗

(０１７１)
０３４７∗

(０２０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２)
０４２５∗

(０２１９)

数字技术×传统观念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２)

数字技术×风险规避意识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９)

数字技术×社会不公感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５)

Observations ８７３ ８７３ ８７３ ８７３ ８７３ ８７３

PseudoR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９３

中部

数字技术
０２０３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６
(０１８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８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７)

数字技术×传统观念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７)

数字技术×风险规避意识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４)

数字技术×社会不公感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８)

Observations ９１８ ９１８ ９１８ ９１８ ９１８ ９１８

PseudoR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西部

数字技术
０２２１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０
(０１６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８
(０１９１)

数字技术×传统观念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１)

数字技术×风险规避意识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４)

数字技术×社会不公感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Observations １１５７ １１５７ １１５７ １１５７ １１５７ １１５７

PseudoR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８

　　注:表中已对相关控制变量进行控制.

由表９回归结果可知,数字技术对东部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的

影响作用有限.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其可以更好地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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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与资金支持,进而有效降低农户非农化的生计策略转型门槛.且受到生活背景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东

部地区的农户传统的以务农为主的思想观念较弱,数字技术的兴起不仅从供给端刺激了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

略转型,亦从需求端对其起到激励作用.同时也发现,在东部地区,农户传统观念对数字技术和农户生计策

略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亦不明显.在西部地区,上网时间增加可以有效提升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概率,
但由于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与风险规避意识的抑制作用,导致数字技术对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

用减弱.西部地区农业基础发展较为薄弱且加之以特殊的生态环境因素,兼业型与非农型的生计策略有助于

提升其风险应对能力和促进收入增长,但若不能从需求端降低其风险规避意识和摆脱务农为主的传统观念的

影响,数字技术对乡村建设的支持作用亦会有所减弱.

５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论

本文聚焦数字技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主要效应与典型特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构建了一

个纳入了农户数字技术、心理状态和生计策略三个核心变量的集成统一分析框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

技术接入与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影响.首先,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发现,数字技术使用频率

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兼业型与非农型生计策略;并且,农户心理状态会对其最终行为方式产生调节效

应.然后,以２０１８年CFPS中３４２２户农村家庭为样本,构建相关指标体系,采用KＧmeans聚类分析、工具

变量法、Logit回归分析以及空间差异性分析探究数字技术、心理状态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技术从供给端对农户非农化的生计策略选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结果显示,已经接入并使用

数字技术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化的生计策略,并且数字技术使用越频繁其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性

越高.
第二,从需求角度出发,农户心理状态会对其最终行为方式产生调节效应.一是农户传统观念强化了数

字技术对务农预期收入提升的支持作用,弱化了数字技术对非农化生计转型的技术支持作用.二是农户的风

险规避意识对数字技术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主要原因归结于农户属于社会中

的 “相对数字弱势群体”,其信息提取能力较弱,易受网络环境中不良信息的影响,从而在需求端,导致其

对数字技术对其生计方式的支持作用不敏感.三是农户的社会不公感对数字技术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

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其根源在于社会不公感的产生使农户意识到其不利地位,进而促使其积极学习相关

技术,提高了农户对于数字技术使用的需求,从供需端共同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

作用,使农户更倾向于兼业型与非农型的生计方式.
第三,数字技术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导致其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支持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明

显,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有限.且由于地域文化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传统观念这一心理状态在较

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不明显,但对西部地区的反向调节作用显著,未来可能进一步弱化数字技术对其非农化生

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农业人口数已经有大幅度的下降.但想加

速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促进农村三产融合以及培育农村特色产业,仍需进一步通过合理

引导,促进农户向非农化生计策略转型.

５２　建议

第一,加大数字技术的推广力度,提高农户对于数字服务的获取能力,以降低 “数字鸿沟”问题的负面

影响,提高农户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意愿.一方面,加快农村网络基站建设,提高数字技术的普及率,通过

宽带提速降费改革,提升互联网的可及性,拉动数字弱势群体对于数字技术的需求度;另一方面,通过提供

互联网使用的相关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户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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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引导具有非农化生计策略转型优势的潜在农户积极通过土地流转

等,降低对土地社会保障价值与生产价值的认知,提高对农地市场价值的认知,逐渐扭转农户传统因循守旧

的传统观念.
第三,重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构建,关注现有政策体制与数字技术发展的匹配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

使用相关法律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为农户提供更为安全的使用环境;另一方面,重视农户的信任问题,通过

更大范围与更深程度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解决农户生计转型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使

其更为理性地认识风险,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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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DigitalTechnologiesonFarmers’ LivelihoodStrategyChoices
—BasedontheRegulatoryEffectofFarmers’ PsychologicalState

LIUJianguo　 SU Wenjie
Abstract:Clarifyingtheinternaldynamicmechanismofdigitaltechnologyinfluencingthechoiceoffarmers’

livelihoodstrategiesisofgreatsignificanceforreasonablyguidingtheirlivelihoodstrategyselectionand
improvingthesupportingroleofdigitaltechnologyinruralconstructionBasedonthedataof３４２２farmer
samplesinthe２０１８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therelationshipbetweendigitaltechnology,psychoＧ
logicalstateandfarmerlivelihoodstrategyselectionisexploredbyKＧmeansclusteranalysis,instrumental
variablemethod,LogitregressionanalysisandspatialdifferenceanalysisStudieshaveshownthat:①The
useofdigitaltechnologiescanhelpimprovefarmers’willingnesstochoosenonＧfarmlivelihoodstrategies
②Therelationshipbetweentraditionalpsychologyandriskaversionpsychologyondigitaltechnologyand
farmers’livelihood strategy selection behavior hasasignificant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Farmers’

perceptionofsocialinjusticestrengthenstheroleofdigitaltechnologyinpromotingthechoiceoftheirnonＧ
farmlivelihoodstrategies③While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ruralbasestationsandacceleratingthe
reformofbroadbandspeedandfeereduction,thegovernmentshouldcooperatewiththeconstructionoftechＧ
nicaltrainingmechanismstoimprovethetrustleveloffarmers,reducethenegativeeffectsofchangesintheir
psychologicalstate,andjointlyenhancethesupportingroleofdigitaltechnologyinthechoiceofreasonable
livelihoodstrategiesforfarmersfromboththesupplyanddemandsides
Keywords:DigitalTechnology;LivelihoodStrategy;PsychologicalState;LogitRegression;KＧmeansClusteＧ
ring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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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三权分置”改革政策入法的过程中,须从 “赋权”和 “分权”两个维度来

进行法治构建.一方面,要继续强化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以维护集体土地经营者的正当

权益;另一方面,要区分和协调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与集体成员人身权利,以破除集体

土地流转的体制障碍.上述两个维度在法理层面是由集体土地所有权双重属性所决定

的,是现阶段有效实现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客观需要,而在法律技术层面则需要通过设

定制度构筑集体土地物权体系来完成.
关键词:赋权;分权;集体土地物权体系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１０１０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民与农地的关系构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定因素之一.新中国

成立以来,集体土地法治建设始终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首要工作之一.现阶段,集体土地既是农民富裕的

根本依托,也是农村振兴、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而 “三权分置”改革能否有效施行则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关键环节[１].改革开放初期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简称 “承包制改革”)在国家层面由中

央政策先行,后来随着各地实践经验的日渐成熟而逐步 “入法”.而此次 “三权分置”改革是在市场经济和

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延续政策先导并稳步推进的同时,势必更加强调法学理论指导和法治

建构支撑等法律供给的重要作用.目前在中央政策或顶层设计层面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框架,改革

实施所必然牵涉的诸多理论难题都有待学界的深入研讨和实务界的实践检视[２].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实践已反复证明,集体土地法治建设必须始终以农民为根本、以农业为先导和以土地为依托,必须以公平

为基础来不断激发和释放农业生产效率.但是从现阶段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在集体土地自主流转以及征收

补偿等事关集体和农民切身利益的关键环节,仍存在集体和农民被边缘化和缺乏话语权等比较严重的问题.
在 “三权分置”改革法治建构或政策入法这一关键环节,必须彻底改变集体和农民对集体土地 “有地无权”
的不利状况.唯有如此才能科学统筹集体土地的所有与利用问题,才能不断提升集体土地的开发利用水平,
最终使广大农民能够依托集体土地及其收益而不断实现其生存权和发展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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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三权分置”改革法治建构的两个维度

有观点认为,中国集体土地体制改革主要是为促进集体土地有效利用而渐次 “分离”出来土地承包经营

权和土地经营权,集体土地的利用问题比所有问题更为紧要.现阶段 “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任务须定位在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之间如何 “分置”问题上.但是无论从动态的体制改革历

程、还是从静态的法律体系构建来看,集体土地体制改革绝不只是简单的 “分离”或 “分置”问题,而应当

从 “赋权”与 “分权”这两个维度来对其予以考察,并且这两个方面关联密切、不可偏废.

１１　“赋权”维度

对集体和农民予以 “赋权”才是现阶段 “三权分置”改革法治构建的基本任务,也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

土地经营权得以通过 “层层设定”和 “层层解锁”而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中渐次分离出来的法理基础.将土地

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来予以界定和保护,其宗旨正是为了改变集体和农民 “有地无权”这

一状况而在国家体制层面进行的立法回应.在承包制改革实施中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今无论在国家立

法层面、还是在各地实践中仍受到诸多限制,致使其权利构造不完整、权利功能也较弱.以至于在征地补偿

环节,虽然中央文件早就提出要改革征地补偿制度,尤其是要提高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所占

比例,但是在国家立法层面至今都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应否以及如何具体予以补偿进行专门

规定.现行 «土地管理法»第４７条第４款规定,由被征地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依法办理补偿登记;
第４９条规定,由被征地集体向其成员公布补偿费用收支状况.现行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３２条第２款

规定,被征收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青苗等补偿费用归其所有权人所有.而严格来讲,在物权法上自物权与

他物权相对应,因此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土地经营权相对应,“使用权”并非物权法术语.
且根据上述立法规定,对于何谓地上附着物、青苗的 “所有权人”,以及何谓拟征收土地的 “使用权人”,都

有待在后续立法中进一步予以明确.
法谚云 “有权利必有救济”.目前在各地征地补偿实务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人之所以始终无

法得到合理补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尚未在国家立法层面被明确规定下

来.对征地补偿客体以及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等关键问题都没有细化,尤其没有在集体与其成员以及其他集体

土地经营者之间进行明确区分,实质上仍未改变传统集体所有制下已确立的一元补偿制度[４].并且在上述因

素制约下,集体土地开发经营在相当程度上仍具有传统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就具有的身份性、封闭性,改革中

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也未能与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效分离,而这正是导致集体土地至今仍无法

顺畅流转的体制障碍所在.上述状况显然不符合现阶段 “三权分置”改革关于 “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

“放活土地经营权”的顶层设计,而要改变此种不利状况就必须在征地补偿等相关国家立法上对集体与农民

以及其他经营者予以明确区分.根据物权法基本原理,集体获得征地补偿是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这部分收

益构成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和充分保障集体成员权利的根本物质基础;而农户以及其他经营者获得征地补偿是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这部分收益构成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法律实现形式,是农户和其他经营

者实际投入人力、物力以及智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对价,是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人权利预期并

有效推动集体土地顺畅流转的法权保障[５].综上,现阶段 “三权分置”改革其实是在承包制改革基础上对农

户以及其他经营者在集体土地利用方面的进一步 “赋权”,而集体土地体制改革始终都是一个在国家与集体、
农民之间不断对后者予以 “赋权”的法治建构过程,并且这一法治建构过程与社会经济市场化以及国家治理

法治化相耦合.
缘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界定为用益物权? 这与 “三权分置”改革法治建构的 “赋权”维度之

间又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 纵观四十余年集体土地体制改革的实践历程可以发现,在承包制改革初期对土地

承包经营权是具有债权属性、还是物权属性曾存在广泛争议,且在学界逐步形成 “肯定说” “否定说”以及

“折中说”,此种状况直到２００７年 «物权法»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来加以界定和保护以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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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上有所改观.而对土地经营权具有何种法律属性,学界也是莫衷一是,此种状况显然为现阶段改革的

政策入法提供了足够法学支撑[６].其实无论是承包制改革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现阶段 “三权分置”
改革确立的土地经营权,其究竟具有何种法律属性实质上是对承包户和其他集体土地经营者权益如何加以确

认和保障的一种法律定位.在法理学层面这属于应然层面的法律价值问题,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则是在既定

历史阶段上如何调整国家上层建筑以适应客观经济基础,以有效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一根本问题.那么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都界定为 “用益物权”而非 “债权”,在制度更替与选择上又具有怎样的优

越性和必然性呢? 首先就 “支配性”而言,虽然物权和债权都具有支配性但其间又存在明显不同:物权的支

配性是对物的、绝对的,而债权的支配性则是对人的、相对的.其次就 “处分性”而言,因为物权的支配性

是对物的、绝对的,所以物权的处分无须征得他人同意而得以依法自主为之;而债权的处分无论在法定条

件、还是法律程序上都较为严格、烦琐.据此,在国家立法层面最终以 “用益物权”来界定和保护土地承包

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其宗旨就是为了有效克服上述 “债权模式”的弊端,以物权法上用益物权所固有的对

物性、绝对性、自主性,使集体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实现更有效分离,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以及后续的

土地经营权人得以据此真正自主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７].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以后,还可以将其纳入物权登记,这更以国家登记所固

有的公示性、公信力为集体土地的明晰产权、顺畅流转以及规模经营提供了有效的法律程序保障和法律运作

平台[８].至此,农耕文明时期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 “耕者有其田”,经由上述体制改革和法治建构以后便从

安身立命的物质保障演变为一种在新时代条件下得以实现迁徙自由和职业自由的法律权利[９].承包制改革是

在集体所有权基础上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权分置”改革则是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

上再设定土地经营权,在上述 “层层设定”和不断赋权过程中逐渐解构为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根本、以土地

承包经营权为纽带和以土地经营权为关键的集体土地物权体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在法治建构层面体现为国

家立法的连贯性,因此 «民法典»“物权编”仅是对 «物权法»的 “小修小补”而非 “颠覆”[１０].从确立土地

承包经营权再到确立土地经营权,是在这一改革进路上对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不断明确和强化,是改变集体

土地经营者有地无权状况而不断赋权的国家立法回应.

１２　“分权”维度

纵观中国集体土地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都既是 “赋权”又是 “分权”的法治建构过程.在 “赋权”与

“分权”之间,“分权”以 “赋权”为必要前提,而 “分权”则构成体制改革的关键.一般以为,在 “三权分

置”改革中所谓的 “分置”仅是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土地经营权 (简称 “三权”)之间

如何加以合理界分和明晰的问题,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更加基础的 “元问题”,其构成现阶段改革不可或

缺的 “分权”维度.中国集体土地体制改革之所以先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都界定为用益物权,
不仅是对承包户和其他经营者不断予以赋权,同时也是对上述集体土地物权体系与集体成员人身权利的区分

与协调.在中国土地公有制这一宪法框架内,现行立法禁止集体土地所有权交易,因此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能否依法 “自主流转”这一重大历史课题都聚焦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在权利构造上是否包括 “处
分权能”问题上.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于羁绊于承包户的集体成员身份而难以顺畅流转,
厘清集体成员身份权利与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全面推进现阶段体制改革的关键[１１].根据现行立法

规定,虽然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皆属于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但其实又都与所涉集

体成员的成员权利密切关联,并因此与其他国家土地法治构建存在显著区别.第一,集体土地所有权负有保

障广大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特殊法律功能或社会职能,因此须切实保障集体成员的成员权利及权利行使的

民主原则.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一般以集体成员身份和承包权利为前提,并通过签订承包合同来设定,从

改革实践来看这既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效实现形式,也是所在集体成员上述诸项权益得以实现的根本担

保.第三,虽然土地经营权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其与集体以及农民之间看似关联较远,但就整体而

言 “放活土地经营权”既是推动集体土地市场配置和规模经营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现阶段 “落实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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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和 “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或缺的实现形式.综上,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与集体成员人身权利之

间存在密切关联.
有现阶段 “三权分置”改革不仅要合理 “分置”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更须以

“分置”集体土地物权性权利与集体成员身份性权利为逻辑基础,这是使两者从相互羁绊转为良性互促的关键所

在.但有观点认为,在权利构造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就已包含土地承包权,且土地承包权本身就是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有效实现形式[１２].其实该观点是将集体成员身份权利与集体土地财产权利混为一谈了.虽然原则上获

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须以具备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为载体和方式,但是土地承包权与土地

承包经营权之间是前后相继的两项权利,而不是权利构造上的从属关系或者是包含关系.上述观点无论在理论

研究还是在法治构建层面都不利于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与集体成员身份权利之间的明确界分与合理协调,也不利

于法治建构层面 “分权”目标的实现.综上,在国家立法层面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都界定为用

益物权,不仅是对集体、农民以及其他经营者的不断 “赋权”,也是在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与集体成员身份权利之

间予以明确 “分权”,且此种 “分权”是合理分置集体土地不同物权性权利的法理基础.

２　“赋权”和 “分权”统一于集体土地物权体系

四十余年集体土地体制改革缘在上述 “赋权”和 “分权”两个维度展开,其在根本上取决于现阶段中国

集体土地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客观要求.土地私有必然导致土地集中,土地集中又必然导致阶级剥削和难

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开始了土地合作运动[１３].在所有制层面,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公有

制、不是私有制;而在法治建构层面,集体土地所有权也不同于立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土地共有或股份制.在

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纳入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学界先后形成了 “共有”(共同共有说、成员共同)、“总有”“合
有”“法人所有”“合作社所有”等概念和学说,这些研究对正确阐释和科学建构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言都极为

重要,但是在 “政策入法”的关键阶段又亟待摆脱上述众说纷纭状态而建立起基本统一的范式.上述研究都

设定集体土地所有制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１４].在民法上集体土地所有制体现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且后者构

成物权法不动产部分的基本内容.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多为规范性、思辨性分析,对四十余年体制改革实践

仍缺乏深入分析,而从 “赋权”和 “分权”两个维度来考察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土地经营

权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上述不足.

２１　“赋权”和 “分权”须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根本

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不完备相对应,农民集体至今也不具有完备的法律人格,学界对如何将其在民事主

体部分予以安置仍莫衷一是[１５].上述不利局面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仍停留于传统意识形态层面,
在实践中时常被干涉、被排斥,甚至在个别地方至今仍处于农民集体须无条件服从大局的 “全民所有甚至是

权力所有”的状态.在集体土地征收实务中,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并不对等:政府不仅享

有法定公权,更在相当程度上演化为公共利益的化身;而农民集体却无法真正以所有者身份来行使集体土地

所有权,相反依法维权行为往往被视为是不服从大局的自私自利.对此中央多次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并逐

步提高失地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占比,学界也有学者主张农民权益保障的 “多元化”,如实现就业

渠道的多元化以及纳入社会保障统筹体系等.还有评论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其实是一种 “公有利益”,实

质上是服务集体成员的 “集体私权”,而相关立法应属于公法或社会法范畴[１６].
上述观点虽然各有其合理性,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在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农民集

体及集体土地所有权对集体成员生存权和发展权负有保障职能.在根本上这是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

地所有权相较于他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所在,也是体制改革须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备的道路和方向.
现阶段要彻底改变集体和农民 “有地无权”的不利状况,其实出路并不在他者,而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他

财产权利本身,这是考察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上述 “赋权”和 “分权”两个维度内在关联的根本原因.其实集

体土地所有权兼具私权属性和公共属性:在外部关系上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私权属性,而在内部关系上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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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公共属性;此两种属性不仅不相矛盾,且都严格贯彻了平等保护原则.
第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权属性主要是通过上述 “赋权”维度在体制改革进程中不断彰显和积淀下来

的.在对外关系上,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权属性与上述集体土地财产权利及平等保护原则相对应,据此集体

土地所有权得以与国家公权构成纵向上的 “权利/权力”关系[１７],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以及其

他集体土地所有权构成横向的 “权利/权力”关系,这是体制改革缘何要不断赋权以改变 “有地无权”状况

的内在根据.有观点认为,不同农民集体之间存在着包涵或者从属的关系,各集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

的,因此小范围的集体应 “服从”大范围的集体,且不同集体之间是上下级关系[１８].其实此种认识根源于计

划经济时期农村集体组织 “越大越公”,且须 “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渡”的传统意识形态,而与现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战略部署显然不相符合.其实在对外关系方面,基于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不能对集体

土地所有权搞特殊化,不仅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家土地所有权之间、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

以及土地经营权之间要贯彻平等保护原则,即使在不同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也不存在高低或隶属关系.这一

原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及其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而且可以改变集体组织在 “政社合一”时期错位的公法属

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主体模糊、权能残缺等突出问题.综上,集体土地所有权之私权属性是现阶段 “三权分

置”改革及其法治建构缘何须进一步予以赋权的内在决定因素.
第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共属性主要是通过上述 “分权”维度而在体制改革进程中不断彰显和积淀下

来的.在集体组织内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共属性与集体成员的身份权利及平等保护原则相对应,因为在

集体所有制框架内 “农民集体”的法治建构不同于西方法学上的一般法人,而集体成员的 “成员权”也区别

于一般法人的 “社员权”.农民集体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 “特殊法人”而不同于一般法人,在根本上是因为

在集体所有制框架内,集体对其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等诸项权益负担平等保障职能.据此,在农民集体内部,
每个集体成员的身份权利或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 (如土地承包权或表决权),但任何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及

其他集体财产都不享有可分割的特定份额,更不能以个人身份享有或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如 «城镇集体所

有制企业条例»规定,集体企业所有权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每一具体的集体企业所有权归本集体企业或联

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共属性使其与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 “共
有”或 “股份制”根本不同,在土地私有制国家一般只强调土地所有权的私权属性,强调不同土地财产权利

之间的平等保护,而在中国则将平等原则贯彻到底,即强调对集体成员生存权和发展权予以平等保护.可

见,集体土地体制改革以统筹集体土地财产权利平等保护与集体成员身份权利平等保护为终极目标,而在法

治建构层面则集中体现为 “赋权”和 “分权”两个维度,且以 “赋权”为基础、以 “分权”为关键.
在集体土地财产权利方面,体制改革始终在集体土地利用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不断区别、分离和明

晰,此过程起始于承包制改革而延伸至现阶段 “三权分置”改革.而在集体成员身份权利方面,上述体制改

革和法治建构主要集中在对集体成员身份权利与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之间予以明确区分与科学统筹[１９].“分权”
维度与 “三权”之间如何 “分置”并不同,前者是后者的法理基础或者说是 “元问题”,就此而言 “分权”
维度是正确理解和有效贯彻当下改革的关键. “分权”维度集中体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法律

属性上,国家立法和改革实践证明将二者作为用益物权加以界定和保护,可以在上述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与集

体成员身份权利之间实现合理区分和协调.就 “区分”而言,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承包权、集体成员资

格等人身因素明确区分开来,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切实保障并得以自主转让;而就 “协调”而言,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自主转让和设定土地经营权,不仅不是淡化甚至是废弃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对集体成员生存权和

发展权的保障职能,相反在促进集体土地顺畅流转和规模经营基础上能够真正实现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与集体

土地身份权利的有效结合.综上,现阶段 “三权分置”改革之所以要在 “赋权”和 “分权”维度上深入推

进,在根本上是由集体土地所有权所具有的私权属性和公共属性所决定的.

２２　通过设定制度实现 “赋权”和 “分权”
如何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根本来推进 “三权分置”改革,并统筹上述 “赋权”和 “分权”两个维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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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须遵循各国民法及物权法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须立足中国国情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战略全局的

客观要求.概言之,须兼顾集体土地法治体系建构的自洽性和适应性,依具体情形对合乎社会需求的权利赋

予物权效力,以谋求国家、社会及个人之间的共同进步与协调发展[２０].而依据物权法原理,设定制度既具有

“创设性”、又具有 “限定性”,其完全符合上述 “赋权”和 “分权”这一双重制度目标,并构建起科学的集

体土地物权体系.
第一,设定制度能够满足体制改革的 “赋权”目标,并科学建构集体土地物权体系.设定制度具有 “创设

性”,通过设定制度来创设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能够使二者获得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承包经

营权与土地经营权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中渐次分离和独立出来,并使承包户和其他经营者获得稳定的权利预期和

可靠的维权保障.同时,设定制度还具有 “限定性”,通过设定而创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在获得

独立法律地位和切实法律保障的同时,仍不得不受制于作为基础权利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如不得设置永久性期

限以及不得违法改变集体土地的农业用途等[２１].就此而言,设定制度不仅符合上述赋权要求,而且能够科学建

构集体土地物权体系.因为设定制度兼具有 “创设性”和 “限定性”:一方面,在集体土地物权体系内部实现了

不同物权之间的区分、明晰,有利于 “三权”之间的产权明晰和顺畅流转;另一方面,能够在不同物权之间建

立起应有的 “位阶”关系,并通过功能协调和体系整合,最终确保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一宪法规范的根本实现.
现有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已充分表明,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土地经营权之间、在自物权与

他物权之间,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不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就难以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放活土地经营

权,而不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放活土地经营权也就难以真正落实和发展集体土地所有权,此种内在关联及辩

证关系在法治建构层面使上述集体土地财产权利逐渐结构和积淀为集体土地物权体系.
第二,设定制度能够满足体制改革的 “分权”目标.基于设定制度,上述诸项集体土地财产权利须以集

体土地所有权为根本,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纽带并以土地经营权为关键,但上述各项集体土地财产权利都在

不同环节、通过不同机制确保着集体成员身份权利的实现.中央在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也指

出在处理集体土地权属问题上,赋予集体成员财产权利须以保障集体成员人身权利为核心.在集体土地所有

权上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就是要在保障集体土地经营者正当权益和促进集体土地有效利用的

基础上,为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继而才能在有地成员与无地成员、既有成员与未来成员

之间确保公平发展.设定制度在法理上属于物权法范畴,经由设定制度来创设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并构筑集体

土地物权体系,其实质就是实现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与集体成员人身权利之间的区分与协调,就是要打破集体

土地顺畅流转和市场配置的体制障碍.无论从法理还是实践情况来看,设定制度都能够有效满足现阶段 “三
权分置”改革所确立的 “分权”目标.具有用益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不再受制于集体成

员身份,其设定和转让无须取得所有权人即所在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只需依法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履行权属

变更和公示等手续,这一点与债权法上的概括转移明显不同[２２].综上,集体土地法治建构不仅可以通过设定

制度的 “赋权”功能来改变集体、农民以及其他经营者有地无权这一难题,还可以通过设定制度的 “分权”
功能来实现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与集体成员身份权利之间的区分、协调,从而打破集体成员身份的束缚性和集

体土地流转的封闭性,并借此有力助推城乡融合和一体发展目标的实现.
集体土地体制改革实践表明,在集体土地的所有与利用之间不仅不相矛盾,经由科学的法治建构更能形

成一种良性互补的共生关系.集体土地所有权本身也并非一种抽象甚至是模糊的权利,相反在深化体制改革

进程中正在国家立法层面被构建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真正法权关系意义上的权利.集体土地体制改革及其法

治构建须使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断适应集体土地利用方式和 “三农”改革的现实要求,须始

终以集体所有制为根本并积极探索其实现形式,唯有如此才能公私兼顾.经由上述 “赋权”和 “分权”两个

维度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集体土地法治构建能够有效促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良性法治,能够从体制和法

治层面确保个体与集体或者说是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发展,而这能够为正确解读和有效贯彻现阶段

“三权分置”改革提供坚实法理基础并确定着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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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ofRuleofLawinthe“SeparationofThreePowers” Reform
—FromthePerspectiveof“Empowerment” and“Decentralization”

ZHANGYu　WANGLina
Abstract:Intheprocessofintroducingthe“separationofthreepower”reformpolicyintothelaw,wemust
constructtheruleoflawfromthetwodimensionsof“empowerment”and “decentralization” Ontheone
hand,weshouldcontinuetostrengthentheusufructuaryrightofcollectivelandtosafeguardthelegitimate
rightsandinterestsofcollectivelandoperatorsOntheotherhand,weshoulddistinguishandcoordinatethe
propertyrightsofcollectivelandandthepersonalrightsofcollectivemembersinordertobreaktheinstituＧ
tionalobstaclesofcollectivelandcirculationTheabovetwodimensionsaredeterminedbythedualattributes
ofcollectivelandownershipatthelegallevel,whichistheobjectiveneedtoeffectivelyrealizethecollective
landownershipatthisstage,whileatthelegaltechnicallevel,theyneedtobecompletedbysettingupasysＧ
temtobuildacollectivelandrealrightsystem
Keywords:Empowerment;Decentralization;CollectiveLandPropertyRightSystem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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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国际粮农动态:常驻联合国粮
农机构大使出席FAO “世界棉

花日”庆祝活动并致辞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７日 (当地时间)中午,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大使广德福应邀出席联合国粮农

组织 (FAO)举办的首个 “世界棉花日”庆祝活动并致辞.
受农业农村部唐仁健部长委托,广德福代表中国向FAO 举办首个 “世界棉花日”活动表示热烈祝贺,

并高度评价本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广德福表示,棉花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

特殊地位,对保障广大农民特别是小农生计十分重要.联合国宣布设立 “世界棉花日”,是国际社会对棉花

产业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充分认可.FAO 举办首个 “世界棉花日”庆祝活动,对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推

动棉花产业发展、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有积极意义.广德福介绍,棉花种植传入中国已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中

国目前既是世界棉花生产大国,也是棉花消费大国.中国棉花产量已占全球的近四分之一,消费量占全球的

近三分之一,棉花和棉纱进口位居全球第一位.近年来,中国通过品种改良、推广采棉机等现代农业机械的

方式,极大提高了棉花生产效率,促进了棉农增收.
广德福最后强调,当今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调整变革,全球粮食生产和棉花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国

际社会理应加强合作,携起手来共同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更好地推动棉花及棉制品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愿与FAO和各成员国一道,增进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棉花产业

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力量.２０２１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

１０月７日为 “世界棉花日”,旨在促进各方深入认识棉花产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本次活动重点关注的是推

动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建设棉花产业更美好未来制定行动和解决方案.

FAO总干事屈冬玉、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让Ｇ马里波冈等国际组织代表,乍得贸易与工业部长坎帕

德以及贝宁、巴西、秘鲁等国农业部长及其代表出席了庆祝活动并讲话,全球共百余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线

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了活动.

(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李　熙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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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世界农产品
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张红玲

　　根据美国农业部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世界农产品供需预测报告»,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主要农产品供需预测结

果简述如下.

１　谷物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世界谷物供需预测见表１.

表１　世界谷物供需预测变化

单位:百万吨

项目 ９月预测 １０月预测 变化

供应量 ３５５４７７ ３５４０９１ －１３８６
产量 ２７５５５３ ２７４６５３ －９００

消费量 ２７８２９５ ２７７５１６ －７７９
贸易量 ４８８８５ ４８７４２ －１４３

期末库存量 ７７１８２ ７６５７５ －６０７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２２０２年１０月 «世界农产品供需预测报告».表２至表６同.
注:贸易量是基于出口估算,全文同.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谷物供应量将达３５４１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５９２５万吨,比９月预测

值下调１３８６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谷物产量将达２７４７亿吨 (图１),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５２２７万吨,比９月

预测值下调９００万吨.

图１　世界谷物供需形势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产供需数据库和相关各期 «世界农产品供需预测报告»整理而得.图２至图６同.
注:∗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为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１０月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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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谷物消费量将达２７７５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３０６３万吨,比９月预测

值下调７７９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谷物贸易量将达４８７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２１３２万吨,比９月预测

值下调１４３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谷物期末库存量将达７６６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２８６３万吨,比９月

预测值下调６０７万吨.

１１　稻米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世界稻米供需预测见表２.

表２　世界稻米供需预测变化
单位:百万吨

项目 ９月预测 １０月预测 变化

供应量 ６９２８８ ６８９２９ －３５９

产量 ５０７９９ ５０５０４ －２９５

消费量 ５１９３２ ５１８０９ －１２３

贸易量 ５３６１ ５３２２ －０３９

期末库存量 １７３５６ １７１２０ －２３６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稻米供应量预计为６８９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１４１７万吨,比９月预

测值下调３５９万吨.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产量下调.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稻米产量预计为５０５亿吨 (图２),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１０２７万吨,比９
月预测值下调２９５万吨.其中,根据印度政府对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秋季作物产量的第一次估算,其稻米产量下

调２５０万吨,至１２４亿吨.巴基斯坦受洪水泛滥且持续时间长的影响,尤其是信德省稻米收获面积和单产

均将大幅减少,巴基斯坦稻米产量下调１００万吨,至７４０万吨.

图２　世界稻米供需形势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稻米消费量预计达创纪录的５１８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１１２万吨,比

９月预测值下调１２３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稻米贸易量预计为５３２２万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２２５万吨,比９月预测

值下调３９万吨.下调的原因是越南、泰国和巴西稻米出口量的上调仅部分地抵消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稻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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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的下调.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稻米期末库存量预计为１７１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减少１３０５万吨,比９月

预测值下调２３６万吨.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印度稻米期末库存量下调,这将是其自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以来库存最

低水平.

１２　小麦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世界小麦供需预测见表３.

表３　世界小麦供需预测变化
单位:百万吨

项目 ９月预测 １０月预测 变化

供应量 １０５９５９ １０５７７１ －１８８

产量 ７８３９２ ７８１７０ －２２２

消费量 ７９１０２ ７９０１７ －０８５

贸易量 ２０８８９ ２０８３３ －０５６

期末库存量 ２６８５７ ２６７５４ －１０３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小麦供应量预计为１０５８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１２４５万吨,比９月预

测值下调１８８万吨.下调的原因是美国和阿根廷的减产更多地抵消了欧盟产量的增加.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小麦产量预计为７８２亿吨 (图３),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１９４万吨,比９月

预测值下调２２２万吨,虽然产量较９月有所下调,但仍保持创纪录水平.其中,阿根廷受持续干旱影响,小

麦收获面积和单产均有所下调,小麦产量下调１５０万吨,至１７５０万吨.欧盟小麦产量上调２７０万吨,达到

１３５亿吨,上调的原因是波兰和德国政府对小麦估算产量上调.

图３　世界小麦供需形势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小麦消费量预计为７９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３９８万吨,比９月预测

值下调８５万吨.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小麦食物、种子和工业消费量的下调更多地抵消了小麦饲料和残渣消费

量的上调.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小麦贸易量预计为２０８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５５５万吨,比９月预测

值下调５６万吨.下调的原因是美国和阿根廷小麦出口量的下调更多地抵消了欧盟小麦出口量的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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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小麦期末库存量预计为２６８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８４７万吨,比９月

预测值下调１０３万吨.下调的原因是美国小麦期末库存量的下调.

１３　玉米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世界玉米供需预测见表４.

表４　世界玉米供需预测变化
单位:百万吨

项目 ９月预测 １０月预测 变化

供应量 １４８４７２ １４７５７５ －８９７

产量 １１７２５８ １１６８７４ －３８４

消费量 １１８０１８ １１７４５５ －５６３

贸易量 １８３５８ １８３０４ －０５４

期末库存量 ３０４５３ ３０１１９ －３３４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玉米供应量预计为１４７６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３４３３万吨,比９月预

测值下调８９７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玉米产量预计为１１６９亿吨 (图４),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４８５６万吨,比９
月预测值下调３８４万吨.其中,美国玉米产量下调１２４万吨,而美国以外国家玉米产量下调２６０万吨.美国

以外国家玉米产量下调的原因是印度玉米产量的上调仅部分抵消了欧盟和塞尔维亚玉米产量的下调.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法国玉米产量的下降是导致欧盟玉米产量下调的主因.根据印度政府最新统计数

据,印度玉米产量有所上调.

图４　世界玉米供需形势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玉米消费量预计为１１７５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１９８９万吨,比９月预

测值下调５６３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玉米贸易量预计为１８３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１９８９万吨,比９月预

测值下调５４万吨.其中,出口方面,乌克兰和印度玉米出口量有所上调,但美国和塞尔维亚玉米出口量有

所下调;进口方面,伊朗、日本和越南玉米进口量下调,但欧盟和美国玉米进口量有所上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

度,按当地市场年计算,阿根廷玉米出口量有所下调.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玉米期末库存量预计为３０１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５８２万吨,比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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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值下调３３４万吨.其中,美国玉米期末库存量下调１１８万吨,美国以外国家玉米期末库存量下调２１６万

吨.美国以外国家玉米期末库存量上调的原因是中国和乌克兰玉米期末库存量下调.

２　大豆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世界大豆供需预测见表５.

表５　世界大豆供需预测变化
单位:百万吨

项目 ９月预测 １０月预测 变化

供应量 ４７９４７ ４８３３７ ３９０

产量 ３８９７７ ３９０９９ １２２

消费量 ３７７６８ ３８０２４ ２５６

贸易量 １６７８８ １６８８４ ０９６

期末库存量 ９８９２ １００５２ １６０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大豆供应量预计为４８３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２７６３万吨,比９月预

测值上调３９０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大豆产量预计为３９１亿吨 (图５),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３５３０万吨,比９
月预测值上调１２２万吨.其中,美国大豆产量下调１７８万吨,而巴西大豆产量上调３００万吨,至１５２亿吨.

图５　世界大豆供需形势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大豆消费量预计为３８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１６６６万吨,比９月预测

值上调２５６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大豆贸易量预计为１６９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１４６６万吨,比９月预

测值上调９６万吨.上调的原因是美国和巴拉圭大豆出口量的下调仅部分抵消了阿根廷和巴西大豆出口量的

上调.随着全球大豆供应量的增加,中国大豆进口量上调１００万吨,达到９８００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大豆期末库存量预计为１０１亿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８１４万吨,比９月

预测值上调１６０万吨.上调的主要原因是巴西大豆期末库存量上调.

３　棉花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世界棉花供需预测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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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世界棉花供需预测变化
单位:百万吨

项目 ９月预测 １０月预测 变化

供应量 ４４２５ ４４２７ ００２

产量 ２５７９ ２５７０ －００９

消费量 ２５８３ ２５１７ －０６６

贸易量 ９７１ ９５０ －０２１

期末库存量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３ ０６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棉花供应量预计为４４２７万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２２万吨,比９月预测

值上调２万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棉花产量预计为２５７０万吨 (图６),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５５万吨,比９月

预测值下调９万吨.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和贝宁棉花产量下调.

图６　世界棉花供需形势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棉花消费量预计为２５１７万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减少３９吨,比９月预测值

下调６６万吨.中国对棉花消费历史估算值进行了修订,其中变化最大变化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其消费量下

调了４４万吨.预计中国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棉花消费量本月将下调２２万吨,同时印度棉花消费量也下调相应数量.
巴基斯坦棉花消费量下调１１万吨,土耳其、墨西哥和越南的棉花消费量也有所下调.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棉花贸易量预计为９５０万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１５万吨,比９月预测值

下调２１万吨.其中,中国、巴基斯坦、墨西哥、土耳其和越南棉花进口量下调.澳大利亚、巴西、印度、
贝宁、科特迪瓦、希腊、墨西哥以及美国的棉花出口量有所下调.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世界棉花期末库存量预计为１９１３万吨,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估算值增加５７万吨,比９月

预测值上调６８万吨.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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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力
资源状况调研报告

朱宝颖　李航浩　李　熙　李　波

摘要: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粮食和农业事务的专门机构,是

中国多边农业外交的主要平台之一.笔者结合多年工作实践,对 FAO 内部架构和人

力资源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具体建议,以期为中国国际人

才培训选拔推荐工作提供参考.

１　FAO组织概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成立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６日,现有１９４个成员国、１个成员组织 (欧盟)、２个

准成员 (法罗群岛、托克劳群岛).

FAO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组织架构包括核心领导团队、１３个办公室、３个联合中心、２０个司.除总

部之外,FAO还在１５２个国家设有各种形式的办事处和代表处,包括５个区域办事处、１０个分区域办事处、

１４４个驻国家代表处、６个联络处、７个伙伴关系和联络处、信息办公室,以及国家通信员等.

２　FAO人力资源概况

２１　人员构成及分布

根据FAO最新人力资源数据,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以下均为此时间节点),FAO共有职工 (正式

职工和附属员工)１４８１０人,按照工作地点划分,总部２８３１人,世界各地分支机构１１９７９人;按照岗位性

质划分,正式职工３２５５人 (其中常规预算２３１７人,非常规预算９３８人),附属员工１１５５５人 (表１).其

中,正式职工包括管理人员D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P级、服务岗位G级、JPO (JuniorProfessionalOfＧ
ficers)和 NPO (NationalProfessionalOfficers),附属员工包括顾问、短期项目人员等.

表１　FAO职工构成与分布

单位:人

职工构成 总部 各地分支机构 总计

正式职工 １６５６ (５１％) １５９９ (４９％) ３２５５

附属员工 １１７５ (１０％) １０３８０ (９０％) １１５５５

合计 ２８３１ (１９％) １１９７９ (８１％) １４８１０

　　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的职工分布:从职工总数看,１９％的职工位于意大利/总部,８１％的职工位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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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支机构;正式职工在罗马总部和各地分支机构基本各占一半,而附属员工９０％都在世界各地分支

机构.
目前,FAO高级管理人员 (包括副总干事DDG、助理总干事 ADG、D级)共１４１人,占正式职工总数

的４３％;专业技术人员 (P级)１５７５人,占比最大,占４８％,其次是服务人员 (G 级)１２５７人,占比

３９％.详见表２.

表２　正式职工各级别人数构成
单位:人

级别
总部 世界各地分支机构

常规预算 非常规预算 小计 常规预算 非常规预算 小计
总计

D级及以上 ７１ １０ ８１ ５１ ９ ６０ １４１

P级 ６３９ ３２３ ９６２ ３３８ ２７５ ６１３ １５７５

JPO ０ ２２ ２２ ０ ７ ７ ２９

NPO ０ ０ ０ １９５ ５８ ２５３ ２５３

G级 ４３９ １５２ ５９１ ５８４ ８２ ６６６ １２５７

合计 １１４９ ５０７ １６５６ １１６８ ４３１ １５９９ ３２５５

２２　性别比例

在过去十年中,FAO女性员工在 P级及以上类别中的总比例从３２％增长到４３％,并在总体上稳步增

长.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FAO 各级女性正式职员的比例为５２％,与２０２０年没有变化.附属员工队伍

中的女性比例为３９％,比２０２０年增长了２％.总部实现了平等 (５３％),但各分支机构的女性职工人数较少

(３１％).FAO中所有女性员工 (员工和附属员工)的比例为４２％,高于２０２０年的４１％.FAO 的目标是到

２０２２年在专业级别 (P１~P５)实现性别平等,到２０２４年在高级别职位 (D级及以上)实现性别平等.在专

业类别 (P１~P５)中,FAO女性职工比例已达到４５％,接近２０２２年实现平等的目标.D级及以上的女性比

例为２６％.

３　地理代表性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FAO１９４个成员国中,地理代表性为０的国家１７个 (９％),地理代表性不足

的国家１２个 (６％),地理代表性合理的国家１５５个 (８０％),地理代表性超标的国家１０个 (５％).意大利地

理代表性超标最多,其次为西班牙、巴西、埃及、塞内加尔等.地理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包括中国 (合理区间

８９~１２１,实际５６)、美国 (合理区间１４５~１９６,实际１１６)、日本 (合理区间５８~７８,实际４０)、沙特阿拉

伯 (合理区间９~１３,实际１)、韩国 (合理区间１７~２３,实际１２)等.
目前FAO计算常规预算地理代表性的公式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FAO 第３２届大会确定的.地理代表性的基

本数字是根据工作方案和预算中设立的所有常规预算资助的员额,但不受地理分配限制的员额 (即总干事和

语言服务人员)除外.成员资格的权重为基本数字的４０％,在所有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人口因素分配权重为

５％,与所有成员的总人口直接相关,并按其人口比例分配;贡献因素占员额的５５％,按分摊会费比例分配;
每个会员国公平范围的中点是通过这三个因素相加得出;公平范围的上限和下限是基于从中点向上和向下

１５％的灵活性.

Pn＝
１
N

Pm＋ρn

ρN
Pρ＋CPc

其中,Pn 为成员地理代表性职位中位数;Pm、Pρ、Pc 分别为成员资格 (４０％)、人口 (５％)和会费

占比 (５５％)职位数,基数为１２４８;N 为FAO 成员总数;ρn、ρN 分别为成员人口数和所有成员人口数;

C 为成员分摊会费比例.Pn 上下浮动１５％为该成员地理代表性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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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职位空缺及招聘

据FAO统计,目前全球常规预算支持的P级岗位共１２３０个 (包括总部、各地分支机构和青年人才计

划),现有９８０人,空缺２５０人,空缺率为２０％,与２０２０年保持相似 (２０２０年为１９％).
目前常规预算岗位空缺率比较高的部门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办公室 OSG (１００％)、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

办公室OER (１００％)、贝克多副总干事办公室 (６７％)、欧洲中亚区域办公室 (４０％)、塞梅朵副总干事办公

室 (３３％)、项目支持司PSS (３３％)等.而常规预算岗位空缺绝对数量较多部门包括投资中心 CFI (２５
个)、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司 NFI (２０个)等.

FAO员工招聘的正式程序,包括职位公告、筛查简历、视情组织笔试、形成长名单、组成面试专家小

组、组织面试、背景调查、形成短名单等流程,最后由相应负责人决定最终人选,P５级及以上需报由总干

事最终确定.招聘过程一般耗时５个月,时间以从发布招聘公告到发出职位合同信的天数来计算,平均时长

从２０２０年的１５９天小幅下降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５６天.
为吸引优秀人才参与竞聘,FAO设计并举办了针对不同背景的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员的虚拟职业招聘会,

以及使用社会媒体和网络向社会积极推广,并通过各国家办、与成员国驻FAO代表处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
以吸引来自特定国家的申请者.２０２１年FAO 参加了７场外联活动.这些活动是由FAO 成员、学术机构和

基金会或联合国网络组织的,如由日本大使馆组织的RBA (联合国驻罗马粮农三机构)职业研讨会等.活动

吸引了来自１２０个国家的近１０００ 名参与者,其中包括１７个非代表或代表不足的国家,收到６１６份工作

申请.

５　青年人才计划

FAO 为 青 年 人 才 加 入 本 组 织 提 供 了 各 种 渠 道,包 括 青 年 专 业 人 员 计 划 (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me,YPP)、初级专业人员计划 (JuniorProfessionalOfficersProgramme,JPO)及实习生、志愿

者和研究员计划 (Internship,VolunteersandFellowsProgramme,IVF).所有青年人才计划都符合 FAO
以及联合国共同体系的需要和最佳做法.表３为提供青年人才计划的总体情况.

表３　FAO青年人才计划
单位:人

项目 罗马总部 各地分支机构

青年专业人员计划 (YPP) ４ ４

初级专业人员计划 (JPO) ２９ ７

实习生 ４８ ９７

研究员 ３ ３

FAO志愿者 １５ １５

联合国机构志愿者 ２９ ２８

　　注:为与其他联合国机构保持一致,此前FAO的初级专业人员计划 (JPO)已经被更名为青年专业人员计划 (YPP).同样,此前FAO的

准专业官员 (APO)已被更名为初级专业人员 (JPO).表中数据是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组织内现有的人数.

５１　青年专业人员计划

青年专业人员计划即此前的初级专业人员计划.青年专业人员计划由FAO 常规预算资助,每两年提供

２５个职位,该方案的目标是吸引和促进招聘 “主要来自非代表和代表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的有才华的年轻专业

人员”,并提供了作为联合国国际公务员的职业切入点.
在过去的十年中,来自５８个国家的８４名年轻专业人员通过青年专业人员计划加入了FAO,其中４５名

参与者以不同的合同方式保留,总体保留率为５４％ (其中４７％为女性).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在推迟几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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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重新启动了当前PWB周期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的青年专业人员计划项目,计划２５人,１２名年轻专业

人员将安置在总部,１３名安置在各地分支机构.

５２　初级专业人员计划

联合国系统范围的初级专业人员计划由资源伙伴 (自愿捐款)资助,通常在P２级.该计划为参与者提

供有组织的在职学习服务,参与者在FAO一名高级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应用其技术专长.参与者不计入地理

代表性.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FAO共与各成员签署了２４项初级专业人员计划协议,JPO累计人数１０９
个.２０２１年有１０个新的初级专业人员加入FAO,１５个结束项目任期,现有初级专业人员２９人.在２０２２年

结束任期的１５人中,有６人在初级专业人员任务完成后的６个月内被保留为工作人员或顾问.表４具体说明

了人员构成情况.

表４　初级专业人员 (JPO)情况

分布情况 JPO人数 分布情况 JPO人数

中国 ２人 罗马总部 ２２人

比利时 １人 各地分支机构 ７人

法国 １人 女性占比 ７２％

德国 ７人 男性占比 ２８％

日本 ８人

荷兰 ４人

西班牙 １人

瑞典 ２人

瑞士 １人

美国 ２人

十国总计 ２９人

　　注:中国JPO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为１０人.

５３　实习生、志愿者和研究员计划

实习生、志愿者和研究员计划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具有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才.２０２１
年,尽管持续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但仍有来自８５个成员国的３２０名参与者,其中１９％的参与者来自

非代表或代表不足的国家,６８％的参与者是女性.来自欧洲的参与者占比最多,达到４０％ (图１).２０２１年

项目的申请者数量显著增加,比２０２０年增长了１７％.

图１　IVF参与者 (按地区划分)

２０２１年,合作机构资助了１６％的参与者.截至２０２２年２月４日,FAO与全球机构有４８项在执行的协

—０３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11（总 523）



议.２０２１年签署了１０份协议,其中８份来自亚洲的机构,２份来自欧洲.
由于有针对性的外联并与各区域办事处合作,FAO资助了来自１２个国家的２５名土著青年参加FAO的

实习方案,这些来自土著人民社区的年轻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当地社区从事不同的项目.

６　思考与建议

６１　加强合作,多渠道拓展国际人才输送渠道

与FAO人力资源部门加强沟通交流,及时了解更多FAO职位招聘信息;探讨以现场或网络虚拟等多种

形式合作开展FAO职位和人才招聘宣介活动;积极参与其青年人才计划,加大中国与FAO 的JPO 合作协

议执行力度,持续开展人力资源领域合作,以青年专业人才、实习生、顾问等多种形式向FAO输送人才.

６２　练足内功,增加国际多边人才储备

国际组织人才选拔和推送需要长期培养、长远规划,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应继续完善对国际职员的保障

支持政策,稳定国际职员队伍.建立和完善FAO 国际职员人才培养机制性安排,着力国际视野、知识结构

和能力结构与国际组织需要的匹配性,实现人才培养 “专业化、职业化、组织化”.加强国际组织职员后备

人才培养、储备、筛选和推送工作,建立稳定长效的国际职员储备和推送工作机制.

６３　开拓视野,多维度多层次输送人才

应全面统筹规划,布局长远,在FAO总部和分支机构、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实现有的放矢输

送人才.针对高、中、初级岗位分类施策,做好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储备和推荐,特别是针对重要岗位和

重要项目进一步加大培养、推荐、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和形成稳定的国际职员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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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
中国模式与路径»读后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何秀荣

　　最近,有幸先阅了刘艺卓研究员的新著 «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与路径»,由于专著内容与我

的研究领域相关,更兼刘艺卓毕业于我院,不禁饶有兴趣地阅读全书并触发感想.
近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国际上,随着新兴国家发展、区域化倾向增强,以欧美为中

心的世界旧格局在破裂、世界多极化中心的新格局在显现.我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多领域发挥重要

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但也因此被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和打压对象.从国内看,知

识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家正全面迈向现代化强国.从农业看,人民生活已跨过了追求吃饱

的初级阶段和追求吃好的次级阶段,进入到追求营养健康的现代阶段,社会要求农业提供更多更好更绿色的

农产品、更生态友好的农业技术和环境.在这种国内外新阶段新环境中,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面临更多的

不确定因素和更大的挑战与机遇,因此,不仅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而且要与时俱进地对外开放.在此基

础上系统梳理我国的农业对外开放历程,总结经验和教训,研究当前与未来趋势性问题,对于我国农业发展

和进一步开放就变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
该书共１５章,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对外开放概念和理论,我国对外开放历程和平台,我国

农业对外开放的影响、问题和建议;第二部分是专题报告,分别阐述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日欧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日美贸易协定、中智自贸协定、中新自贸协定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详细考察了发达经济体自贸协定谈判中农业开放的主要做法,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中我国农业对外开放

合作策略.对于不熟悉农业对外开放的读者来说,该书通过对相关主题的系统梳理无疑成为一本非常好的框

架性系统导引书;对于了解农业对外开放的读者来说,该书对相关主题的论述,具有很好的专业角度的参考

补益.
刘艺卓读研期间就师从田志宏教授开展农产品贸易方面的研究,先后就职于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

心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２０年来她始终以农产品贸易和自由贸易区研究为基本研究领域,积累

起来了丰富的亲身经历和实践经验.这些实践经验成为该书的一大优点,因为很多出自纯书斋的所谓研究成

果不接 “地气”地隔靴搔痒.与一些出自政府部门的同类研究相比,该书体现出了系统性和学术性的优点.
很多政府研究人员实现了从书斋到社会的研究过程,但往往缺乏从社会回到书斋的梳理和思考过程.该书具

有 “书斋Ｇ社会Ｇ书斋”的优点.对于刘艺卓研究员本人可能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即对这本书是自己２０年来农

业贸易研究的阶段标记意义.在此标记上再出发,我也衷心祝愿她顺利开创自己的研究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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